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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ESG时代来临

ESG COMES OF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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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编辑丹尼尔·麦吉恩和殷阿迪






多年来，
 企业领导者都承认，在解决诸如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刻不容缓的问题上，商业扮演重要角色。尽管秉承良好意愿，但这些高管认为，对他们最大的投资人来说，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ESG）并非首要考量。高管也许想基业长青，但他们相信，市场还是只盯着公司的季度财务报告。

情况发生了变化。“企业领导者的印象停留在ESG在投资圈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时代。但这种看法已经过时。”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的罗伯特·埃克尔斯和世界银行斯维特拉娜·基里门柯如此说道。在本期《投资者革命》一文中，两位作者给出了目前为止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试图证明机构投资者正在让ESG成为重中之重。作者采访了数十位投资公司的领导者，发现“几乎所有人最关心的都是ESG问题”。事实上很多公司已经开始系统化地将ESG融入投资决定。

埃克尔斯和基里门柯说，股东现在希望企业领导者承担ESG绩效，并警告那些无视企业行为对世界长远影响的公司，将被市场惩罚；而那些认真对待这一问题的公司，将获得回报。而这也是弥合善念与实践之鸿沟的最可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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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
 （ Adi Ignatius ）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有多少招聘

可以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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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裁员”成为HR管理关键词的今天，本期聚光灯文章却把焦点放在了“招聘”上。但这并不是一篇介绍招聘业务创新之道的文章，恰恰相反，作者对近些年企业的各种招聘新法提出了深深的质疑。

彼得·卡佩利，沃顿商学院管理学George W. Taylor教席教授、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在本期聚光灯文章《重思招聘》中指出，作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的环节，招聘业务在今天要么被外包，要么依赖所谓智能招聘工具，数据科学也在其中大行其道。但这些方法真的比传统招聘方式更好吗？他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些当下最流行的方法几乎都是错的。

关键在于，这些招聘方法让企业花费不菲，但招聘结果无法测量，没有什么有力的数据能证明，比之传统的方法，这些招聘新花样能找到更优秀的候选人。

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现在，企业过于依赖从外部招聘填补职位空缺，而非内部晋升。企业总是觉得“别人家山头的草更绿”。二、保留员工越来越难，企业总是缺人，原因主要是员工为了追求职业晋升，这也暴露了内部晋升机会不足的缺陷。卡佩利给出的建议是企业应重回内部晋升机制，充分评估招聘效果，小心那些声称能用高科技帮你找到最佳人才的供应商。

需要指出的是，卡佩利并不是反对招聘业务的创新，或者反对从外部聘用人才，他强调的是企业内部没有合理管理自己的招聘流程，导致招聘成本高企，而招聘效果欠佳。

比如，企业总是盯着外部人才，特别是那些“被动候选人”，总觉得主动跳槽的人有问题，但调研显示，主动跳槽的人往往是追求更好的职业发展，而被挖角跳槽的多是为了钱。又如，企业喜欢内部推荐，但其实员工喜欢引荐与自己相似或要好的人，这非常不利于团队多元化发展。再比如，现在企业热衷于将数据科学应用于招聘，但大数据其实有着侵犯隐私、有失公平、数据样本不平衡等种种弊端。《重思招聘》一文，重点梳理了10项招聘流程中的常见错误，它们都是现今企业招聘最基本的内容。

其实，在裁员成潮时说招聘，更有其特殊意义，那些举起裁员大刀的企业应该想一想，到底为什么会出现今天这种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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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客座教授罗伯特·埃克尔斯（Robert Eccles）
 多年来总听到CEO抱怨称，投资者从不奖励他们为持续发展而做出的努力。埃克尔斯表示，改变即将出现。他和本期文章合著者近期采访了多家堪称全球最大资产所有者和资产管理公司的领袖。他们发现，可持续投资已成为主流。他要透露给CEO什么信息呢？“小心制定目标，投资者将会仔细检查你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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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大学专业是政治学，但毕业一年后经济大衰退来袭，于是他花大量时间阅读经济学博客和智库论文，想了解大衰退的起因和应对之策。“我在《哈佛商业评论》做的大量工作都可以追溯到那一时期。”他说。弗里克现已是HBR.org副主编，他在本期文章中报道的新研究介绍了公司如何为应对大衰退未雨绸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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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顿商学院教授尼可拉·斯格科（Nicolaj Siggelkow）
 经常被问到，当前本领域中有哪些新发现。他的第一反应总是：啥也没有。“战略和竞争优势的基本原则永远都不会变。”他表示。但这并非全部答案。“真正改变的是公司建立竞争优势的方式。公司不再只与客户时不时互动，而是建立持续连接的关系。”斯格科与沃顿同事克里斯蒂安•特尔维什（Christian Terwiesch）共同探究了这一变化的起因，以及公司如何基于这一认知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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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斯滕·阿尔弗（Kirsten Ulve）
 在选择艺术品的色调时会问自己：“这些颜色搭配在一起，味道好吗？”她的“糖果味”插图灵感来自20世纪中期设计、经典卡通片和20世纪50年代的米高梅音乐剧。阿尔弗称：“我喜欢围绕一个主题作画；绚丽的色彩有种非自然、让人中毒的调性，这也恰恰契合本文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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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china.org



反馈的谬误


多年以来，管理者一直被鼓励要表扬员工，不管员工做什么，都要给予建设性的评论。但这并不是帮助员工卓越发展的最佳方式。







ADP研究院人力与绩效研究负责人 马库斯·白金汉
 |文

反馈要这么听才有效

希拉·赫恩｜文

你与谈判高手之间，差的只是12条常识



比识破谎言更胜一筹的是，让别人说真话

莱斯利·约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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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退休的窘境

关注老龄化人口影响的人往往看到的是正在迫近的危机，而非机会。他们认识不到，年长者作为员工和消费者所具有的潜力。但现实是，寿命延长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



为公司制定预防退休方案

在年长员工还没把他们积累多年的技能、人脉和经验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前，别让他们离开。



别再纠结你的过失

反刍不仅让人不快，还与解决问题能力低下、焦虑和抑郁密切相关。本文提供的5种方法帮你摆脱这种折磨。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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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哈佛商业评论》

中文版APP












博客 @HBR




别在团队建设上

浪费时间和钱了


卡洛斯·瓦尔德斯-达佩纳

（Carlos Valdes-Dapena）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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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多数的企业团队建设都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我的这个论断并非是无本之木，而是基于我在团队有效性领域超过25年的研究和实践。其中有17年我一直供职于市值350亿美元的家族企业玛氏食品，致力于研究合作问题。

很多公司在决定投资团队建设时，会倾向于开展一些公司之外的活动，例如保龄球之夜或攀绳课程。有时候这些活动会耗费大量的精力。我所知道的一位销售和营销高管对我说，他与20名同事飞往伦敦，住进了一家昂贵的宾馆，竟然就为了学跳哈卡舞——新西兰毛利族的传统群体战舞。这项活动原本是为了促进团队关系，提升团队士气，继而改善团队成员之间的合作。然而，它却给团队成员带来了尴尬和相互之间的冷嘲热讽。数个月之后，公司卖掉了这个失败的部门。

玛氏公司也无法免俗。在全身心地投入合作研究之前，我们还做了以下事情。此前，我们曾花费数万美元聘请了一支管弦乐队，让他们与一群高层领导在公司之外的一个度假屋共度了一个小时的时光，并帮助他们和谐地开展合作。这个活动的寓意很好，而且体验也很有趣，但对于改变这群领导者的合作方式毫无作用。

这类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拉近人们的距离；情感的分享可以让人们建立紧密关系；然而，面对机构关注于交付成果的日常压力，这些关系很难持久。

2011年，玛氏公司的人力资源高管决定研究公司的全球劳动力，并弄清楚如何实现团队效力的最大化。我为此而主导的研究发现，我们和其他人对团队建设的大多数认知都是错误的。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高质量的合作并非始于人际关系和信任，而是始于对于个人动机的关注。

我们的研究基于125个团队的数据，其中包括对数百名团队成员的问卷调查和采访。我们问的问题包括：成员对于团队的重点工作是否有明确的概念？他们自己和其他人的目标都是什么？以及最自信或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如果要说这些采访反映了什么样的主题，那么可以用这句颇具感情色彩的话来总结：“我真的很喜欢、也很重视我的团队成员，而且我也知道我们应该加强合作，只是没有人这么做。”

这些问卷发现，团队成员对于自身的目标了如指掌，而且对于自己所负责的工作有着很强的主人翁意识。为了进一步调查，我们将目光投向了另一项信息源，并分析了来自玛氏360度领导力调查多年以来的数据。这些调查发现，最大的两股力量分别是“行动导向”和“成果导向”。格局越来越明朗：玛氏形形色色的员工热衷于忙活那些能够署上自己名字的任务和职责。他们在无需合作的情况下便可以出色地完成这些任务，并交付成果。此外，他们也会因为这些成果得到其上司和绩效评级系统的首肯。

我们意识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未能开展合作的原因在于出色地完成工作以及管理层激励这类出色表现的机制。另一方面，合作则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缺乏具体规章制度的模糊目标。此外，人们认为合作会带来混乱，弱化责任，也难以带来明确的回报。

按照上述发现，我们开发了一个框架，旨在让合作更加明确、具体和具有吸引力，也就是让合作成为一种有待于实现的事情。框架的核心在于每个团队都会面对的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他们的合作对于其商业业绩至关重要？第二：哪项工作、哪项具体任务要求通过合作来实现上述结果？

2012年初，我们有机会通过玛氏宠物保健中国公司测试了我们的框架。在两天的时间中，我们提出了问题和具体解决举措。我们在第一天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思考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最初得到的反应是困惑和沮丧：“对于业务结果至关重要”是什么意思？我们重新编排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大家作为一个团队共同合作，比简单的个人力量相叠加更有价值？这个问题引发了热议，然而我们花了三个小时来讨论和辩论我们所称的“团队宗旨”。他们最终同意，他们的宗旨是关注个人发展，并在业务中部署其新策略。

第二个问题——哪一类工作需要进行合作——更具争议性。其中一位领导特别提到，应该让他自己单干，因为他所负责的所有工作都无需其同事的参与。辩论变得越发激烈，但最终，他的同事说服了他。最后，我们整理出了一个项目清单，也就是哪些可以由个人独立完成，哪些可以通过合作得到真正的改善。

我们第二天的工作专注于责任。他们同意将合作承诺融入个人绩效目标。然后，他们共同拟定了一份大家希望成员能够执行的行为清单，用于支持这些承诺，并制定了各自的责任清单。（在某一方面，我们比较和讨论了其迈尔斯布格斯类型指标）。有关成员关系的讨论持续了15分钟，然后他们敦促我让他们回到如何开展合作的话题。我认为这一举措发挥了显著的效果。最后，我们拿出了一份计划，列明了该团队应如何维持我们在这两天共同取得的进步。

我在第二年与玛氏宠物保健中国公司的总经理沟通了几次。在最后一次对话中，我了解到其业务的增幅高达33%，这是一个十分惊艳的成绩。仅其首要狗粮品牌就增长了60%。这是8年来他们首次兑现其对母公司的财务承诺。大家的合力对这些成果的实现有多大的贡献？总经理对我说，“非常之大”。团队的宗旨已将合作的焦点放在了对于规划业绩目标影响最大的事情上。这种通过共同协议所形成的合作责任感也让他们的工作关系比以往更有成效。

在玛氏我们了解到，如果要让员工开展合作，我们必须让他们弄清楚合作到底会对结果带来多大的改善。

我们在2012年晚些时候部署了经测试的成熟框架，将其融入了一个单一管理开放项目。在两年的时间中，玛氏高绩效合作框架在公司备受青睐。

紧密的关系和信任对于合作也有着重要意义，但它们并非是起点，而是敬业人士共同努力工作的结果。将合作与追求成功的团队成员的动机挂钩，是实现高效团队工作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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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斯·瓦尔德斯-达佩纳
 是Corporate Collaboration Resources的CEO，著有《玛氏公司的启示：这家国际化公司如何破解高业绩合作和团队工作的难题》（Mars: How One Global Company Cracked the Code on High Performance Collaboration and Teamwork）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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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经理们

会忽视雇员意见


易兰德·舍夫（Elad N. Sherf）

苏布拉·唐吉拉拉（Subra Tangirala）

维嘉亚·文卡塔拉曼尼（Vijaya Venkataramani）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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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雇员分享新颖理念并提出顾虑或问题时，机构往往能更好地去创新，并获得更好的业绩。雇员通常都是发现工作现场问题的第一人，因此他们的反馈对于管理层的决策来说大有裨益。

然而，经理们并不总是会推广雇员的理念。事实上，他们甚至会主动忽视雇员的顾虑，并通过一些举措防止雇员提出意见。

矛盾出现了：为什么经理们即便知道下属的意见和看法对他们自己和机构十分有利，却并不鼓励他们提出来？

有关这个话题的当代研究显示，经理们经常会执着于自己的工作方式，而且十分安于现状，以至于不愿倾听来自下属的相左意见。在《组织科学》杂志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我们发现，经理们通常无法打造意见表达文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或只关心自己的想法和理念，而是因为他们在各大机构中所处的位置非常尴尬。

我们发现，这些经理面临着两大明显的障碍：他们并没有获得授权来实施下属的反馈意见，而且他们感觉自己不得不按照短期目标来开展工作。

以“简”这个虚拟案例为例，她是一名生产经理，一心为机构效力，而且希望把工作做好。简深知那些比自己更接近生产线的下属可能有能力提出改善车间工作流程的好主意。然而，在简的机构中，经理们在获得总部繁琐的集中审批流程之前没有权力做出任何改变。她还觉得自己没有动力去花时间寻找改善业务的方法，因为公司只会按照短期业绩对她进行奖励，例如在下一个截止日期之前交货或满足下一个目标。

如今，简当然可以鼓励其下属说出想法。然而，她知道如果自己这样做，下属们会希望她迅速地执行这些想法，但她又做不到这一点。她还意识到，执行新实践或变化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帮助，但会在短期内干扰生产流程。考虑到季度末生产目标还未完成，花时间召开有关改革这类讨论会给简带来很大的压力。

在我们的数据中，我们发现，很多经理都面临着与简一样的困境。他们所工作的环境通常并未给他们提供启动变革所需的自主权。他们经历的是集权制的决策构架，其中话语权掌握在顶部管理层，他们只不过是“中间人”而已。即便他们获得实施的权力，依然要面对在短期内交付业绩的命令，而不是寻求可持续的长远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最善意的经理也有可能回避邀请雇员说出想法的做法，甚至可能选择让他们保持沉默。



我们的研究

我们开展了4项研究。首先，我们让160名学生在一个行为实验中担任经理，其间，他们必须监督一名雇员大致完成任务。我们对于任务的赋权进行了操控：有的必须遵循非常严格的任务完成方法说明，有的则可以自主选择以哪种方式完成任务。这些担任经理的学生有机会询问下属的想法或意见。我们测试了学生们所承担职责的自主权大小是否会影响他们从下属中获取反馈的意愿。不出所料，自主权较低的学生经理不大愿意鼓励下属说出或提供反馈意见。事实上，这些参与者称，与那些高度自主的学生经理比较，他们愿意花在与员工讨论工作问题上的时间要少25%。

对于另一项调查，我们在线招聘了424名有工作的成年人开展另一项行为实验。通过一项带有插图的案例学习，我们让参与者将自己想象成一名经理，而且自己有机会从团队的雇员那里寻求有关改善工作流程的反馈意见。我们通过描述其工作状况，操控了参与者对于工作的赋权认知。有的有充足的自主权或影响力，有的则受限于严格的机构层级制度。其间，我们发现，低赋权环境中的经理从员工那里寻求意见反馈的概率要比高赋权环境中的经理低30%。

我们还衡量了经理在业务长远发展方面的取向，也就是他们在决策时是更看重长期结果，还是短期结果。我们发现，即便是在实验中感到有自主权、但缺乏业务长远发展取向的经理与那些未赋权的经理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也不大可能为下属提供发声的机会。只有那些同时拥有自主权、关注长远成功的经理才会从下属那里搜集意见。

我们在两个涉及雇员-经理配对的独立调查中得到了同样的结果，这些雇员-经理配对来自美国（145对）和印度广泛的机构（200对）。经理汇报了其机构的赋权级别，以及业务长远发展方向。雇员则汇报了自己的团队在多大程度上鼓励成员发声。这两个国家的结果是一致的，具有可比性。

例如，在美国，有雇员称，未赋权经理邀请其发表意见的概率比获得赋权的经理低约15%。此外，这两项调查发现，会从下属那里搜集更多意见和反馈的经理既获得了赋权，也拥有业务长远发展取向——仅有其中一个因素是不够的。



要点归纳

当经理们未能打造让员工直抒己见的文化时，人们倾向于把责任推给经理。人们会说，他们的自我意识或对变化的恐惧阻碍了他们鼓励员工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我们的发现指出，当经理们未获得赋权，并被要求关注短期结果时，要求经理邀请或鼓励雇员提供意见或反馈是不切实际的。

重要的一点在于，各大机构应审视其实际操作（例如顶层的微观管理）对经理工作自主权认知带来了多大的冲击。另外一个重点在于了解，狂热的短视主义如何阻碍各种意见从下向上反馈及其实施。培养长远意识，以及为经理提供跳出工作短期目标的机会，有助于确保经理在其团队中鼓励创造力和创新。向持有长远观点的经理分配更多的资源和影响力则会带来更大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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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并解读公司愿景

中层领导大有可为


隆·阿什肯纳司（Ron Ashke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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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机构打造一个统一的愿景对于领导者来说是一个基本的技能。简单、宏伟、激励人心的愿景可以发挥近似魔法的功效：它能够让整个公司的人凝聚在一个共同目标的周围，并为开发策略提供一个更好的聚焦点，从而实现更好的未来。然而不幸的是，愿景的创建更多的是源自公司的顶层领导，而不是公司各部门的经理。你是否会经常听到 “领导者负责指出激励人心的业务发展方向，而经理们只是确保日常运营能够按照这个方向前行”？

然而，即便是作为一名经理（以及鼓舞人心的经理），你也有一系列机会获得愿景创建方面的实际操作经验。在我们针对《哈佛商业评论领导者手册》开展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了人们可以把握的愿景创建三大关键机会，它们同样适用于非CEO。这些机会是：为高层领导的愿景创建工作提供帮助；为你的团队解读公司的愿景；开发可向上延伸至整个公司的一线团队新愿景。以上每一项都可以促进你的职业发展，让你在一段时间后获得晋升。



帮助CEO创建公司愿景

愿景制定要求有一定的洞悉未来的能力。但好的高层领导者深知，自己并不掌握很多关键的信息，例如对客户体验、运营现状和下属的期望与梦想一无所知。了解即将从事这类工作员工的洞见和经验有助于高管获取这方面的信息，而且很多高管都会将这种想法的搜集制度化。例如，山姆帕尔米萨诺于2003年在IBM建立了理念碰撞项目，并借此接触了数万名雇员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还有Global Service Jam项目，很多城市领导人在过去几年中使用它来与公民互动，以发现有助于社区大幅改善的机会。只要你愿意参加这种集体性质的问题解决活动，并分享你的观点，不仅你的愿景创造能力会得到培养，而且还可以借此了解其他人如何解决你正在攻克的类似难题。

在非高管愿景创建方面，世界银行提供了一个经典的历史案例。1995年，詹姆斯·沃尔芬森行长发现有必要对机构进行重新定义，将其从二战后的重建职责中解放出来。一开始，他设想了一个更具普世意义的新方向，基本上是有关脱贫的内容。但为了实施这个模糊的概念，他与客户、政府成员和银行中众多中层管理人员及雇员进行了多次工作会面。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利益相关方为银行拼凑了一个更加完整的愿景——“追寻全球脱贫的梦想”，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则需要提升机构的专业性，完善学习和知识体系构建，并建立更高的人才吸引和培养标准。世界银行这个更加实际和激励人心的最终愿景源自众多非CEO人士的贡献。



将公司愿景转化为与团队相关的目标

即便你没有机会帮助构建公司愿景的“初期草案”，哪怕你只是机构内部某一个层级的领导者，公司也有可能呼吁你与团队一道，将这一愿景与你所在的那个部门或功能相结合。这一点本身就是创建愿景，只不过涉及的范围比较小罢了。

例如在世界银行，小策略团队负责人丹尼斯·怀特与同事展开了一场头脑风暴，探讨如何将整个机构的“全球脱贫”梦想转化为团队的可操作有形目标。他们创建的愿景在于，新脱贫策略可能来自全球各地，而不只是银行内部专家。这个理念导致了一系列“发展市场平台”的出现，在这些平台中，全球数万人都可以通过展示经济发展的创新理念来竞争资金。

试想一下，你在亚马逊是一支物流团队的负责人，公司的愿景是“成为地球上最专注于客户的公司……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并发现任何他们希望购买的东西”。你可能会根据所在的部门对这一愿景进行分解，并思考履行的精准度和产品的发送速度对于满足客户“找到任何他们希望购买的东西”的期许有什么样的帮助。同样，如果你是“来福车”公司一支当地运营团队的领导，考虑到该公司的愿景是“围绕民众而不是汽车来改造城市”，那么你可能会为团队创建这样一个愿景：你们的服务是为了弥补所在城市公共交通的空白。

这类更广泛的视角对于此类小范围愿景的创建也是大有助益，而且越来越多的高管也希望获取这种视角。哪怕只是对机构上级的愿景进行简单的“转述”，也请花时间关注一下能够影响自身部门业绩目标的其他部门，并搜集来自它们的意见；当然，请务必再次按照高管制定的公司整体愿景来核对你所“转述”的愿景。



催化自有愿景

有些时候，新公司的愿景并非起源于CEO，而是来自低层领导用来推动自身部门创新和变化的愿景。美国公共广播公司开发和推出了一个成功的全新儿童频道（PBS Kids 24/7），但其最初的愿景来自公司儿童媒体业务的高级副总裁莱斯利·罗滕伯格。罗滕伯格说服了充满疑虑的CEO保拉·克格：该频道符合公司的整体教育愿景，而且开发起来颇具成本效益，能够满足真实观众未得到满足的需求。

慈善机构United Way在21世纪00年代初的转型则提供了另一个从下至上创建愿景的案例。这个联盟性质的慈善机构在经历了十年国家领导丑闻和捐赠者兴趣下降这些不利影响之后东山再起，主要归功于多个当地创新推动机构创建了新的整体愿景：将这家主营企业筹资的实体（筹集金额按美元计算）转变为专注于社区影响力、更具战略意义的网络平台，而且其衡量标准为更加规范的当地人力福利指标。社区影响力愿景最终得到了全国委员会的采纳，它汇集了各项实验之大成，总结了全美不同中型城市更多的人类服务愿景和策略。在过去几年中，这些愿景不断得到加强、提炼和制度化（以一套新“卓越标准”的形式出现，它能够影响各大社区广泛成员的医疗、教育和收入），而且该流程也因其对当地创新和知识的接纳（并非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而受到赞誉。

对于由下而上的愿景制定流程，你的机构可能还没有准备好，甚或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当今运营大环境中，对于持续创新的无尽需求说不定就会让你获得机会，来推广源于自身当地经验的新理念，而这些经验有可能推动公司实现更广泛的增长，甚至让公司获得再造。多米尼克·巴顿在2009年担任麦肯锡新董事总经理期间访问了全球众多初级合伙人，他意识到麦肯锡的新愿景不会出现在公司办公室，而是由各个创业型创新者的最为成功的实验编织而成，这些创新者已在改变公司为客户提供服务的方式。其中，为这个愿景贡献想法的众多合作伙伴在随后的几年中成为了更加资深的领导者。



加入愿景游戏

那么你如何在这类愿景创建时刻给自己定位，并提升自己领导工具包中的“愿景创建能力”？虽然每个场景各不相同，但下文围绕如何改善参与机遇以及如何进行愿景创建提供了几个小窍门：

首先，明确了解愿景的定义，及其为什么重要的原因。不要把“愿景”（激励人心、有关未来成功的画面）与“使命”（机构存在的原因）、“价值”（机构在运营时所秉持的原则和道德信仰）或“策略”（有关在哪个领域以及如何竞争的决策，以实现机构的愿景）相混淆。各大机构对其愿景的更新频率比其使命要高，并将其作为一种激励自己向新业绩高度迈进的方式。

关注能够贡献自身力量的不同机会。为其他领导正在制定的愿景提供一臂之力。将已经获得接受的企业愿景转化为所负责部门的愿景，或按照当地或区域愿景来布置团队的重点工作。依据你参与的一些一线创新，推动机构的创新变革。寻找公司之外的机会：为你所信奉的机构、社区协会或从事志愿工作的其他社区机构塑造或制定愿景。你可以通过众多不同的机遇进行学习，哪怕只是小范围的愿景创建。

如果发现了一个愿景创建机遇，不要自行承担所有的决策工作。就像高管在制定公司重大愿景时会受益于你的参与和贡献一样，在自身愿景的创建过程中与其他共事的同事分享这个流程。此举也有助于完善你的合作技能。

通过观察和研究其他人的愿景创建来学习。即便你并未积极地参与某个愿景创建流程，你依然可以通过积极地观摩他人学到很多东西。与其他领导者讨论他们曾经创建过的愿景，并了解如何以及为什么这些愿景会以这种方式形成。研究各大公司在商业媒体中发布的愿景，或学习合作伙伴或客户为其机构创建的愿景。随着你发现并了解其他公司、部门或团队的机构愿景，你就能够更好地理解成功的愿景都包含哪些要素，然后在自家机构创建新愿景时加以运用。

由于机构愿景的制定能够为策略和更好的业绩奠定基础，因此它始终被看作是高管的必备能力。但请勿将这个恒久不变的事实误解为：愿景因此总是高于你的薪资级别。像任何领导能力一样，愿景创建需要实践，因此，无论是哪一个层级的领导，进行这一实践的最好方式就是在遇到这些突如其来、不起眼，且需要你提供一臂之力的机会时，亲自制定愿景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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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的高昂代价


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1月刊








消除浪费是管理学的终极目标，但过度强调精简会引发大量问题。公司应同样关注复原力。




达尔文主义并没有什么好名声。超出达尔文原理应用范围对其进行扩展，或者说用科学结果做出社会判断——这本身就很主观。


——哈罗德·桑福德



读者




罗杰这篇呼吁发达经济体减少对效率关注的文章很有意思，因为效率至上正迅速成为很多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奉行的圭臬。但如果你看到很多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包括我所在国家）的结构性低效问题，就会发现，我们确实应该更追求复原力，而非效率。当前不少企业，包括电信公司、制造商和银行，都太过草率，只顾追求效率，而不打造抵御冲击的复原力，结果遭到重创。


——埃尼奥拉·拉达普



尼日利亚IHS铁塔公司人才收购和组织效率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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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想使人没干劲


斯科特·贝瑞纳托（Scott Berinato），《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1月刊








里斯本天主教大学商学院助理教授安德鲁·哈芬布拉克（Andrew Hafenbrack）组织一项实验，其中部分参与者冥想15分钟，其他人则看手机或发呆放松，之后两组参与者要完成编辑文件等任务。研究者调查了参与者完成任务的积极性和打算投入的时间，结果发现，进行冥想的参与者积极性更低，且打算投入的时间较少。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冥想使人没干劲
 。



我觉得本文内容很有意思，但标题有点夸张，容易误导他人。说冥想让人没干劲，这有点过于简单了。实际上，在平静状态下，人们可能更有动力完成其他类型的任务，很遗憾访谈中忽略了这点。

另外，本项研究似乎不完整。实验参与者说他们感觉愿意投入工作的时间减少了，但实际是这样吗？工作的质量如何？我们如何才能确定工作意愿对工作结果有影响？或许实际工作表现才是最重要的，而冥想可能对此有提升作用。


——布伦特·芬纳摩尔

读者





作为精神科医生、非女权主义的女性，我认为我们的文化过分强调积极性，或许已经达到了变态的地步。“积极性”这个词的意思，不就是说某人对他不喜欢的工作表现出的热情吗？去外面打棒球谈不上积极性，回家做数学作业才需要。成年人早已忘却享受做一件事的感觉，而会把表现出的热情当作真正的热情。实际上，我们的感受能力已经大大衰减。

在晚近的发展中，我们的文化已经用表象替换了真实，导致我们对常识和判断力全无信念。我们已经不会使用常识和判断力，不再根据自身经验检视事物，而是接受“客观严谨”的科学研究的现成结论，无论它是否合理。

好在，有些读者回归常识，指出本项研究不够严谨。我个人赞同布伦特·芬纳摩尔的观点：平静状态下，你更能看清自己并不喜欢某项工作，但这不会影响你完成工作。在工作相同的情况下，能够坦诚表达自己“不积极”的人幸福感更高。这个发现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在我这里不是这样。精神健康研究充斥着肥胖、自杀、类鸦片药物和电子烟的噪声。或许这项研究能帮助我们发现（或重新认识到），坦诚在很多时候是最佳选择。


——佩吉·芬斯顿

读者





我多年坚持冥想，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忽略了一个关键点：正念能让你看问题更客观，并保持全局视角。很多时候，积极性来源于想要得到认可和重视。当你学会负起责任并聚焦于最优先事项，同时平和地处理次优先事项，你就能获得新的视角。如果你只想让每个人开心，但却让自己精疲力尽，忙碌就不是好事。冥想对工作效率和效果有很大提升作用，并且能帮助你排除干扰。很多时候，干扰来自你内心的声音，它告诉你必须做更多、欲求更多、工作更多，才能更有价值。


——苏菲·帕加尔蒂

读者





有些评论指出，本项研究的研究方法不够清晰。不过文章的内容，与我有规律地进行冥想两年后，在工作中的实际体验有所吻合。我不确定是否可以说干劲不足。应该说，与生活中的其他方面相比，我对工作的关注度处于合理水平。我能够暂停一下，看看什么是重要的，然后减少对不重要东西的投入。这很难在研究中衡量，但肯定没有影响我做好工作。冥想不是万灵药，但它能让你看到所谓积极性中的消极成分（如焦虑、欲望、想得到认可等），同时让你更放松地集中精力做好工作。


——韦德·科尔曼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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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式创新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艾佛萨·奥热莫（Efosa Ojomo）、凯伦·迪伦（Karen Dillon），《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2月刊








“颠覆式创新”之父克里斯坦森的最新力作，聚焦于新型创新模式“开辟式创新”。这种创新的独特之处在于，企业能察觉到市场潜在的甚至连用户都不自知的需求，创造一种商业模式，为用户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产品或服务，继而开辟出一个前所未有、潜力巨大的市场。




这是一篇关于前沿市场渗透的好文章，思路整然，结构严谨。很多有关新兴经济体的文章和研究都未能制定成功的标准，却用大篇幅去写如何更好地榨取廉价劳动力，并将这种做法标定为成功的指标。

在利用数字医疗解决方案努力改善医疗可及性和治疗效果的过程中，我们牢牢记住，开辟式创新能够“开辟新的市场，为数十亿无法找到任何产品或服务为自己解决重要问题的非消费者服务”。


——帕兹恩·切里奈特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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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步区分管理者

与领导者的差异


《哈佛商业评论》2019年3月8日微信文章《你是管理者还是领导者？关键看三点》







优秀的领导者是愿景型的领导：关注人，善于挖掘员工的潜力，激发员工的活力和创造力去完成目标。


——张益清-清晨甘露

读者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只需要明白一个事情——换位思考，管理者从管理者的角度为被管理者制造利益，被管理者需要服从管理者的思想意识，有效结合，这才是最优的“圈子”。


——巽·离

读者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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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刊特写文章


设计道德文化

合规计划的重要性

从大众的“排放门”到富国虚伪的销售行径，再到优步的隐私侵犯，企业丑闻在全球商业领域不断重复发生。不道德的行为会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因为它会损害公司声誉，打击员工士气，增加监管成本，更不用说有损公司整体社会信任度的广泛不利影响。大多数高管不会通过破坏规则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大多数公司已经实施了相关计划来预防各个层面的不当行为。然而，一再发生的丑闻告诉世人，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旨在鼓励道德行为的现有干预举措通常未能意识到出现这种错误行为的真正原因，因此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合规计划开始逐渐从法律角度来看待专注于个人责任的道德问题，其初衷在于教育雇员，然后惩罚那些存在错误行为的“坏苹果”。然而，一大批行为科学研究显示，即便是善意、知情的个人在道德上也比你想象的更具可塑性。




[特写]


西方营销人员应该向中国学习什么

一位转而担任营销学教授的前任首席营销官来到了中国，与跨国公司和中国公司的营销高管进行了对话。她认为中国在营销方面的策略——基于其移动至上的经济，闭合消费数据的可用性，像腾讯这样的跨渠道巨头，及其对速度的关注，不仅为营销人员打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环境，同时还树立了全新的范例。她认为，要想在中国成功营销，各大公司必须学会从六个方面来进行调整，而且如此行事的公司还可以使用这些策略来更加成功地开拓西方发达国家市场。




[特写]


打破业务孤岛

大多数高管都意识到，要帮助那些不愿开展跨领域合作的人士开展这类合作，打破业务孤岛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倒是可以理解，只不过比登天还难。鉴于创新比以往更依赖于跨学科项目的合作，数字化正在飞速改变着各个行业，以及全球化也在要求人们开展更多的跨境合作，因此，对于有能力创建和领导跨界面工作的高管的需求正在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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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代言人身陷丑闻，公司怎么办

WHEN SCANDAL ENGULFS A CELEBRITY ENDORSER

应参考四个要素进行回应。

蒋荟蓉 | 译 王晨 | 校 腾跃 | 编辑




2009年12月，
 埃森哲、AT&T、佳得乐（Gatorade）、通用汽车、吉列、耐克、泰格豪雅（TAG Heuer）等众多公司都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它们的代言人老虎伍兹（Tiger Woods）被曝婚外情，据说与妻子争吵后发生车祸。伍兹含糊地向公众致歉，并宣布无限期休赛，随后更多丑闻曝光。请他当代言人的公司应当终止合作，还是保持原状？之后几周里，伍兹代言的公司股价暴跌，投资者损失120亿美元。这些公司的管理者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何减少损失？

此前有研究表明，明星代言人身陷丑闻时，公司会蒙受经济损失。但之前的文献没有提供解决方案。康涅狄格大学营销学教授斯特凡·霍克（Stefan Hock）说：“没有人研究公司该怎样减少损失。”于是，霍克与柏林自由大学的萨沙·赖特尔（Sascha Raithel）一同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

他们发现，受影响的公司多数时候既不发表声明也不采取行动，这样会导致损失。他们还发现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积极处理这种状况的公司不仅能止损，甚至还能从中获益。“这样的事件可以成为机会，”赖特尔说，“如果能妥善应对，公司市值会增加。”

研究者选取了1988年至2016年间，代言人在合同期内出现负面新闻的美国上市公司，一共有128个事件，涉及230家公司。其中59%是运动员，24%是电视和广播相关人士，17%是音乐人；其中70%是男性。耐克遇到此类事件最多（23次）。在这29年里，有一半事件是发生在2010年至2016年间，表明名人出现丑闻的频率逐渐增加。

数据表明，公司不知该如何回应。59%的公司不采取任何措施，20%宣布保持现状，21%暂停或结束与当事人的合作关系。一些公司对同一事件做出不同回应，如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吸大麻的照片被曝出后，Visa公开表示支持，Kellogg没有续签合同，其他一些公司则未做出表示。霍克说：“这组数据和回应说明，许多公司并不知道采取怎样的措施效果最好。”

接下来，研究者指出有四个因素可能影响公众对名人不当行为的反应。其一，当事人是否真的做了错事？比如说，比起电脑被黑、裸照流出的人，家暴的人显然更应当受到谴责；前者是受害者而非加害者。其二，丑闻是与当事人的职业直接相关（如运动员使用兴奋剂提升表现）还是毫无关系（如婚外情）？第三，当事人的职业与代言产品是紧密联系（如音乐人代言吉他品牌），还是关系不大（如演员代言酒）？第四，当事人是否公开致歉？

研究者考查了每个事件中相关公司的回应方式（如果有回应）、回应速度，以及是否与代言人继续合作，分析了当事人的不当行为是否与职业相关、是否道歉，调查了300多位营销专业人士对当事人是否应该受罚的意见，以及当事人职业与代言品牌的关联。为评估每一桩丑闻对公司财务产生的影响，研究者分析了丑闻曝光后20个交易日的股价变化，寻找异常的波动。研究包含了公司广告费用、媒体覆盖率和丑闻真实程度等变量。

在所有事件中，作出回应而非保持沉默的公司，股价都有增长，消息曝光三天内采取行动效果更好。研究者表示，迅速回应降低了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会对股价产生负面影响。迅速回应的公司，在事件后四周里股价平均上涨2.1%。公司是否与当事人继续合作的影响小于是否回应该事件。

公司回应代言人丑闻时，应参考以上四个要素。如果代言人的不当行为与职业紧密相关，且职业与品牌关系不大，那么公司终止合作比较好。放弃不道歉的代言人，比放弃表示要痛改前非的代言人更能让投资者高兴。

各公司对伍兹丑闻的回应反映了以上几点。产品与高尔夫直接相关的公司，如耐克，多数表示支持伍兹；非运动行业的公司多数终止了与他的合作。研究者表示，伍兹的一连串声明并没有完全承认自己的错误，丑闻发生几个月后才上电视照着写好的稿子道歉，这样无济于事。研究成果表明，假如他更快回应，更真诚地道歉，结果可能会好一些。

这项研究对名人和公司双方都有启示。名人由于意外事件而受到谴责，应当迅速真诚地道歉。公司应当明白，不该保持沉默，要设法回应，而且最好在事件发生后三天内回应。请名人代言的公司应该意识到，丑闻出现的频率似乎越来越高。“公司必须做好准备，”赖特尔说，“即使无法预料到具体的不当行为，公司也可以设想一些场景，并预先设计出几类回应方案，以备不时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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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管理明星代言人的负面事件》（“Managing Negative Celebrity Endorser Publicity: How Announcements of Firm (Non) Responses Affect Stock Returns”），作者斯特凡•霍克（Stefan J. Hock）、萨沙•赖特尔（Sascha Raithel），Management Science（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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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回归实践

“人无完人”

Burns Entertainment公司CEO鲍勃·威廉斯（Bob Williams）
 ，从事为企业寻找合适的名人代言的工作20余年，为占边威士忌找到了米拉·库尼斯（Mila Kunis），为Degree止汗剂签下了斯蒂芬·库里（Steph Curry）。前不久他跟《哈佛商业评论》聊了聊企业如何应对代言人丑闻。以下是采访节录。




公司担心代言人陷入丑闻的程度如何？


用1到10来衡量，20年前担心程度是1，现在是8。我认为转折点是2003年科比被控性侵（该指控被驳回，定为民事诉讼，科比公开道歉——译者注）。在那之前一线明星拥有无敌光环，之后广告主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代言。新代言人要遵守的道德准则从普通水准（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上升到非常详尽的地步。品牌在选择代言人时加强了尽职调查，以降低风险。




丑闻出现时，广告商通常作何反应？


首先评估其真实性。如果是真的，就尝试衡量其影响。不同的事件会对品牌产生不同影响，比方说婚外情的影响不及刑事犯罪。评估过程中，营销部门、我们、广告代理商、保险公司和律师会提供建议。这是品牌方不能迅速回应的一个原因：公司希望避免匆忙做出判断。




哪些原因会让公司与代言人终止合作？


各公司具体情况不同。比如耐克就喜欢找有争议的名人，对代言人丑闻的容忍度也比较高。金融服务公司等不太依赖明星代言，因此更容易放弃代言人。这类决定也是关系主导的：虽然有合同，但也有情谊。

还有一个因素是代言人自己的性格。比如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很讨人喜欢，所以当他被控使用违禁药物时大家都不愿相信，使该事件处理进程放缓。




有没有公司特别擅长回应这类事件？


很多公司都对伍兹的丑闻处理得很好。AT&T和埃森哲迅速停止合作，可能免去了一部分负面影响。这种做法是正确的。这两家公司的业务与高尔夫无关，要换用别的代言人很简单。而耐克如果换掉伍兹，就可能蒙受重大损失，因为伍兹是耐克销售高尔夫装备及服饰所必不可少的因素，所以耐克留下了他。适合一个公司的方法不一定适合别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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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有什么影响？


社交媒体让坏消息传得更快，也让人们可以轻松回溯某个人曾经说过什么，揪出争议言论。比如凯文·哈特（Kevin Hart），他因为几年前在Twitter上发表的恐同言论而失去了主持2019年奥斯卡的机会。公司对代言人进行尽职调查的一个方法就是翻看他们的社交媒体账号。要彻底避免丑闻的风险是不可能的，毕竟人无完人。最好的方法是慎重选择，在合同中加入严格的道德准则，还要有能力在必要时迅速抽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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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

哪些职位有风险？

据科研人员预测，重复性的体力和认知工作最有可能交给机器完成。相关职位实现自动化的可能性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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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自动化与人工智能》（“Automation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ow Machines Are Affecting People and Places”），作者马克·穆罗（Mark Muro）、罗伯特·马克西姆（Robert Maxim）、雅各布·惠顿（Jacob Whiton），布鲁金斯都市政策项目（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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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

领导办公室里的霸凌

[image: ]




军队和体育运动队在部署进攻等对抗行动时，都会考虑敌方领导者的性格，然而在公司战略方面却很少有人研究这个因素。人们觉得公司的战略行动是基于竞争状况或微观经济因素。

新的研究关注CEO性格和公司受攻击之间的关系。顺从且不会反击的人或者过于张扬引来对手先发制人的人容易成为被欺负的目标（想想学校和酒吧里打架的状况），根据这个理论，研究者分析了2010年至2016年《财富》500强公司102位CEO的公开视频，评估每位领导者的顺从和张扬程度，然后从新闻里寻找这些人所在的公司遭受价格、产品、营销或扩张攻击的线索。研究掌握了CEO媒体曝光度与薪水、公司规模与财务表现、行业复杂程度，以及CEO是否兼任董事会主席等变量。分析显示，CEO顺从或张扬程度高，公司的确更易受到对手攻击，CEO被认为性格顺从的公司尤其易受攻击（不同性别的CEO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

对CEO的后续采访也支持这一结果。例如，一位领导者形容对手公司CEO懒惰且不愿改变，于是他自己的团队专门“一个一个挖走对方的客户”。反欺凌项目会考虑典型的受害者性格，培训项目也应该利用这一研究成果，帮助高管避免惹祸上身。研究者表示，“要提醒性格太‘好’的CEO注意这一点”，以及要“培训风格张扬的领导者，控制好自己的脾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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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CEO性格的次级影响》（“Second-Order Effects of CEO Characteristics: How Rivals’ Perceptions of CEOs as Submissive and Provocative Precipitate Competitive Attacks”），作者阿龙•希尔（Aaron D. Hill）、特莎•李森德（Tessa Recendes）、詹森•里奇（Jason W. Ridg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即将出版）



回复全部


研究者通过使用能体现出性别和人种特征差异的创业者姓名，给各个风投发出8万封邮件，向他们推介一个虚拟的初创公司。女性创业者收到的对此感兴趣的回复比男性多出8%，亚洲裔创业者收到的对此感兴趣的回复比白人多6%。这个结果表明，风投界的歧视在初次接触时并未显现。



《性别、人种与创业》（GENDER, RACE, AND ENTREPRENEURSHIP: A RANDOMIZED FIELD EXPERIMENT ON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ANGELS），作者威尔·戈纳尔（WILL GORNALL）、伊利亚·斯特布拉夫（ILYA A. STREBULAEV）






前沿 Idea Watch




性别

零工经济

能否弥合工资差距？

有关两性薪水长期不平等问题的讨论，关注的是升职歧视、薪水不透明以及女性不主动提加薪等因素。一项新的研究抛开这几项，转向一组全新的数据：优步（Uber）驾驶者。

该研究考查了UberX和UberPOOL数据库里美国所有驾驶者（超过187万人）自2015年1月至2017年3月的资料，发现男性平均每小时挣21.28美元（不含开支），而女性仅20.04美元，差距达到7%。车费是根据公式计算的，所有驾驶者都一样，升职歧视和员工是否要求加薪等因素无法解释这一差异。研究排除了乘客歧视的因素。研究者掌握了其他一些因素，发现差异出现在三个方面：行车区域，平台经验和驾驶速度。男性会在更能赚到钱的地段，也就是犯罪率更高、醉汉更多的地段开车，车费高是因为风险高。他们每周行车时间和在平台上的时间都更长，因此经验丰富，可以更好地判断何时开车去哪里、接受哪些订单。而且男性开车速度更快，相同时间内完成的行程更多。

研究者表示，从这一结果来看，“没有理由期待‘零工’经济弥合两性间的薪水差异”。但他们也看到了希望。“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职培训可以更广泛地缩小两性薪水差距，程度超出此前预期。”他们得出结论，“制定关注两性时间分配的政策，让女性拥有与男性一样的学习曲线，可能有助于缩小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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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零工经济中的两性薪水差距》（The Gender Earnings Gap in the Gig Economy: Evidence from over a Million Rideshare Drivers），作者科迪·库克等（Cody Cook et al.），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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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

你需要的数据

没有自己想象那么多

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在《决断两秒间》（Blink）里论述了人们在工作面试等特定场景中主要依靠直觉做快速判断的倾向，而且有大量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而新的研究表明，人们面临抉择时通常都希望获得很多信息，还会为自己其实并不需要的信息花钱。

在一系列研究中，参与者被问到，要看过某个艺术品或者喝过某种果汁多少次后，才能判断出自己是否喜欢它们。在两种情境下，他们都大大高估了需要接触的次数。一项实验设置了一个邮件订阅服务，每天给受试者发送一段可爱猫咪视频，询问受试者要试用多少天才能判断是否订阅，受试者也高估了所需天数。另一项实验中，写文章申请职位的MBA学生预测，负责该职位的管理者要看每位申请者的四篇文章才能做决定，实际只有两篇。

研究者得出结论：“人们普遍高估了做决定之前自己会仔细考虑的数据量，为自己并不会用到的信息投入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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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人们做决定需要的信息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多》（People Use Less Information Than They Think to Make Up Their Minds），作者纳达夫·克莱因（Nadav Klein）、埃德·奥布莱恩（Ed O’Brie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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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文化

为什么许多“公开的

秘密”未曝光

从重要项目的小毛病到职场骚扰事件，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即使人尽皆知，一般也不会让管理层知道。这个事实令人惊讶。因为有研究表明，同事都持同一观点时会让员工有一定的安全感，更愿意将问题反映给上级。新的研究给出了一种解释：当员工认为其他人也意识到问题并会发出警报时，有如此想法的员工就会自然地产生“旁观者效应”。这种现象在1964年姬蒂·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谋杀案后首次被总结出来，即紧急情况目击者越多，目击者中的每个人就越不会干预。研究者推测，这个理论可以应用在职场。几项研究证明了这一假设。

在实验中，某《财富》500强电子公司的132位员工被问到自己将工作相关问题向上级反映的频率。员工越觉得其他同事也知道这个问题，就越不会自己去找上级反映。后续实验证明了这一结论。一个实验里，认为只有自己意识到了校园交通问题的大学生表示会向行政反映的几率是其他学生的2.5倍。研究者表示，如果几个人知道同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感到责任分散，觉得自己不必承担出头的风险。如果一个人觉得他人与管理者关系牢固，他就会觉得这些“牢固者”更适合出头发声，长此以往这种认识便自我增强。

研究者说，管理者可以设法阻止这一倾向。“有一点很反常，鼓励员工广泛分享信息、与管理者建立牢固关系的积极组织实践可能在无意间，让员工感受到责任分散。管理者设法让员工觉得无论同事是否同样知道问题所在，自己都能为团体做出一份独特的贡献，可以减轻这种分散。”他们还补充道，明确奖励个人的勇敢行为，也可以让员工不再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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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职场上的旁观者效应》（The Voice Bystander Effect: How Information Redundancy Inhibits Employee Voice），作者因西亚·侯赛因等（Insiya Hussain et al.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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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哪些行业的人工智能

创业者能拿到融资

一项全球调查发现，金融服务和零售业AI创业获得的投资占比最大，交通运输/物流和消费品行业垫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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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的学科


美国18%的经济学研究生有中度到重度焦虑或抑郁，比人群平均值高3倍。



《研究生心理健康》（GRADUATE STUDENT MENTAL HEALTH: LESSONS FROM AMERICAN ECONOMICS DEPARTMENTS），作者保罗·巴雷拉（PAUL BARREIRA）、马修·巴西利科（MATTHEW BASILICO）、瓦伦丁·波洛提（VALENTIN BOLOTNY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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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

网购时

更注重健康

越来越多的人上网购买日用食品杂货——2016年美国卖出的食品杂货4%是通过在线购买，这个数字在10年内将达到20%——零售商要进一步理解消费者习惯的压力增加。一项对比网购和实体店购物的新研究给出了有意义的成果。

研究者运用一家2015年开始运营网店的大型连锁超市提供的数据，考察了3.4万家庭在两年半里的购物历史。研究者发现，网购时消费者比较不在意价格，不太会为省钱而寻找代替品，平均每月比实体店购物多花49美元。这一增长并非平均分布。网购消费者在通常包含健康食品的品类上花费更多，如奶制品（平均增加3.8%）、水果（5.9%）和蔬菜（7.4%），更少购买饮料（减少5.2%）、油（4.1%）和糖果零食（13.6%）。

研究者表示，以上结果与“人们关注未来时会做出更好的决定”这一行为理论一致。网络购物和收到产品之间的时间差促使人们选择更健康的食品。而且网购时干扰（噪声、孩子等）级别和产品摆放方式的影响较小（网购没有收银台小商品和货架两端的展示），消费者可以克制自己。对于零售商而言，“更复杂的网络定价战略，考虑了两种购物环境下便利的价值有所不同这一事实，有助于提升网店收入，”研究者写道，而对于政策制定者，“推荐健康产品（通过实体店或网店的商品陈列）的活动可以提升人们购买食品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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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网购对食品需求的影响》（The Effect of Online Shopping on Grocery Demand），凯瑟琳•哈里斯（Katherine A. Harris），工作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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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

“虚幻锚定”的力量

研究决策的人了解“锚定”的影响。这是一种认知偏差，即一个人过度关注特定信息（“锚”），无法摆脱其影响。这一效应在谈判中会发挥强大的作用，第一次出价对买方还价和最终成交有很大影响。一项新的研究考察了 “虚幻锚定”是否也有相似的作用。

虚幻锚定是迅速撤回的大胆出价，比如出售汽车的人会说，“我本可要价8000美元，但我标价6000。”谈判以外其他领域的研究已经发现，虚幻锚定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即使最初的数字迅速撤回，听到这个数字的人也没办法做到“没听到”。

研究者的第一步是评估虚幻锚定是不是一种真实且自发的谈判策略。调查涉及50位平均每月谈判17次的销售员，其中29%表示经常使用这种策略。在实验室实验中，参与者组队和某生物科技工厂的销售进行谈判，82组中有29组一次或多次使用这一策略。

后续实验模拟了有关汽车、餐厅租赁场地和薪水的谈判。研究者考察了给出虚幻锚定的大胆（或不大胆）的参与者如何应对还价，最终结果是否对采用虚幻锚定的人或接受交易的人有利，以及运用这一技巧的人在对方眼中是善良亲切还是被当作耍花招。在所有实验中，虚幻锚定都会取得让采用者满意的结果，但却让对方有种受骗的感觉。研究者表示，“这样的一边倒说明，在真实谈判中应当谨慎使用虚幻锚定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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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我出价一万，不过……”》（“I Was Going to Offer $10,000 but…”: The Effects of Phantom Anchors in Negotiation），作者纳兹利·巴蒂亚（Nazli Bhatia）、布里安•古尼亚（Brian C. Gunia），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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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

如何给出

令人印象深刻的反馈

评判他人工作时，应当关注过去的表现还是未来的努力？教育领域的专业人士一般建议关注后者——主张反馈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未来的改善，而研究表明，人们通常更希望对方告诉自己原本怎样做会获得更好的结果，甚于自己做得好或不好。另一项研究发现，人们更容易回想起为未来的重要事件做规划的时刻，而不是考虑已经完成的事情的时候。因此，指导性的反馈（指明未来方向）比评价性的反馈更容易被记住——然而，有六项研究的结果并非如此。

第一项实验中，61名大学生完成一项书面作业，随后阅读针对作业的20条反馈。反馈中一半是评价性的（“没有始终辩证地表现出对相关问题的意识”），一半是指导性（“应当表现出对相关问题的辩证认知”）。之后学生被要求尽量回想反馈内容。他们想起来的评价性反馈比指导性反馈多得多，而且倾向于把两种形式的反馈都以评价形式复述。后续实验中也出现了这一规律，原因尚不得而知。“理论上讲，习惯记住自己收到的反馈的学习者会有很强的优势，”研究者写道，“无论作用机制是什么，这些研究都表明关注未来指向不一定有助于记忆，关注过去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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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关注过去的反馈比关注未来更易记忆》（A Memory Advantage for Past-Oriented Over Future-Oriented Performance Feedback），作者罗伯特•纳什等（Robert A. Nash et al.），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2018年）





2018年麦肯锡奖



2018年麦肯锡奖


麦肯锡公司和《哈佛商业评论》在1959年共同设立麦肯锡年度奖，奖励那些极具开创性和实用性的管理思想。评审团由商界和学术权威组成，评选出每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最佳文章。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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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如何管理时间》


2018年7月刊


企业CEO能调动大量资源，但他们在一个方面资源严重不足：时间。过去12年，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和尼丁·诺利亚收集了27名CEO约6万小时的活动数据，并通过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如何分配这一关键资源。这项精细的研究产生了一些意外发现，并揭示出CEO必须应对的重要权衡取舍。



其他入围文章

[image: ]




《初创公司战略法则》


2018年5月刊


创业者准备进入市场时，往往采用最先找到的可行战略。通过研究四种入市战略，并选择最符合自身价值观和动机的战略，他们能提高选择正确道路的几率。本文作者为罗特曼管理学院的乔舒亚·甘斯和斯隆管理学院的艾琳·斯科特、斯科特·斯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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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的神奇力量》


2018年6月刊


很少有管理者将提问视为需要学习的技能，但在企业中，提出正确的问题是开发价值的强大工具。本文中，哈佛商学院的艾莉森·布鲁克斯和莱斯利·约翰介绍了提升提问效果和效率的方法。




评委


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


沃顿商学院教授




克劳迪奥·费尔南德兹-阿劳兹（CLAUDIO FERNÁNDEZ-ARÁOZ）


亿康先达资深顾问




巴拉特·安南德（BHARAT ANAND）


哈佛商学院教授




谢丽尔·巴切尔德（CHERYL BACHELDER）


Pier 1 Imports代理CEO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伊拉斯谟大学的乔珀·科内利森（Joep Cornelissen）及其团队开展研究，让经验丰富的投资者观看一位创业者推荐新设备的视频。视频有四个版本，一个运用大量比喻修辞，一个用了很多手势，还有一个版本两者皆有，最后一个两者皆无。结果，手势组观众的投资兴趣平均高出12%。结论：





推销创意，手势比语言更重要

WHEN YOU PITCH AN IDEA, GESTURES MATTER MORE THAN WORDS

妮可·托雷斯（Nicole Torres）| 访 蒋荟蓉 |译 刘筱薇 | 校 腾跃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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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内利森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科内利森：
 我们发现，要想让投资者接受关于新设备的理念，手势真的非常重要。我们聘请了一位演员扮演创业者，介绍一个虚构的运动损伤康复设备。比起直接使用专业术语，或运用比喻、趣闻等形象化的修辞方法，当“创业者”运用手势解说相关理念时，投资者表现出的兴趣更高。手势产生的影响比其他形式的语言更直接。这个结果令我们吃惊，因为争取投资的演说和其他以说服为目的的沟通一直强调修辞术和讲故事。大家都容易忽略非语言沟通，但研究发现，这类沟通方式似乎至关重要。




HBR：为什么投资者容易被手势影响？


数据表明，手势让他们更直观地了解产品的外形和原理，让抽象的新创意变得更具体。我们认为，这类信息在不确定、高风险的场景中十分重要，比如新创意推介会上，投资者会寻求各种线索来评估某个新创意的潜力。




也许是用很多手势来表达的人显得更有魅力，所以值得投资？


许多研究表明，手势可以传达兴奋之情，让投资者觉得创业者更有干劲。但我们还发现，手势也可以更好地表达商业构想。在我们的研究里，手势组观众更可能对新设备有清楚的了解。




有没有哪些类型的手势特别有用？


我经常使用手势语言，但不是故意的。我们很多人总是在打手势，有时是下意识的，不过各个文化背景在这方面有所不同。一般来说，我们会无意识地做很多“打拍子”的动作，也就是合着自己说话节拍的重复手势。我们用“衔接”或言语结构，或手势来表示一句话的开始或结束，抑或阐述的重点。还有一些形象化的手势可以表达信息，比如用手比画一个物体的形状，指示物体，描述物体运动，乃至表达某种情感。在一项针对17位真实创业者推介演讲的定性研究中，我们找到并分析了以上所有类型的手势。随后我们指导扮演创业者的演员在视频中运用特定手势，比如用挥手来表达产品市场增长。




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在推介演讲中增加形象化的手势？


如果能够有策略地运用、找到一两个关键手势，让自己的创意脱颖而出，说明自己的融资状况以及产品或服务特性，效果就会很好。而且要像练习演讲内容一样练习肢体语言。我们看到过很多刚出校门的技术创业者，推介展示里满是专业术语，非常枯燥，完全没有手势。这些人的演讲效果就不如时常运用手势的有技巧的演讲者。




假如手势不是自然习得的，你怎样训练自己熟练运用手势？


第一步是留意其他人运用手势的技巧。许多从政的人一开始都效仿克林顿和布莱尔，用屈起食指的手势标示讲话中的重点。多尝试一些不同的手势，感受一下哪种手势最有力量，最适合你。然后要重复练习，将手势融入自己的交流风格。




所有这些手势不会有反效果吗？会不会让人分心？


手势太多可能适得其反，让推介展示变得像一出默剧。但大多数推介都不至于这样。即使创业者用的手势比平时多，但只要跟展示内容相关，就会有效果。

另外，我们不想夸大手势的作用。在研究中，我们让不具备医疗设备专业知识的普通投资者评估推介展示，因此他们可能会留意一切有助于理解产品的信息。在现实中，投资者会做进一步的尽职调查，不会仅凭一次推介来判断投资与否。不过，投资者是会进一步了解新创意，还是一走了之，这可能是由推介展示决定的。我们的研究首先召集专业投资者，随后让学生扮演投资者，评估的是投资意向，不是投资行为。




为什么还要研究学生？


我们关注的是推介展示如何影响投资者，想看看换个样本能否得到同样的结果。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差异：投资者似乎不会受到修辞方式和语言组织的影响，但学生会这样。这个差异说明：投资者主要关注创业者的肢体语言和信号；他们可能忽略其他细节，而更关注创业者本人。




还有什么其他因素会影响投资者的反应？


我们知道性别会有影响。与女性创业者相比，男性创业者更易获得融资。多项研究表明：投资者的决定有赖于对创业者及其团队的直观感受。不过令人惊讶的是，还没有人研究过推介展示中能够决定投资者总体评价的是哪些地方。这方面的整理分析至为重要。其他还有很多东西可研究：创业者是否展示实物，是否拿出产品雏形，或者站在讲台的哪个位置。




所以说下次我提出创意时应该用一些手势？


对的，找一两个能表达重点的关键手势。在我自己的MBA课堂上，我让学员分组各自展示同一个创意，然后让他们评选印象最深刻、最有说服力的展示。他们经常会选出用手势说明核心观点的演讲者。还有其他例子。我先让学生自己做展示，再指导他们有策略地加入手势，调整展示方式。然后全班都能看到前后两个版本的差异，看到精心设计的肢体语言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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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像管理企业一样领导联合国机构

格蕾特·法雷莫（Grete Faremo） | 文

王晨 | 译 刘筱薇 | 校 李全伟 | 编辑




格蕾特·法雷莫担任联合国项目事务署执行主任之后，从调整高层人员入手，彻底改变旧有的复杂和重复的规章制度，改进成本管理，像管理企业一样领导联合国机构。






20
 18年6月的一天凌晨，我在挪威家中被电话叫醒。来电的是联合国总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墨西哥驻联合国大使针对我领导的联合国项目事务署（UNOPS）提出正式抗议，称UNOPS公开支持即将到来的墨西哥总统大选中的反对派候选人。这个抗议很荒谬：反对派候选人提出如果他当选，希望UNOPS支持他的反腐败计划，而我们只是同意了这一点而已。但这件事被墨西哥媒体大肆渲染。我们有两个选择：彻底道歉，或者宣布我们没做错任何事。这个决定很敏感，因为事关我们的声誉；如果反对派候选人败选就更加如此。我们决定坚守立场。联合国秘书长发表声明，重申联合国的公正立场。一个月后，反对派领导人奥夫拉多尔当选墨西哥总统。就任不久后，他就请UNOPS协助出售总统专机，为政府廉洁做出表率。



我自2014年负责UNOPS以来，这种走钢丝般的局面是家常便饭。但我努力不让政治影响我的首要任务，即带领UNOPS成为联合国的自给自足和可持续的创业分支；我们提升多元性以服务不同类型的客户，承担的项目超出了大众对NGO的认知，但我们仍要坚守最初的使命。不久前，UNOPS还处于破产边缘，现在则快速增长。我们的成绩可能具有示范性。企业困境反转的案例俯拾皆是，非营利组织的例子则很不常见。UNOPS成功进行彻底变革，建立了严谨的组织文化和风险评估机制。



利益冲突

UNOPS的历史不同寻常。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它都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项目执行部门。UNDP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国粮食计划署（WFP）等同属联合国规模较大的机构。UNOPS经常从联合国其他机构支取资金，用于基础设施等项目。但随着UNOPS规模扩大，质疑也越来越多。有观点认为，UNDP作为政策制定方，同时通过下属机构UNOPS向成员国收取费用，这存在利益冲突。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要求提升拨款决策的透明度和激励的清晰度，以改善各机构间的协作。

因此，一些联合国官员提出新建立一个自负盈亏的机构，独立于联合国政治和财务决策，负责实施成员国的相关项目。这些官员希望新方案能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并且新机构在联合国的官僚体系之外，能够提升效率。在布特罗斯-加利和成员国的支持下，UNOPS在1995年脱离UNDP成为独立实体，开始像外部承包商一样，承揽联合国及其他公共部门实体的基础设施、项目管理、采购等工作。

成立后第一个10年中，UNOPS缓慢滑向破产。由于经验不足，它无法以适当的成本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项目。因为不懂报价，它在太多项目上亏损。由于形成了愿意做任何工作的名声，UNOPS承担的都是其他机构拒绝做的项目。有人称之为“最后时刻办事处”：当你想做点事情，但又觉得太难或风险太大，最后只能外包，就去找UNOPS吧。

在我之前担任UNOPS执行主任的瑞典人扬·马特松（Jan Mattsson）面临事关组织命运的抉择。2006年6月，他和副主任乌克兰人维塔利·万舍尔博伊姆（Vitaly Vanshelboim）被告知，他们有6个月时间制定彻底变革UNOPS的计划，或者将其解散。他们决定逆袭。他们开始强调卓越理念，不仅与公共部门的类似机构对标，也与最优秀的企业对标。他们减少浪费和重复，并说服现有和潜在客户信任UNOPS完成困难工作的能力。2006年到2014年，UNOPS打下了牢固的财务基础；尽管外界仍知之甚少，但组织的声誉明显提升。



艰难选择

2014年8月到任时，我的目标是让这种运营方式再上一层楼。我在企业和政府部门的经验，让我准备好应对这样一份高压力工作。

在职业生涯早期，我曾从事10年发展工作。我最初在挪威开发合作署（Norad）担任法律顾问，之后任挪威援助（NPA）主席。在这两份工作中，我都尝试将营利性企业的运营方式与发展机构的非营利性目标结合起来，结果都遇到阻力。后来我在UNOPS也遇到了类似反对。

接下来5年，我在微软担任西欧地区的法律和公司事务总监。在那里，我了解了世界级科技公司如何管理复杂项目和制定增长战略。加入UNOPS前的10年，我在挪威政府工作，曾为三位总理服务，五次担任内阁大臣，依次为国际开发部、司法与公共安全部、石油与能源部、国防部、司法与公共安全部。

在某些方面，担任挪威国防大臣的经验对我领导UNOPS最有帮助。我必须到访阿富汗、乍得、南苏丹等世界上最艰苦和危险的地区。在这些出访中，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我总能看到UNOPS的人，他们行事低调，但显然没有他们不能去的地方，没有他们不愿接受的挑战。他们对UNOPS使命的奉献清晰可见。当一位猎头打来电话介绍UNOPS执行主任的职位时，我决定接受。

上任头几周，我就意识到我需要做一些重要调整。人们普遍认为UNOPS成功摆脱困境，因此组织内部自满情绪开始滋长。包括几名高级管理者在内的一些同事，认为UNOPS战无不胜，而且觉得自己永远正确。当我提出重新审视我们的工作方式，他们试图暗中阻挠。我没有允许情况继续恶化。有几个人曾因为职位和层级很高而被普遍认为“不能碰”，这时不得不离开。我发现一些善于合理承担风险的员工，尽管他们的经验不符合高级职位的要求，我仍然迅速提拔了他们。有些人建议我把整个高层团队换掉，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坚信自己应该与能力互补、帮助我克服弱点的人合作。

我也发现了组织的结构性问题。在此前几年中，UNOPS逐渐形成了官僚体系。这并不意外，因为联合国就非常官僚。但我认为UNOPS的规章制度过于复杂和重复，严重影响效率。所以我给团队提出要求：改变规则。超过1200页的规章制度被扔进废纸篓，我们开始重新制定运营原则。我参考的是挪威最大的私营养老金管理机构Storebrand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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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2010年海地大地震后，UNOPS在当地参与大规模重建工程；学龄儿童受益于UNOPS的供水支持工作；




伊拉克苏莱曼尼亚附近的联合国扫雷队。





我们还需要改进成本管理和报价。我上任前，UNOPS的报价方法很简单：估算总成本，然后加上7%的管理费。以成本为基础的报价方法在政府承包商中很常见，但随着UNOPS的运营方式向企业靠拢，它需要更精细的报价工具。各项目的风险和人力投入不同，因此我们并没有全线提高报价。实际上，我们很多低风险项目的利润率还降低了。



应对复杂性

为了解我们做出的改变，你需要先了解UNOPS所承担工作的复杂性。举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2012年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来访，讨论叙利亚局势。大批叙利亚难民进入邻国，联合国协助建立难民营。难民需要学校和医疗救护服务，新组建的规模可达10万人的新社区也需要维持治安、防止犯罪。我们通过一系列项目提供支持，其中让我尤其骄傲的包括建立社区巡逻队抑制暴力活动，以及在卫生设施周边安装太阳能街灯以保护女性安全。

我们很多项目包含的风险，超出了一般企业可接受的范围。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接到任务，需要摧毁叙利亚境内的化学武器及十几座工厂，它来找我们。世界银行想投资2亿美元在也门重建基础设施，也来联系我们。也门的形势仍然严峻，但我们显著抑制了霍乱等疫情，并帮助该国建立能源基础设施。

在私人部门，报价最优的竞争者通常能得到合同，但在公共部门并不总是这样简单。政治是一项重要因素。有些情况下，我们相信UNOPS能给项目带来最大价值，但必须小心谨慎，因为其他利益相关方（其他联合国机构、政府等）可能出于政治考量想把项目交给特定机构。有一段时间，我的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耐心游说各方为竞标创造公平环境。UNOPS极具竞争力，只要竞标过程公平，我们就会成功。

为应对所有这些复杂性，我改进UNOPS风险管理，完善了决策和问责机制。我开始将一线人员引入决策流程。我要求同事增加对已完成项目的跟踪和记录，分析成败原因。我强调兼听不同意见，开始挑战财务效果不佳的传统立项依据。

例如所谓的“敲门砖”。有人认为，承揽高风险项目是拓展客户的方式，应视为对未来收入的投资。UNOPS曾经很喜欢这种方式。我理解这个逻辑，但现在我们会更严谨地分析未来获得收入的可能性。做一百个小项目或许很有趣，但如果大部分亏钱，又会对我们有何益处？我创建了一个小型委员会，依据灵活规则对复杂项目进行审批，并制定风控策略和方案。尽管有这些新规则，我们的胃口有时还是太大。

对于成本控制，我煞费苦心。UNOPS的财务状况得到改善，但有些同事认为我们“现金泛滥”，想要大把花钱，对此我坚决反对。我见过的一些公司不再每天关注损益，结果陷入下降螺旋，甚至被淘汰。只要有机会我就强调，目前的良好业绩不代表未来也如此，在付出了如此多努力之后，我们不希望UNOPS成为历史。

话虽如此，在联合国预算较低的情况下，UNOPS仍取得增长。这是因为各国政府认识到，我们是理想的合作伙伴。政府业务大幅增长，目前占到UNOPS总收入的37%。联合国机构业务收入保持稳定，但占比从2014年的约60%降至2017年的32%。总体看，2014年以来，UNOPS年收入从14.5亿美元增至18.5亿美元，运营资金接近翻倍。我们投资数字化和新的IT系统，还启动了迄今为止最大胆的项目——社会影响力投资。



拥抱创新

接下来，UNOPS与企业合作，共担风险，共同开拓市场。这个发展阶段很有潜力，但也有争议。我们不仅拓展业务，还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入股。

我们的第一个重要投资项目，是墨西哥一座运转良好的22兆瓦风力发电厂。该电厂5年前建成，原始股东有明确的退出期限。原始投资即将到期，当地公司开始拖欠电费，信用风险吓退了新投资者。

UNOPS受邀入局。我们与现有客户协商，并找到一些新客户，从而降低了信用风险。我们还与银行重新制定债务方案。最终，UNOPS以900万美元入股。我们的目的并非获得很高投资回报，而是保证投资项目对社会有益、对环境友好，且有利于所在国实现发展目标。我们与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合作，设计了社会可持续性积分卡，分数足够高的项目才会推进。

做这样的项目并不容易，我们必须克服很多内外部阻力。UNOPS的部分同事反对与私人部门的“雇佣兵”合作；联合国机构此前从未参与类似交易，更不会直接出资，因此外部也有很多争议。我拿出浑身解数，不仅用事实和数字，更以情动人，说服反对者和漠不关心的人支持我们。我相信，企业如果不发挥重要的催化作用，联合国总目标之一的2030年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无法达成的。因此我决定明智地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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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电厂项目敲定后的几天后，UNOPS与肯尼亚总统和加纳总统签署协议，在两国分别领导总价值近50亿美元的10万套住房建设项目。我们在可再生能源、可负担住房、医疗基础设施等领域已建立投资项目储备。在所有项目中，我们的原则是不做被动投资者。因此，在基础设施这个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领域，UNOPS已成为主要参与者。

相比大多数企业，UNOPS更注重帮助客户采取长期视角。例如，我们运用数据和独家模型帮助政府选择基础设施建设的对象、时机、方式（以及何时不应该建设），制定未来30到40年的基础设施战略。我们已开始与加勒比岛国圣卢西亚和库拉索展开这类合作。我们不会仅着眼于当下需求，而是为政府制定未来数十年的建设路线图。

UNOPS永远注重质量。我们还将继续前往很多组织不愿去的地方，包括政局不稳、联合国维和部队派驻的地区。尽管开始进入投资和银行交易，但我们不会忘记核心使命。我们将以更严格的纪律、风险管理和成本控制朝我们的目标努力，并且拒绝无意义的项目。这些要求对UNOPS这样的组织并不容易，但如果我们想帮助各国实现持续发展，它们就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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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年年底起，不少本土新兴经济头部公司纷纷裁员，大型公司相继传出重大结构调整消息，关于资本寒冬、互联网寒冬将至的讨论不绝于耳。对此，很多人问我怎么看，不仅仅因为我是全球职场社交平台LinkedIn（领英）的中国负责人，也是因为我曾亲历过2000年那次美国互联网泡沫危机。

以史为镜，当时的美国互联网发展宛如今天的中国，众多新兴初创企业过度追求互联网新经济的概念，刺激股价飙升；最终由于违反价值规律，梦想随着泡沫膨胀破裂，导致股价暴跌，倒闭破产。



泡沫是企业成长的必经之路

这次中国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与上一次美国的经历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两次互联网泡沫危机都是非理性繁荣，新技术出现以后驱动了投资的热情，慢慢演变成被热钱刺激的投机泡沫。其次，都有脱离现实的“概念经营”问题，比如前两年被热捧的“共享经济”，就如早期的互联网“新经济”，仿佛任何业务只要是“共享模式”就能赢得资本的追捧。

当然，也有一批伟大的公司在大浪淘沙中生存下来并繁荣至今。比如1995年成立的亚马逊和1998年成立的谷歌。谷歌和亚马逊的成功案例被大家所熟知，但我们从同一批的失败者案例中能获得更多启示。比如成立于1996年的Webvan，被CNET列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互联网泡沫。

这个做“B2C网上超市”的食品生鲜零售商，通过互联网接收用户订单，然后将商品送到用户家中这样具有变革性的创新购物方式迅速红遍美国。当时Webvan计划为美国26个大都市市民提供服务，并承诺可以在30分钟内送货上门。风险投资商和华尔街疯狂地向其注入超过8亿美元投资。很快Webvan的第一个仓储系统全面上线。1999年8月份正式上市后，这家公司备受追捧，在最高点时市值达到了80亿美元，但是Webvan在没有达到盈利平衡点之前，就已经覆盖到33个城市，迅速耗尽了8亿多美元的风险投资和IPO融资，最终在运行了两年之后于 2001年7月宣告破产。

现在来看，Webvan的生鲜O2O电商概念依然先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办法做到盈利，比如高昂的配送和仓储成本。12年后，亚马逊做了相同的事但是成功了，应用了相同商业模式的AmazonFresh吸取了Webvan的教训，放缓扩张速度，将配送范围限制在潜在顾客高度集中的地区，并且坚持不懈地注重提升仓储效率。在配送食品杂货时，亚马逊同时还可配送书籍或电子产品来分摊成本，亚马逊云计算服务的普及也大大降低了在线业务的运营成本，并且互联网速度和带宽能力的逐渐提高也让消费者的在线购物体验更舒适。

最后，就是面对互联网泡沫破裂的心态。美国2000年那次泡沫之后，很多年轻创业者持有一种非常不甘的情绪，仿佛身上还有一股没有使出来的劲，继续寻找新的创业机会，但现实是资本枯竭，市场机会也随着泡沫破裂消失了。特别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在硅谷曾看到有汽车上贴着“Give me another bubble，please”的车尾贴，尽显不愿离场的心情。

今天，中国正在经历的这场互联网寒冬使得很多初创企业被迫中途离场，依然有不少年轻创业者心有不甘，但是上游资金的枯竭使大部分企业必须视现金为王，回归理性后开始思考在缺少现金的时候如何活下来。有人说互联网行业过热之时，资本市场如同“火上浇油”，当泡沫破裂时就是“冷水浇头”，大家静下心来，沉淀商业模式，从长计议。

从基础发展角度来说，大多数人认为经历过这个泡沫破裂是有必要的，在经济下行之时企业可以回归理性，打磨适应市场的商业模式。参看美国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很多伟大的企业正是经历了那次大浪淘沙之后才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而辩证地来看，那样的环境反而给这些企业一个沉淀自己的机会，可以潜心研发产品、完善技术，打磨商业模式，不需要在一片噪声中和别人比声量，不需要在泡沫膨胀的时候被迫为了资本而做事。如果企业能够活过这个互联网寒冬，当走出低谷的时候就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实力强劲的行业巨头。



新经济企业的新机会

那么，我们如何前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向领先者学习。四年前，领英开始在全球发布“顶尖公司排行榜”，基于求职者的覆盖面、参与度、职位关注度和员工留存度而排列出各个国家职场人最向往的企业。2019年，在中国我们也首次发布这个“排行榜”，有25家中外企业深受中国职场人追捧，其中阿里巴巴、百度、字节跳动、复星和蔚来位居前五，同样入围榜单的也包括多家本土新经济企业，它们在品牌认知、品牌好感、人才吸引和人才保留各个环节的表现出色。

从领英“顶尖公司排行榜”的行业分布来看，来自新经济领域的企业占比高达70%，其中包括13家互联网企业。再与领英全球其他国家的榜单结果相比，中国本土新经济企业快速发展的趋势明显，如在英、法、德等发达市场，金融、制造和汽车等传统行业的公司仍占很大比重。而同为首次发布该榜单的日本，则是谷歌、亚马逊、甲骨文等跨国企业名列前茅。中国本土新经济企业对人才吸引力大增的背后，离不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突飞猛进，以及政府从监管到资本，从技术到人才，出台多方面支持性政策，鼓励创业创新，构建出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要素生态和供给体系。这一切都为新经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推动这些公司一跃成为中国职场人士最向往的企业。

另外，排行榜显示本土企业颇受中国职场人士的青睐，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认识并重视雇主品牌建设，并为员工提供更多职业路径的发展空间及可能性，已逐渐成为顶尖人才所向往的、理想的工作选择。此外，上榜的不少中国企业在不同程度地拓展海外市场，中国企业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也与日俱增。



拥抱和应用新技术 建设人才智能

随着技术发展的日新月异，企业如何拥抱和应用新技术成了一大挑战。企业在评估和应用新技术时经常陷入的误区是，短期内高估了新技术的冲击，而从长期低估了技术的潜力。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挖掘的普及和广泛应用会给解决这个问题带来新的思路。与以往简单分析数据来进行招聘不同的是，大数据在评估保留率、技能缺口、待遇、候选人诉求、人才供需关系、竞争对手人才指标以及预测招聘需求、招聘成功率的正确性上有空前的提升。

对于成长型企业来说，它所处的行业竞争度高，同时也面临着来自传统大型以及新兴企业的双重挑战。国内企业如果想在国内外市场快速扩张，那么自然对专业人才的获取速度要求高，需求量大。而对于成熟行业或者是大型企业而言，转型升级一直是企业创新升级的重心。中国企业擅长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也在不同程度地往产业链上游延伸。

企业需要认识到的是，人力资源和招聘行业已经从直觉导向转向数据导向，人工智能是效率提升的主要手段。一家中国的新能源车企就通过“领英大数据洞察”来解决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人才问题。它们的难点在于具有跨行业背景的目标人才存量较少，竞争激烈；另外，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还比较弱，对目标人才的吸引力较低，获取成本高。因此，该企业一方面通过数据挖掘扩大搜索范围、通过能力数据的挖掘精准地找到更有可能吸引到的人才。另一方面，也需要宣传雇主品牌来打开局面。

最后，我想分享从贝索斯连续20余年致亚马逊股东信中所感受到的一位持续创新型企业家的智慧——有长远的愿景并矢志不渝。大量新技术的发展对如何吸引合适的人才并保持一个长期成功的组织提供了新的思路。这就要求企业的决策者更要做好准备，应对大趋势所带来的自我颠覆。在颠覆的同时还要保证不偏离轨道，明确的目标和愿景就显得格外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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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险和挑战，中国民营企业更应该修炼好内功，以卓越管理实现持续发展。






自
 2018年以来，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利好政策消息越来越多。比如大规模多样化的减税降费措施。此外，帮助民营企业改善融资环境的政策也相继出台。这些措施给民营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效果已经显现。然而，整个大环境还处在复杂和不确定之中，民营企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比较多，尤其是这些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风险更多。

2018年8月，德勤中国联合新加坡银行、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深圳市深商总会等合作伙伴推出“民企卓越管理公司”（Best Management Companies，以下简称BMC）项目，旨在发现和见证具有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卓越管理水平的民营企业。经过将近一年的调查研究，BMC项目发掘了一批中国民营企业在各个领域的领军者。从它们的身上可以看到，应对外界变化最好的方式就是修炼好内功，以自己卓越的管理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这既是企业长期生存能力，也是一种抗风险能力，更是一种战略管理能力。 



中国民营企业管理现状

整体来看，近些年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水平在战略、能力、承诺和财务四个管理维度上都取得了十足的进步。战略方面，民营企业在保持产品价值与客户需求的匹配度、企业战略规划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越来越高的水平。能力方面，民营企业在研发创新投入、并购整合能力、组织架构迭代速度等方面也颇具竞争力。承诺方面，民营企业也愈发重视对人才战略的投入、领导力建设以及企业文化的打造。财务实力方面，民营企业在许多行业也做到了行业领先，公司治理水平相比过去也有很大的提升。

不过，中国民营企业整体仍然面临一些“重业务，轻管理”的问题，缺少对管理体系的整体考虑。根据本次调研，民营企业管理短板主要集中在以下六个方面：


战略落地存在短板。
 民企的强项在战略大方向的制定上，包括如何实现产品价值与客户需求的高度匹配等。而主要痛点则体现在企业管理机制的建立、执行、实施、落地以及资源获取层面。


多元化发展的瓶颈。
 外部环境复杂，民企在寻求“第二赛道”的过程中，如何精准地选择合适的“第二赛道”以及如何高效进行跨板块整合是主要瓶颈。


创新投入仍显失衡。
 民营企业把创新重点主要放在产品力的提升和业务形态的创新上，对人才管理、服务、销售渠道、融资方式、客户互动等间接提升竞争力方面的创新投入仍有不足，而这也恰恰是大部分民营企业与知名跨国企业的差距。


国际影响力有待加强。
 目前民企普遍缺乏国际化经营与管控的策略与经验，难以实现国际化经营，难以成为真正的全球性企业。对于已经尝试过海外并购的企业来说，如何识别和应对收并购各个时期的风险，以及如何有效建立起母公司和海外公司之间的协同机制是难点。


人才发展难以紧跟企业发展。
 大部分民企都把领导力建设的重心放在提升中层管理者能力上，但薪酬竞争力的不足是民营企业在高端人才获取和保留上最大的痛点。


风险管理投入不足。
 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难以将风险管理与助力业绩有效连接起来。同时，企业对于长效合规管理机制的建设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突破三大管理难关

我们通过观察和与民营企业管理者的交流发现，数字化、全球化和风险管理是民营企业现在关注和思考最多的三大挑战。同时，本次评选出来的23家中国卓越管理公司的实践经验也值得广大管理者借鉴。

数字化。数字化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企业转型的不充分上。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包括两个层面的转型，一是商业和生产行为的数字化转型，线下转线上、平台化、智能制造等手段帮助企业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二是体现在工作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利用数字化工具实现企业的在线组织、在线沟通、在线协同等任务，将企业中的人和数字有机联系在一起，从而提升企业运行效率。现在大部分民营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还是第一种为主，未来应积极把数字化技术运用到不同层面的创新中。


全球化。
 当下民企国际化还是集中在贸易层面，但有国际化业务并不等于“全球性企业”。真正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策略一定是多元的。因此未来中国民营企业需要具备“全球性思维”，积极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布局、进行供应链整合以及进行全球投资并购、业务拓展和合作计划。迈瑞医疗经历了19年的国际化发展，倚靠专业的国际化团队，经历了建立海外办事处、当地平台、本地化模式、海外运营等不同阶段。随着该公司募投项目的建成，公司国内外研发、运营体系进一步扩大。目前迈瑞医疗海外收入和国内收入的比例约为1:1，已经逐步成为全球化公司。


风险管理。
 目前，民营企业在风险管理过程中的痛点主要体现在难以将风险管理与公司业绩和经营目标有效连接起来，在风险管理过程中信息化程度不足以及难以建立长效合规管理机制。企业应该全面关注战略风险、财务风险、运营风险、合规风险和网络风险五大领域的风险识别、评价与应对，实现“智慧风险管理”。龙湖集团根据自身经营特点和所处环境，参照国际通行的COSO内部控制框架建立了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其中包括：严密有力的组织构架设置三道防线、详细而完善的风险管理方法和实施细则，以及贯穿于整个风险管理基本流程并运行了对外公开的反舞弊举报体系。

我们在为过去40年中国民营企业所取得的成就欢呼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企业内部管理不系统不完善的问题，更要看到一些佼佼者已经在管理理念和水平上走出瓶颈、迈向卓越。它们在做大做强的同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如何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和盈利。



[image: ]



周锦昌
 是德勤中国副主席、中国成长企业市场与服务领导合伙人。齐菁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特别报道




2019中国民企卓越管理企业专访之一



爱康张黎刚：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视野

和人才


齐菁 | 文 李全伟 | 编辑



[image: ]





20
 04年创立爱康网已经是张黎刚的第二次创业。1998年，还在哈佛医学院读博士的他就受到国内互联网创业浪潮的吸引，退学回国跟着张朝阳加入搜狐，成为搜狐第一个产品经理。后来还联合创立了互联网在线旅游服务平台艺龙网。艺龙网和爱康前后于纳斯达克成功上市。

互联网浪潮竞争激烈，但2004年，32岁的张黎刚还是决定从头开始。在跟哈佛医学院教授聊天的过程中萌生出做互联网医疗平台的想法，于是创立了医疗信息服务平台——爱康网。截至2018年年底，爱康集团已经发展到37个城市120家中心，营收超过40亿元，成绩斐然。

今天的爱康在体检业务上的战略聚焦“有人管的体检”。凭借强大的IT信息技术平台和客户服务体系, 利用自身丰富的医疗资源，注重开发2B业务以及2C的新型附加业务。爱康集团董事长兼CEO张黎刚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时，将爱康的发展归功于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和人才。以下是采访摘编。





HBR中文版：
 互联网医疗是创业的热门领域，但只有爱康成功走向线下，规模快速增长，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张黎刚：
 爱康网成立之初最主要的服务是挂号，但挂号没有商业模式。后来我们在2B的体检领域找到机会。然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在中国是稀缺资源，当爱康网集合了大量客户需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自己拥有和掌握更多的医疗资源。因此就下定决心整合线下的体检中心。2007年，爱康网和上海国宾合并，更名为爱康国宾。虽然是需求倒逼，但有勇气走到线下成就了今天的爱康。





HBR中文版：
 成立15年以来，助力爱康获得今天成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张黎刚：
 首先是能看到未来。抛开所有行业的泡沫，我非常自豪爱康的创新能力和前瞻性一直是在行业前列。其次是配套的人才战略，建立系统性的机制帮助人才成为变革的力量。最后一点也很重要，提前看到风险并做准备。爱康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几次瓶颈，及时感受到问题的所在，迅速寻找解决方案。





HBR中文版：
 目前，爱康在管理方面最需要突破的地方在哪里？



张黎刚：
 爱康刚刚经历了漫长复杂、挫折重重的私有化，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重新定义这家公司，让它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在新技术的浪潮下，爱康能否走在前面，去整合整个行业，而不是被行业整合掉至关重要。

另外一点就是，爱康规模已经成长，过去的创新和人才机制无法满足现在的发展需求，这也是我们需要突破的瓶颈。





HBR中文版：
 你每天会思考的管理问题有哪些？



张黎刚：
 因为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我会首先关注国家政策层面的变化，看看对于爱康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是在创新方面，看是否有潜在的竞争对手。第三是产品和服务的方面，看能否满足客户的需求。第四是人才。主要会关注这四个方面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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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民企卓越管理企业专访之二



步步高王填：

从优秀到卓越

倚重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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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30年，零售行业是一个充满机会和挑战的领域，中国的零售企业不仅面临来自国际巨头公司的渗透，也屡屡受到电商的冲击。今天，互联网巨头纷纷开始和实体零售企业合作，线上线下迎来了再平衡，“智慧零售”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1995年创建于湖南的步步高集团现已成为中国西南部零售业的领头者，国内快消连锁品牌十强。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时，步步高集团董事长兼CEO王填透露，步步高的战略目标是要成为“掌握产业互联网技术的高壁垒重公司”。以下是采访摘编。





HBR中文版：
 致力于零售行业24年，步步高集团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重点是什么？



王填：
 的确。企业在不同的阶段，管理维度不一样。创业初期的管理核心除了把生意做好，就是现金流的管理，主要是成本的精打细算。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合规成为企业管理的重点，只有管理标准化和规范化才能突破规模瓶颈。有了一定规模之后，我们下一步的重点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否可持续。我很赞同吉姆·柯林斯“因为优秀，所以难以卓越”的观点，企业从优秀到卓越是一条很漫长的道路。





HBR中文版：
 步步高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王填：
 我觉得我们在从优秀到卓越的路口，拼一拼、搏一搏真的有机会成为一家卓越公司。





HBR中文版：
 帮助步步高从优秀到卓越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



王填：
 我们要做全能冠军，在一个区域市场多业态深耕，从超市、购物中心、便利店到电器专营店全面覆盖。数字化时代，我们从过去经营商品，到经营场景，到现在经营人，人、货、场正在重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能够帮助我们提供更为个性化和精细化的服务，这也要求企业高度数字化。所以2019年我重回CEO岗位，亲自抓数字化和供应链重构的工作。





HBR中文版：
 多业态区域管理的难点是什么？你们如何解决？



王填：
 管理最主要的就是管理冲突，想要做全能冠军，需要协调和管理的冲突就更多，管理的价值就在于通过管理协调好这些资源，创造出新价值。而管理冲突跟企业的高管团队，内部协同、融合、高效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领导力就是生产力，领导力强的团队，管理冲突的内部机制机会通畅很多，内耗和摩擦成本就会低很多。





HBR中文版：
 你的典型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



王填：
 我每天大概睡6个小时，其他时间都是在工作，即便是吃饭、社交、出门考察，也一直在思考经营和管理。现在我的身份有很强的社会属性，会外出学习、参会、代表行业发声。2019年重新回来做CEO之后，花在企业内部的时间比重会有所增加，内外部精力分配大概3比1。我也会平衡事业和生活，会找时间去滑雪、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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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民企卓越管理企业专访之三



山东威高张华威：

做管理要关注未来，

不断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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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8年山东威海一个镇办的福利院补贴项目起步，到如今全球品种齐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医疗器械整体解决方案制造商，山东威高集团医用高分子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高”）经历了几度脱胎换骨，复合增长率保持在37%。这与威高一次次抓住机遇，及时进行管理变革密不可分。

张华威从威高创立之初就加入企业做销售，一路见证了威高从集体企业向民营企业再到上市公司的蜕变，他也与威高一同成长，如今成为威高集团的董事长。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时，他回顾了威高的几次重大管理变革，分享了目前威高面临的挑战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思考。以下是采访摘编。





HBR中文版：
 对于威高集团来说，管理是什么时候开始变得重要的？威高集团的战略和管理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



张华威：
 威高成立之初10年的发展莽莽撞撞，90年代金融风暴时，威高也深受波及和重创。那时公司还没有完备和系统的管理理念和体系，主要依赖领导者的个人能力和悟性。1998年是威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当时国家体改委的领导在山东挂职，说服时任董事长陈学利改制，并且帮助我们先搞懂民营企业的机制，还提供机会让我们去德国学习。我参与了那次学习，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受益匪浅。2004年公司在香港上市是又一次全面管理提升的契机。其实除了这两个重要节点之外，威高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着各种管理机制的积极探索和突破变革。





HBR中文版：
 为什么会持续进行管理变革？



张华威：
 1998年改制之后，作为威高的创始人，陈学利董事长反思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否依靠一根输液器把威高做大。很明确，答案是否定的！因此我们开始多元化的布局、拓宽产品线，进入心内、骨科和肾科等领域。

另一个我们思考的问题就是：做威高，是要当前的利润，还是着眼未来更大的发展。我们的共识是未来更重要，我们愿意承担管理变革带来的对当前业绩的暂时影响。





HBR中文版：
 目前，威高在管理方面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张华威：
 挑战主要来自更为专业化的管控运营机制和高水准专业化人才的培养。以前我们想从《财富》世界500强招聘高管，或者把总部迁到北京，但发现都不适合威高。现在的策略变为管理人才内部培养为主，专业人才外部招聘为主。因此，管理人才的内部培养机制和外部人才价值最大化的运营机制是威高目前管理工作的重点。





HBR中文版：
 你的典型一天是如何度过的？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工作？



张华威：
 相比当期经营状况，我更关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更多地是在看未来。威高的未来发展之路，产品、市场、内部管理未来的机制应该如何变革——这些问题我比较关注。我的时间还花在外出学习、参会、交流、拜访股东和合作伙伴等方面，之后还要跟团队讨论，制定目标，修改机制。内外部的沟通时间大概各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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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民企卓越管理企业专访之四



新东方周成刚：

企业文化是管理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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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间简陋的教室、一个身兼数职的老师，在1993年的北京，新东方和创始人俞敏洪的传奇故事由此开启。时至今日，新东方是最早赴美上市的教育公司、BRANDZ 2018最具价值中国品牌100强，市值过百亿美元的中国最大综合性教育集团。

续写新东方传奇的是俞敏洪的高中同学周成刚（新东方现任CEO）。2000年，还是BBC亚太部记者的周成刚在老同学的邀请下回国，担任新东方上海学校的校长，开启新东方在全国的规模化扩张之路。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时，周成刚坦言当年在连一纸合同都没有的情况下回国，是因为看到了中国学生渴望了解世界的热情和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以下是采访摘编。





HBR中文版：
 教育是人才密集型行业，新东方的教师们个性又比较突出。对此，你们的管理策略是什么？



周成刚：
 的确，新东方现在拥有约6万名教职员工、89所学校、1125个教学点，累计培训人次超4000万人次。规模扩大的同时，管理半径也就越来越长。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索更为合理的管理结构，一直也不敢说找到了最佳模式。我们现在采用的是条块并重策略，各个业务条线有直达总部的汇报线、各规模大小接近的学校形成横向的不同层级，因此也拥有一定管理上的自主性。





HBR中文版：
 新东方在进行管理架构调整的时候，对标的企业有哪些？



周成刚：
 我们是中国民营教育起步很早的企业，没有明确的榜样，因此会从其他领域借鉴很多，也会从竞争对手身上学到很多。另外现在对我们来说挑战很大的是，科技在不断变化，互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浪潮不断袭来，我们认为未来教育是离不开科技的，新东方现在每年营收的5%都会投入科技创新。2019年3月28日，新东方在线教育在香港成功上市，这也表明了我们未来投资和发展的方向。





HBR中文版：
 未来3-5年，新东方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周成刚：
 我们既要现在，也要未来。既要脚踏实地，又要仰望星空。别人可能感受不深，但我认为这是对新东方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对教育的情怀和理想。我和俞老师都是教师出身，非常尊重教育本身的规律。现在我们作为一个教育机构提出的口号是终生学习、全球视野、独立人格和社会责任。





HBR中文版：
 作为CEO，你典型的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周成刚：
 要么在线上，要么在路上。这么多的线下学校要去了解和管理，也会参加论坛和谈合作。停下的时间就赶紧打开电脑，现在还有手机和云管理，我基本24小时都在线，查看邮件和报表，及时回复和解决问题。有时就算身体在路上，思想还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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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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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招聘

RECRU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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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招聘

YOUR APPROACH TO HIRING IS ALL WRONG

彼得·卡佩利（Peter Cappelli） | 文

王晨 | 译 刘铮筝 | 校 李源 | 编辑




当下企业对招聘投入巨大但效果不佳。为改进招聘，企业应系统评估招聘质量，改进招聘流程，并对外包和新技术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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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招聘规模居高不下，招聘支出巨大，却不清楚现行招聘方法能否有效找到并筛选出优秀申请者。




根源


企业过于关注外部候选人，对招聘结果评估不足，且依赖外部服务商和效果未经证明且存在缺陷的高科技工具。




解决方案


企业应通过内部提拔填补大部分职位空缺，评估外部服务商和新工具的效果，并防止歧视和隐私侵犯。






企业招聘的规模和投入从没像现在这么大，
 而招聘的效果之差同样前所未见。

“二战”后的大部分年代里，大企业采用如下招聘方法：人力资源专家拟定详细的“职位分析”，明确职位涉及的工作内容和理想候选人应具备的特质；接下来进行“职位评估”，明确职位在组织结构中的位置，并参考其他职位合理制定薪酬；然后发布职位信息，接受申请；下一步是筛选申请者，包括能力测试、背景调查，可能再加上性格和IQ测试，并通过面谈深入了解个人情况。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在《组织人》（The Organization Man）中讲到，在候选人成功得到工作邀请前，筛选过程可长达一周。此外，大部分中高级别职位空缺都由内部人员填补。

今天的企业招聘已发生巨变。例如，美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8年大部分新入职者并未主动求职，而是由猎头运作。企业想尽可能多地寻找候选人，特别是不想跳槽的“被动候选人”。很多企业会宣传尚不存在的工作机会，目的是找到未来在不同情境下会用到的人才。

大量企业已裁撤招聘部门。光辉国际的研究显示，40%的美国企业将部分或全部招聘工作外包给任仕达、万宝盛华、Adecco等知名机构。这些机构同样与服务商合作，特别是在印度和菲律宾等地。次承包商在领英等社交媒体上搜寻潜在候选人，有时会直接尝试说服对方申请职位并协商薪水，如能压低薪水将获得奖金。例如，为寻聘程序员，招聘服务商可搜索程序员经常访问的网站，在cookie等用户追踪装置中寻找数字足迹，以此确定其身份并查看履历。

在保留招聘部门的企业，招聘管理者的主要工作只是分析职位要求和设计招聘信息。有人申请时（大多数在网上），招聘软件会搜寻管理者感兴趣的关键词。接下来就涉及一个野蛮生长的新行业：诸多服务商鼓吹五花八门的智能招聘工具，声称能判断最佳人选；除了占卜，他们把所有技术都派上用场，包括声音识别、身体语言分析、社交媒体行为分析，特别是机器学习算法。与此相关的各类出版物也已配备齐全。

这些新做法的一大问题是，我们无法知道它们是否能带来高质量的招聘。只有1/3美国企业称会系统分析员工入职后的表现，仅有少部分企业会进行严格评估，而跟踪招聘平均费用和时间的就更少。相比之下，如果CEO询问某项营销计划的进展情况，回答显然不可能是“我们了解所需时间和成本，但还没有分析销量增长情况”。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最近一次年度调查显示，招聘仍是企业CEO和高管层最关心的事项。普华永道2017年CEO调查显示，CEO认为人才和技能短缺是对本企业的最大威胁。企业招聘开支也很高。据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测算，美国企业的平均招聘成本为4129美元，管理职位则数倍于此，而每年新入职人次高达6600万。企业为人力资源服务商支付的费用高达2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花在招聘上。

企业对这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投入巨大，却对其成效所知甚少。原因何在？



问题源头

诸多调查显示，企业认为招聘工作困难很大。对此可能有很多解释，比如它们对候选人过于挑剔，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劳动力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但很明显，企业的招聘规模已创下纪录，原因有两点。

首先，职位空缺更多由外部人而非内部人填补。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在终身雇佣制度下，企业通过内部提拔和平级调动填补约90%的职位空缺。今天这一比例不超过1/3。从外部招聘，组织无须付出培训和员工培养的成本。20世纪80年代初的企业重组浪潮以来，寻找有经验的外部人才变得容易。今天，只有28%的招聘领导者认为内部候选人是填补职位空缺的重要资源，这背后可能是员工培养不足和职业路径不清晰。

内部提拔减少，意味着招聘不再聚焦于初级职位和应届毕业生。（如果不信，可以去任何一家公司官网的“招贤纳士”板块，看看是否要求工作经验。）企业现在必须学会寻找不同级别的人才，因为理想的候选人都在别家工作。这些人不需要培训，来了就能干活，但也更难找。




防止歧视

评估招聘结果不仅是良好管理的基础，更是防范负面影响和歧视指控的唯一途径。针对企业雇佣行为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除 40 岁以下的健康白人男性外，所有美国员工群体都受到联邦和各州法律的特别保护。在实践中，如果某个特定群体被雇用的几率较低，企业必须证明招聘中不存在歧视。

唯一能消除负面影响指控的方式是，证明招聘方法合理有效，且其他同样合理有效方式的负面影响并不会更小。具体来说，企业的招聘方法应能以合理且在统计学上有效的方式，预测哪些候选人能成为优秀员工。这些分析使用的数据应来自企业本身的员工和职位申请者。因此，如果服务商仅能证明某项测试工具在其他情境中合理有效，就不足以为你的企业提供相同证明。





招聘难做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员工保留。竞争对手之间相互挖人，因此企业必须为离职员工找到替代者。美国人口普查和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企业95%的招聘都是为填补职位空缺，而大多数空缺都来自主动离职。领英数据显示，员工跳槽的最常见原因是寻求职业提升，这无疑与内部晋升机会不足有关。

因此大多数情况下，企业进行招聘的根本原因是员工保留做得太差。以下是几种简单的改进方法：


跟踪内部招聘比例。
 有道是，无考核不管理，但很多企业对招聘结果跟踪不够。大多数企业都对内部招聘比例之低感到震惊：难道我们的员工无法胜任多重角色和责任更重大的职位吗？


在内部发布所有职位信息。
 内部招聘机制形成于互联网繁荣时代，目的是帮助员工在企业内部找到新工作，从而减少人员流失。由于担心管理者的干涉可能导致员工离职，企业普遍规定管理者无权得知下属是否要内部转岗。但金融危机后，员工主动离职减少，很多企业走回老路，管理者又开始干预员工内部转岗。康奈尔大学的凯勒（JR Keller）发现，如果管理者对于某个职位已有理想人选，招聘质量通常不如开放竞聘。最合逻辑的解释是，很少有企业真正了解其拥有的人才和能力。


了解外部招聘的成本。
 沃顿商学院的马修·毕德威尔（Matthew Bidwell）发现，企业外部招聘除须付出时间精力外，还有更大成本：外部人需要3年才能达到内部人的工作水平，而内部人需要7年才能挣到外部人的工资。外部招聘还会导致现有员工拿出时间精力准备跳槽。组织文化会受到干扰，帮助外部人融入也会增加团队的负担。

这绝不是说外部招聘不好，但除非你是一家疯狂扩张的硅谷公司，否则应该好好看看外部招聘是否占据很大比例。

员工保留的另一种策略（有些人认为不太光明正大），是找到潜在离职者并进行干预。Jobvite等服务商通过密切跟踪领英等社交媒体动态，寻找员工跳槽的蛛丝马迹。实行精细人力资源管理的企业，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评估“叛逃风险”。在内部招聘机制刚形成的早期阶段，领导者也会留意那些发布简历的员工，至于视他们为叛徒，还是要团结的对象，则看领导的心情。

企业是否有权为招聘目的跟踪社交媒体内容，这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一方面，社交媒体内容是公开的，可能包含有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跟踪这些信息也是对个人的侵犯，这种行为几乎从未得到求职者的正式允许。举个极端的例子，雇用私家侦探跟踪候选人同样能获得有价值的公开信息，而大多数人会视之为不可容忍的隐私侵犯。



改进招聘流程

关于招聘工作本身，我们发现很多企业缺乏全局视角，过于关注新技术和成本控制，却忽略了终极目标：招到最理想的人。以下是对改进招聘流程的一些建议：


不要发布“虚构职位”。
 企业在官网上发布职位信息不需要任何成本，而Indeed等在线服务商专门搜集这些职位信息，并推给全球各地的求职者。因此并不意外，部分职位信息是虚构的。企业可能只是在钓鱼：“咱们看看是不是有牛人，如果真有，我们可以为他设一个职位。”在招到人后，为继续扩大人才库，或者只是因为嫌麻烦，企业通常也不会撤下招聘信息。还有些无良猎头公司发布职位信息只是为收集简历，好向客户推销。这些虚构职位让劳动市场显得比实际紧张，对于经济政策制定者和求职者都是麻烦，因此企业应该在招到人后撤下职位信息。


合理设置职位要求。
 确定职位要求和相应候选人资质已经变得困难，这同样是由内部招聘式微造成的。内部招聘管理者的工作之一是修正用人管理者的需求，例如“这份工作并不需要10年经验”，或“具备所有这些条件的人不可能接受你给出的薪水”。我此前的研究发现，很多企业将大量职位要求输入招聘软件，根据申请者是否符合条件进行筛选，结果几乎找不到符合全部要求的人。裁撤有经验的招聘管理者，将招聘工作直接交给用人者，是典型的捡芝麻丢西瓜。


减少关注被动候选人。
 招聘流程的第一步通常是寻找有经验但不打算跳槽的人，背后的观念是，主动想跳槽的人可能有问题。2015年领英对超过2万名人力资源从业者进行调查，其中86%称所在组织对被动候选人“非常重视”或“比较重视”。自那以来，这一比例很可能又有提升。招聘者清楚，只要开价够高，绝大多数人都会考虑跳槽。对员工的调查发现，只有15%拒绝跳槽。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一次被所在大学的竞争对手问到对现在的工作是否满意，他的回答是：“来让我不满意啊。”

领英的这项调查还包含其他非常有趣的信息。自认为“被动”的求职者与“主动”求职者确有不同，但不同之处可能出人意料。被动求职者跳槽的最大因素是钱，主动求职者则是工作内容和职业发展机会。相比被动求职者，主动求职者更多认为自己对工作有激情、努力提升技能，并对目前工作较为满意，他们想换工作更多出于职业抱负，而非追求更高薪水。

企业的招聘预算有极高比例投入到以被动求职者为目标的招聘服务商，但CareerXroads的杰瑞·克里斯宾（Gerry Crispin）和克里斯·霍伊特（Chris Hoyt）的研究显示，企业成功招到的员工中，只有11%是挖来的。没有证据显示被动求职者更可能成为好员工，更何况挖人的成本效率很低。如果把招聘工作重点放在被动候选人，你要仔细考虑实际效果，最好做一下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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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内部推荐的局限。
 寻找新员工最常见的方式是内推。领英的研究显示，企业48%的新员工来自内推渠道。这种方式似乎成本很低，但是否效果更佳？很多企业认为是这样。不过企业未能充分评估，因此很难有定论。埃米利奥·卡斯蒂亚（Emilio Castilla）的研究团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如果内推效果更好，原因通常是推荐人的照顾和引路；如果推荐人在新员工入职前离职，内推的效果并不会更好。这也是为什么内推奖励一般在新员工入职半年后发放——如果推荐人还在职的话。

人以类聚，因此内推的一个劣势是团队的同质化。美国法律规定，招聘是提升团队多元性的唯一渠道，因此这对寻求多元化的组织很重要；而美国最高法院已经裁决，企业不能根据人口特征做出聘用决定。


评估招聘结果。
 由于缺乏跟踪评估，很少有企业清楚哪个渠道能以最低成本带来最高质量的人才。印度的塔塔集团是一个例外，它很早就开始遵从最佳实践。以校招为例，塔塔会统计哪些大学的毕业生表现最好、服务时间最长、起薪最低。其他企业同样应跟踪评估招聘渠道和员工表现，找出带来最佳招聘结果的渠道。


减少申请人数。
 招聘行业非常重视所谓“漏斗”，即看到职位信息的人递交申请、接受面试、最终得到工作邀请的流程。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劳动市场供应非常紧张，但其实大多数发布的职位都有很多申请者。招聘咨询和服务机构的测算显示，2%的申请者会得到工作邀请。遗憾的是，虽然企业改进招聘的努力基本围绕提高速度和降低成本，却让更多申请者进入漏斗。企业为此大力宣传，努力打造卓越雇主的声誉。至于这样做的目的是吸引更优秀的人才（实际上吸引不到），还是单纯让组织显得更有吸引力，我们尚不能确定。

相反，建立更小但更符合条件的人才库，企业的收益会更高，原因有如下几点：处理工作申请有成本，而且在当前市场环境下，有些求职者会突然“玩消失”；申请者还会给企业带来法律风险，因为企业对员工的义务（如反歧视条款）同样适用于求职者；让大量申请者进入漏斗，意味着很多人都不符合职位或企业的要求，必须在接下来的筛选阶段淘汰掉，而事实证明企业对此并不擅长。




别家的员工永远更好……

有职位空缺时，企业对外部人才的兴趣远高于现有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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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职者为得到工作，对于自身技能和兴趣不一定完全坦诚，而企业获得真实信息的能力有限。数十年前，心理学家约翰·沃纳斯（John Wanous）就建议企业向求职者描述工作的真实状况。今天，这仍是防止新入职者对工作不满意的好方法。因此不难理解谷歌会专门开发游戏，让求职者提前体验工作场景。万豪也采用这种方法，并用于初级员工招聘。这款名为“我的万豪酒店”（My Marriott Hotel）的游戏，为发展中国家没有酒店经验的年轻人进行启蒙，并引导得分高的玩家进入招聘网站。不过一般来说，企业应在介绍工作乐趣的同时，说明困难和挑战，劝退不适合的申请者。

让候选人了解企业和职位并不难，但为填满漏斗而降低申请门槛，并没有太大意义。互联网繁荣时期，德州仪器公司（Texas Instruments）巧妙设置招聘测试，让求职者递交申请前看到分数；如果分数未达到企业划定的考察线，求职者通常会放弃，帮助公司节省了处理申请的成本。

如果企业的目标是以较高的成本效率招到高质量人才，那么最好劝退不适合的申请者，而不是将申请者堆满漏斗。


测试通用技能。
 预测候选人表现并作出聘用决策，相关的科学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一战”时期。通过研究，人力心理学家掌握了很多规律，如大学成绩和非结构化多轮面试都无助于预测候选人表现，而过往表现则可以。但当代企业已经忘却了这些规律。

企业可能很难掌握关于外部申请人过往表现的信息，那么还有其他方法吗？即便是专业研究者，对这点也少有共识。这主要是因为一份工作包含多种任务和面向，每种的预测指标都不同。

不过人们普遍认为，测试候选人的通用技能目前是最佳方法。申请者能讲法语吗？可以写简单程序吗？等等。但只有测试还不够。经济学家米切尔·霍夫曼（Mitchell Hoffman）、丽萨·卡恩（Lisa B. Kahn）和达妮埃尔·李（Danielle Li）发现，即便企业进行这类测试，招聘主管也经常不重视，结果招聘质量不理想。心理学家内森·昆塞尔（Nathan Kuncel）的研究团队发现，即便招聘主管采用客观标准并进行测试，一旦他们自己进行权重分配和判断，招聘质量就不如采用纯客观流程。包括IQ测试在内，只有40%的企业测试候选人的通用技能。大多数企业做的是什么呢？74%会做大麻等药物检测。即便在消遣性大麻已经合法的州，企业还在这样做。


警惕高科技服务商。
 招聘测试领域的空白吸引了一批创业者，这些人聘用数据科学家，或者自己就是数据科学家。他们为招聘流程带来新方法，但通常并不了解实际招聘工作。人力资源科技通讯HRExaminer运营者约翰·萨姆瑟（John Sumser）估计，企业平均每天要接到5到7家主打数据科学的人力资源服务商的提案，几乎全部与招聘有关。这些服务商有各种酷炫的测试工具，如评估候选人的电脑游戏等。但由于缺少实际表现的验证，我们不知道这些工具能否带来质量更高的招聘决策。此外，这些新工具还催生了另一批服务商，专门帮助候选人提高测试成绩。例如，英国的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开发了一款虚拟现实测试工具，而JobTestPrep就提供相应指导服务。对于IT和技术类岗位，候选人在技能测试甚至视频面试中作弊（由镜头外的人提供帮助）已成为严重问题，以至于eTeki等服务商专门帮助企业实时找出作弊者。

更新面试流程。Glassdoor的研究显示，2009年以来，企业用于面试的时间接近翻倍。增加的时间有多少来自准备时间的延长，我们无从得知；但这至少部分解释了完成招聘所需时间增加的原因。面试可能是最难掌握的技术：为提高正确判断的几率，面试官必须聚焦于候选人过往表现中与当前职位相关的部分，并对所有候选人一视同仁。即兴发挥基本上不会有任何收获。

更重要的是，面试是最容易出现偏见的环节。面试官经常临场决定提问内容，还可能依自己的心情解读申请者的回答。总有管理者确信自己掌握提问“秘籍”，比如所谓荒岛求生问题。社会学家劳伦·里维拉（Lauren Rivera）对高级职位面试的研究显示，候选人的兴趣，尤其是与富人阶层高度相关的兴趣，是重要的筛选标准。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研究显示，文化契合度是企业认为最重要的筛选标准，而面试是最重要的考察方式。然而，文化契合度又是最模糊的标准，因为很少有组织对自身文化有清晰稳定的认识。即便有这种认识，根据候选人特质推断文化契合度，也绝不简单。例如，某位申请者是兄弟会成员，这说明他善于协作，还是精英主义，还是歧视女性？或者这一点与文化契合度完全无关？让没有经验或相关训练的人来下判断，必然导致不理想的招聘决策和歧视行为。企业应仔细考虑面试规则的合理性，而且一定不要再增加面试官人数。


认识机器学习的优劣势。
 文化契合度是另一块新服务商云集的业务。它们一般收集现有员工的数据，设计机器学习模型来分析最佳员工的特质，然后运用模型来寻找具备相同特质的候选人。

和这个新行业中的许多东西一样，这种方法看起来很美，细究之下却可能有很多问题。由于最佳员工中白人男性很多，算法的关键词必然会包含“白人”和“男性”。如果这个范畴被禁用，算法则会给出与白人男性相关的特质，比如打过橄榄球。

机器学习模型确实有可能找到此前被忽略的重要关联。在招聘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家热衷于研究与本专业相关的人格等特质，但忽略了更大的问题：理想的候选人有哪些特征？这些人的研究结论掩饰了一个事实，即他们很难预测候选人的表现，尤其在涉及很多变量的情况下。机器学习则能发现一些预测准确度很高的因素。企业员工分析服务先驱Evolv（现并入Cornerstone OnDemand）发现，候选人通勤距离能很好地预测离职情况。虽然这种方法也有问题，但心理学模型根本不会关注这个因素。

关于筛选申请者，我的建议很简单：进行技能测试；让服务商证明其能预测候选人的表现；减少面试次数并提高稳定性。



前景展望

如果无法判断候选人能否成为好员工，企业就不可能改进招聘。如果目标不明确，你就只能随波逐流。你还必须通过评估考核找出最优秀的员工。

为什么企业没有这样做？调查显示，企业未能系统分析招聘效果，是因为评估员工表现很困难。这是典型的因为追求完美未能成功而连优秀都不争取的表现。其实，有些表现不难评估，如员工的出勤和离职情况。几乎所有企业都会进行绩效评估，但如果你对结果不信任，可以采用更简单的做法——问问负责人：“你后悔聘这个人吗？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你还会聘他吗？”

招聘是当代商业世界最重要的领域之一，如果未能跟踪评估招聘质量，那么你的企业在这个领域就存在重大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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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卡佩利
 是沃顿商学院管理学George W. Taylor教席教授、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是《上大学值得吗？》（Will College Pay Off? A Guide to the Most Important Financial Decision You’ll Ever Make，PublicAffairs出版社，2015）





聚光灯 SPOTLIGHT



数据科学尚不能

解决招聘难题





非
 结构化面试、性格测试、私人推荐等方法效果欠佳，因此招聘管理者急于找到新工具。招聘领域的新潮流，是用算法来寻找和评估候选人。这个潮流既带来希望又引人担忧。根据我的统计，超过100家服务商正设计这类工具，并尝试向雇主提供相关服务。但很遗憾，数据科学在招聘方面的应用尚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因此并不是企业想要的万灵药。


推销这类新工具的服务商承诺能减少招聘中的社会偏见，算法也的确有助于发现此前因教育或社会资质不足而被刷掉的优质候选人。但这类工具识别并侧重的一些变量，也可能引来麻烦。

大部分数据科学家对真实招聘情境所知甚少，因此他们的工具常常起反作用。例如，太多工具只是简单考察“最佳员工”的特质，然后寻找具有相同特质的候选人。这些特质大多易于评估，如面部表情、语言使用、社交媒体言论等，却未能捕捉到高绩效员工和低绩效员工的真正差别，因此效用有限。此外，翻看社交媒体信息和网站访问记录，也引起了隐私方面的严肃考量。这些信息的确可以合法获取，但发布这些信息的个人并不希望它被用于招聘目的，也没有授权任何机构这样做。再者，上大学时发的一条帖子，多年后还要被招聘算法算进去，这公平吗？


机器学习招聘方法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很少有企业收集算法进行准确预测所需的足量员工数据，如招聘人数、绩效评估等。
 理论上，服务商可以从多家企业收集数据，从而克服这一限制，但每家企业都有其独特环境，来源混杂的数据可能无法支持针对特定企业的准确预测。


另外，所有基于数据分析的筛选方法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它们都是基于已有数据进行的历史分析。
 算法对候选人过往经验尤其依赖，因为编写算法需要海量历史数据，相当于一家大企业多年的员工表现数据。亚马逊的例子表明，过去可能与你想了解的未来非常不同。该公司发现，自2014年以来研发的招聘算法对女性候选人打分偏低，甚至对具备女性相关特质（如参与过女性研究）的候选人打分都偏低。原因在于，在以往亚马逊的最佳员工中，男性占比过高，而算法也将目标锁定为与他们相似的人。由于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亚马逊于2017年停用该算法，但很多其他公司仍采用类似算法。

数据科学家面临的深层挑战在于，预测类似机械装置何时失效等客观问题的方法，并不适用于预测招聘。招聘会对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不仅因为它受到相关法律约束，更因为它关乎公平性的基本观念。筛选标准与良好工作表现具备相关性，是它能够用于招聘流程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

例如数据科学家发现，通勤距离这个变量具有预测性价值。数据显示，通勤距离较长的员工离职率较高。但是，通勤距离由住所位置决定，因此与房价、收入、族裔都相关。根据住所位置筛选申请者，很可能对少数族裔等受保护群体产生负面影响。

如果企业使用了会产生负面影响的筛选标准，且无法证明其他筛选标准的预测能力更差，那么企业就违反了法律；而在机器学习算法中，要证明这点的难度极高。不仅如此，为保证合法性，企业还必须证明作为筛选标准的因素与员工良好表现存在因果关系。通勤时间这个因素也许符合要求，但企业无法证明面部表情、社交媒体言论等筛选标准的合理性。


归根结底，问题在于企业对算法的使用存在偏差：在编写过程中只使用最佳员工而非所有员工的数据；
 只纳入容易统计的指标；过于相信服务商关于算法在其他企业有效的说法，而不去观察本企业员工的表现。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仅如此，便宜饭最好都别吃。







聚光灯 SPOTLIGHT



扩展人才池

EXPANDING THE POOL

戴恩·霍尔姆斯（Dane E. Holmes） | 文

王晨 | 译 刘铮筝 | 校 李源 | 编辑




高盛的招聘变革。






高盛是一家以人为本的企业。
 每天，我们的员工都在帮助客户应对挑战。因此招聘卓越人才对我们的成功至关重要，绝不能有任何轻忽。坦率讲，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们这家150年历史的公司遇到了新挑战。数十年来，投行都是世界上最热门、最激动人心、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这很正常，因为我们保持两位数增长、回报率很高，这意味着大把机会和奖励。但金融海啸让这个行业褪去了部分光环，增长和回报都有所放缓。同时，行业内外的人才争夺也更加激烈，很多我们想要的候选人都去了硅谷、PE或创业公司。另外，我们的招聘重点不再是会计、金融和经济学毕业生。像其他很多行业一样，高盛对编程等新技能需求很大。从顺风到逆风，我们需要做出调整。

此前，高盛仅以经典指标来筛选“最佳”毕业生，如学校、成绩、专业、领导力、相关经验等。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们决定改变招聘规则，采用员工评估和招聘领域新出现的最佳实践。我们组建了一个团队，成员包括资深业务领导者、组织心理学博士、数据科学家和招聘专家。有人问：“为什么要颠覆已经如此成功的招聘流程？够格的申请人数不是已经超过开放职位数量了吗？”问得有道理。但很多时候，保持成功就意味着学习和改变，而不是墨守成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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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年都要招聘3000名夏季实习生，并从应届毕业生中招聘同样数量的新员工。在我们看来，他们是公司未来的领导者，所以变革应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校招增加了两项重要内容：视频面试和结构化面试。


非同步视频面试。
 传统上，我们派招聘人员和业务人员到大学校园进行第一轮面试，校方为我们安排和学生见面的时间。但这种方法的规模受限，我们只能到少数学校面试部分学生。这意味着我们选择的都是顶尖名校，导致我们对学校的关注高过了对候选人实际能力的关注。而我们很清楚，候选人不一定要来自哈佛、普林斯顿或牛津才能在高盛表现出众，我们领导层中很多人都是从其他学校毕业的。此外，随着我们在新的地区和城市建立办公室，我们需要从本地学校招聘更多毕业生。视频面试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

当时很多公司刚开始尝试数字面试。我们决定在第一轮沟通中全部采用“异步”视频面试，让候选人把他们对面试问题的回答录下来。我们与一家公司合作开发视频面试平台，还构建了相关解决方案。我们的招聘人员录下面试问题发给学生，他们有三天时间录下回答视频发回给我们。这个过程可以在电脑或移动设备上完成。我们的招聘人员和业务人员评估视频后缩小候选人范围，然后邀请入围者来高盛办公室进行最后一轮面试。

这项措施有两方面成果。首先，在有限的投入下，我们可以把更多时间用在了解申请者上。在推出视频面试平台前一年，即2015年，在全部校招申请者中，我们只面试了不到20%；2018年，近40%校招申请者参与了第一轮面试。其次，我们现在可以去以前去不了的地方接触到人才。2015年，我们面试了全球798所高校的学生，而这个数字现在是1268。在美国，过去我们的大部分校招都来自“目标学校”，这一情况现已逆转。我们的招聘漏斗顶端更宽，输出更加多元。

作为一家人才驱动的公司，我们努力让视频面试显得不冰冷和人性化。这只是高盛求职体验中的一个环节。我们仍会派人去大学校园，在信息介绍会、“咖啡聊天”等招聘活动中直接与学生接触，但更侧重于信息分享而非评估候选人。在学生申请实习生或正式职位前，我们想让他们对公司更了解。

我们还希望申请者在面试前尽可能准备好。我们的目标是提供公平竞争机会，为此我们编写了面试提示和说明。由于系统不允许视频剪辑，我们在面试正式开始前设置了一个练习问题，以及倒计时。尽管技术问题很少发生，我们仍设置了反映技术问题的正式渠道。

我们相信这一方法能让申请者获得更好的体验。年轻人非常熟悉视频这种媒介，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日程安排和状态选择面试时间。我们的数据显示，申请者最喜欢周四或周六晚间，而此前我们的面试都安排在工作时间。我们曾担心，如果申请者不喜欢这种方式，接受面试及工作邀请的申请者比例会下降，但这并没有发生。


结构化面试及评估。
 怎样设计招聘评估流程才能选出顶尖人才，同时聚焦与成功相关的具体特质？你需要进行定义，设计结构，并保持一贯性。研究显示，结构化面试能有效评估候选人并预测工作表现。我们会请候选人介绍可能与高盛工作场景相关的特定经验（“在你以前参与的项目中，有没有人未能完成任务？当时你是怎么做的？”），或描述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境（“你偶然在电梯里听到了关于一位要好同事的保密信息，当他问你最近是否听到关于他的负面消息，你会怎么做？”）。

原则上，相比已取得的成绩，我们更关注候选人是否具备契合我们公司和文化的特质。我们设计的结构化面试问题，目的是评估候选人的10项核心能力，包括分析思维和道德品质，这些能力与员工在公司的长期成功相关。第一轮面试评估候选人的6项能力，第二轮则关注其余4项。

我们对于每项能力都有问题库，会轮换使用。我们制定了面试规则，让面试官以五分制（从“很差”到“优秀”）对申请者的回答打分。我们还进行结构化面试培训，在面试前为面试官提供准备材料，并综合全部申请者数据详细说明打分标准，避免面试官打分偏高或偏低。我们还安排入职前测试，将结果与面试情况对比。对于工程类申请者，我们会组织编程和数学测试。

我们决定跳过试点阶段，大规模采用这些新举措。我们相信新做法的成效会快速显现，这样也自然会赢得支持。再者，完美的流程并不存在。这次变革最让我满意的，是我们的招聘部门成为了持续学习和改进的实验室。手握超过5万份候选人视频，我们坐拥丰富数据资源，可以进行深度分析并回答对公司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在考核应该考核的能力？权重分配是否合理？候选人的背景有多重要？州立大学的顶尖学生能否比藤校的普通学生创造更大价值？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新进入我们人才库的毕业生，与传统名校的毕业生表现一样好，而且留在公司的时间更长。

我们的下一个改进方向是什么？每年我们收到近50万份申请，聘用其中约3%，但我们认为其余97%中的很多人都会在高盛非常成功。因此聘用这3%不仅是要选对人，职位匹配度也越来越重要。职位安排可以在毕业生入职时做出，也可以等几年。我们在尝试使用简历分析算法，帮助候选人选择最符合他们能力和兴趣的业务部门。我们还在考察虚拟现实技术如何帮助毕业生了解我们的工作场景和行业。我们也在考察不同测试和评估工具，将更多数据引入招聘决策流程。未来会有公司完全运用机器学习和算法来评估简历和面试情况吗？也许会有。但我不认为高盛会在招聘中完全去除人的因素——它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文化、工作，以及我们眼中的成功动力。

我很期待看到探索的成果。我们招到的2019届毕业生是有史以来最多元化的，所有人都经过了严谨客观的评估。我确信我们从中受益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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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恩·霍尔姆斯
 是高盛人力资本管理全球负责人。





对话 HBR-C DIALOGUE



百威全球CEO薄睿拓：

啤酒市场是

品牌组合的竞争

廖琦菁 | 文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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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威有十大原则，其中七条是关于文化的。百威相信，通过保持文化一致，才能让一个庞大的全球化公司形成合力，不断实现持续增长。






百
 威（AB InBev）是全球啤酒行业名副其实的王者，百威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500个品牌和17.5万名员工，2018年度，百威实现总营业收入546.19亿美元，全球市场总销量5670万吨，排名世界第一。

百威全球CEO薄睿拓（Carlos Brito）来自巴西。1989年，薄睿拓从斯坦福大学取得MBA后，进入巴西啤酒厂商博浪（Brahma）工作，从此踏入啤酒行业。他先后在博浪的多个部门担任要职。1989年，博浪并入巴西最大的啤酒公司美洲饮料（AmBev），薄睿拓成为美洲饮料的CEO。在薄睿拓的带领下，美洲饮料与比利时啤酒商英特布鲁（Interbrew）合并，成立英博集团（InBev），此后，英博又相继收购了其时世界第三大啤酒集团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和世界第二大啤酒集团南非米勒（SABMiller），最终发展成为现在的百威啤酒集团。

由于市场竞争非常激烈，百威的老大之位坐得并不踏实。经历多次并购扩张之后，百威面临着较大的经营压力。精酿啤酒的强势崛起，抢占了规模化生产啤酒的市场份额。此外，随着一些消费者转向烈酒和葡萄酒，如何再次吸引消费者注意力成为行业难题。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专访时，薄睿拓表现得自信从容，他跟我们分享了百威全球运营的秘诀，并回应了百威应对挑战的方法。以下是对百威全球CEO薄睿拓专访内容的摘编。



基于梦想-人才-文化打造公司



HBR中文版：
 在一个高度竞争的行业，百威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薄睿拓：
 核心竞争力是我们的梦想、人才和文化。品牌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合作伙伴也很重要。但我们相信人才是根本，因为人才是一切的基础。我们基于“梦想-人才-文化”打造了这家公司。我们有一个伟大的梦想——做全球最佳啤酒公司，吸引并留住最优秀的人才，并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公司的主人——事实就是如此。从这个角度看，百威就是全球的近18万名同事。所以如果员工们都在不断成长，他们就有动力，能对工作充满热情，这种来自员工们的动力就能推动公司持续向前走。





HBR中文版：
 你们拥有这么多员工，并在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运营。如何保证组织的协调性、降低沟通成本和提升运营效率？



薄睿拓：
 我们做了两件事。首先，百威拥有同一个文化。我们一直说同一个公司、同一种文化、同一个梦想。所以，每当将新公司整合到集团中，我们会确保文化得到正确的解释。当你拥有一套每个人都热衷的原则时，运营公司就会变得容易很多。另一件事是简化，百威希望尽可能避免官僚体制，试图保持非常简化的状态。随着公司成长，管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我们总是试图对抗这种复杂性，回归到简单的事物上。比如简单的信息传递，简明的计划，员工们容易理解和记忆，也方便落实和执行。





HBR中文版：
 我了解百威有十大原则，其中有七条与文化相关，为什么文化如此重要？



薄睿拓：
 百威有十大原则，一条是关于梦想的，两条是关于人才的，剩下七条是关于文化的。一直以来百威都秉持这些原则，我们相信可以在彼此的最佳实践中相互学习，但文化必须保持一致。就像国家一样，一个国家有不同的人，但所有人都会认同一些基本的法律和概念。所以我们认为在公司，人们相信某些原则非常重要，才能让我们真正把它作为一家公司来进行管理。





HBR中文版：
 如何在不断扩张和并购中保证企业文化的延续性？



薄睿拓：
 首先我们经常谈论文化，不断重申它的重要性。例如，前两天我们举办了亚太地区的一个大会，我都会在这类会议的第一天发表讲话。我第一天早上就讲了“梦想-人才-文化”，之后我阐述业务、业绩、战略，然后以梦想-人才-文化结束。我也会尽可能举一些与当地有关的例子，便于员工联想回到自己的工作。



注重减轻经营压力



HBR中文版：
 并购也是你们的核心战略之一，未来在这方面还有新计划吗？



薄睿拓：
 百威现在很重视加速减债，去杠杆。公司资本配置的优先级始终没变，首先，我们将资金分配给现有业务，百威始终致力发展现有业务，所以百威才有了今天的全球布局。

之后，百威会看是否有更快速减少债务的机会，这很重要。但如果暂时没有机会，我们会看第三点，并购。百威目前并不处于做任何大动作的阶段。两年前，公司做了件大规模的并购，现在正在偿还这笔债务。第四，我们通过派发股息和回购股票的方式向持股人返利。





HBR中文版：
 债务问题是目前公司面临的一大挑战吗？



薄睿拓：
 我们想加速减债。10年前当百威进行安海斯-布希交易时，使用了杠杆，当时世界正值金融危机。我们决定加速还债，也这么做了。后来百威又相继进行了关于莫德罗的交易，两年前我们收购南非米勒时也使用了杠杆。现在百威就像10年前一样，但处于更好的状况，因为现在没有金融危机，与10年前相比，今天的债务对百威而言相对较小。我们会继续采取措施更快地去杠杆，以便再次减轻经营成本。





HBR中文版：
 世界范围内，精酿啤酒越来越受欢迎，百威也收购了一系列相关品牌，精酿啤酒的市场有多大？这会给百威带来哪些影响？



薄睿拓：
 从啤酒类别来看，精酿细分市场非常好。首先，它处于价格金字塔的顶端，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更高消费的理由，它也为啤酒引入了许多不同的风格和口味。百威在全球的精酿啤酒领域也是一个重要参与者，我们的精酿啤酒战略，从三方面推进。首先，我们尝试自己开发精酿啤酒品牌。第二，如果好的标的出现，我们会购买一些虽然规模不大，但具备发展潜力的地区品牌。第三，我们相信，在国际市场上，会有美国精酿啤酒品牌的一席之地，比如我们收购的来自芝加哥的鹅岛，百威把它向全球进行推广。





HBR中文版：
 目前国际大环境复杂动荡，对你们的全球运营有何影响？



薄睿拓：
 百威是酿酒制造商，而非经济学家。所以我们希望政府的政策对消费者有利。如果百威的消费者对未来有信心，那么我们的业务就会增长。另外一方面，与智能手机不同，啤酒是社区的生意。一台智能手机在亚洲的一两个国家生产，出口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我们的业务中，95%或以上的啤酒在本地酿造、生产和销售。所以某一地区的经济稳定向好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HBR中文版：
 百威在可持续发展上投入巨大，百威是如何看待可持续发展的？



薄睿拓：
 我一直跟员工说，可持续发展不是百威生意的一部分，它就是我们的生意本身。啤酒中95%都是水，如果没有水，就没有啤酒。如果没有农民，或是农作物遭遇洪水，就没有啤酒。百威是社区生意，从另一个国家进口水来酿造啤酒不现实，我们完全与社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果一个社区不可持续，那百威也不会有可持续的生意。对我来说，社区必须有两个基础，公司才能开展业务。首先，社区环境必须是健康的，因为百威需要水资源，需要农业，我们也会帮助社区加强环保工作。其次，社区必须蓬勃发展，经济环境良好。如果百威生产了啤酒，但消费者不看好未来或他们没有工作，就没人购买我们的啤酒。



中国已成为最佳实践的重要来源



HBR中文版：
 中国在百威的全球业务中处于什么位置？



薄睿拓：
 中国非常重要，中国市场是百威的五大市场之一。如果你看我们15年前在中国的业务，当时它处于“复制和粘贴”模式之中。但在过去10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佳实践、创意和新概念的重要来源。百威在中国的业务发展很快，许多在中国发展的最佳实践已经被推广到百威的其他地区。





HBR中文版：
 谈谈你们的中国战略，你曾把百威在中国的快速成长归功于15年前制定的高端市场战略，你们当时如何确定这一战略？



薄睿拓：
 当时高端化趋势并不明显。那时中国高端啤酒的细分市场非常小，但百威作为一家全球运营的公司，我们看到全球各个市场都有高端化的趋势。我们想，如果这是一种趋势，那么这也必将发生在中国。最后证明，我们的眼光是正确的，中国市场和消费者在持续不断地消费升级中。我们今天可以非常自豪地说，百威通过打造成品牌系列组合的举措引领了中国啤酒的高端和超高端细分市场。





HBR中文版：
 在执行这一战略过程中，你们发现了哪些新趋势？



薄睿拓：
 我们这些年看到，消费者变得越来越分散，他们希望找到适合不同场合的啤酒品牌。啤酒市场的竞争不再是单一品牌的竞争，而是品牌组合的竞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像百威、科罗娜、福佳、乐飞、鹅岛、哈尔滨啤酒等品牌。因为消费者想要多样的选择，唯一让我们跟上这一趋势的方法是，理解何种品牌适合怎样的场景。





HBR中文版：
 你们在中国还有哪些新计划？



薄睿拓：
 百威将继续高端化战略，持续在创新、新体验等方面引领潮流，让消费者能够继续把百威看作是他们渡过休闲时间、享受音乐时的灵感来源。我们会年复一年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更多创新体验。





HBR中文版：
 作为CEO，你如何形容自己的领导风格？



薄睿拓：
 首先，与同事们一样，我相信并每天遵守百威的十大原则。所以我花了大量时间吸引人才，会去各个学校招聘。我也非常专注，是一个勤奋的人，相信要到“战斗”的地方去，所以我经常旅行。正如这次来到中国，我可以与同事们一起深入市场。我也非常有好奇心，努力学习新东西，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充满热情，在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激情。





HBR中文版：
 在你看来，是什么造就了伟大的领导者？



薄睿拓：
 我非常看重领导者的三点特质。领导者能够持续交付成果，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她组建了一支优秀的团队。也就是说，伟大的领导者能够投入大量时间在招聘、保留、发展、鼓励、指导和训练人才上。一位伟大的领导者还需要道德高尚，不走捷径，永远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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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Feature 消费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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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已经让7×24小时客户关系成为现实，是时候对你的商业模式做出相应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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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老方法


公司过去只是在客户找到自己时，才时不时和客户互动。




新方法


如今受益于新技术，公司可以在客户需求刚出现，甚至更早之前，就着手应对。公司可通过连接策略，与客户建立更深厚的关系，并明显提升客户体验。




结果


公司必须将持续连接纳入商业模式中，并使之成为最关键要素之一。公司可通过以下四大策略实现持续连接：回应需求、规划产品、指导行为和自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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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莫尼拍摄的延时摄影照片捕捉到飞机划过夜空时的灯光。





巨变

正在发生。

新技术让数字互动更频繁、摩擦少和定制化，因此公司现在可以与客户建立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的联系。公司不再等待客户来找自己，而是在客户需求出现的那一刻，甚至更早之前，就着手应对。这是双赢：通过我们所谓的“连接策略”（connected strategy），客户体验会明显改善，公司也能实现运营层面的降本提效。

以迪士尼乐园为所有游客提供的魔法腕带（MagicBand）为例。游客通过这些嵌入射频识别技术的小腕带进入园区、获得项目优先通行权、购买食物和商品以及进入酒店房间。腕带还帮助迪士尼确定游客在园区的位置，之后为他们定制体验。比如扮演迪士尼角色的演员可在游客从自己身旁走过时，和他们打招呼，说“嗨，索菲亚！七岁生日快乐哦”。迪士尼会通过“现在‘飞越太空山’排队的人少哦”这样的信息，鼓励游客先玩等待时间短的项目。多项娱乐设施都配有摄像头，可以自动给游客拍照，迪士尼随后可为游客制作个性化的纪念册，而游客也不用特地为拍照摆姿势了。

麦格劳-希尔集团（McGraw-Hill Education）也没有只售卖教科书，而是增加了定制学习体验的服务。学生在使用麦格劳-希尔的电子教科书阅读和做功课时，数字技术可以追踪他们的进度并将数据传输给老师和公司。如果有学生做功课遇到困难，他的老师会立刻发现，公司则会引导他查看对他有帮助的章节或视频。耐克同样变换了玩法。现在公司每天都通过健康系统（包括嵌入鞋中的芯片、分析健身的软件、提供建议和支持的社交网络）与客户连接。耐克利用新模式，从运动装备制造商转型成了健康、健身和教练服务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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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作者： 埃利亚斯·斯泰恩（Elias Stein）





显然，迪士尼、麦格劳-希尔和耐克在利用上述策略保持领先地位。其他很多公司都为发展自己的连接策略主动出击，大手笔投资数据收集和分析。这很好，但现在很多公司面临着海量数据，感到负担太大，难以应付。管理者如何对未来将采取的措施有清晰且系统性的思考？利用新信息与客户建立更有效连接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我们在研究中确定了四大有效的连接策略，每个策略都超越了传统的客户互动模式，并代表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我们称之为回应需求、规划产品、指导行为
 和自动执行。
 这些策略的创新之处不在于使用的技术，而是公司通过技术与客户建立持续连接的方式。

我们将在下文中定义这四大新连接策略，并探讨如何有效利用你所选择的策略。但现在，我们先来盘点一下已被超越的旧模式。



所供即所需

多数公司仍只是时不时和客户互动，而且前提是客户已经确定自身需求并主动寻找匹配产品或服务。你可以称这一模式为“所供即所需”。在这种模式下，公司努力以极具竞争力的价格，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其营销和运营则建立在只和客户进行短暂互动的认知上。

以下是典型的“所供即所需”体验：某个星期二，戴维正在家办公，打印了一半紧急信件，突然墨盒没墨了。这简直令人抓狂，而且真的不能再耗下去了。因此，他一边发着牢骚，一边到处找车钥匙，然后上车，花了15分钟开到离他最近的办公用品商店。他在货架之间来回走动，想要找到墨盒区，结果看到一堆外观没有任何差异的墨盒摆满了整个货架。他扫了一眼这些货品，希望自己还记得打印机的型号。最后他找到了自己需要的墨盒，但只有套装，而且很贵。于是他去找工作人员，询问是否有单个墨盒卖。他找到一位经理，这位经理随后绕到店铺后仓寻找他要买的墨盒。

时间过去了很久，经理终于回来，遗憾地告诉他，单个墨盒已经卖光了。考虑到他必须打印出所有信件，戴维决定购买墨盒套装。他拿起一个套装去付款，却发现收银台前排着长队。一两个小时后他终于回到家，感到很不开心。

我们发现，将传统客户旅程分成三个不同阶段会有很大帮助：1）识别，
 当客户开始意识到需求；2）要求，
 当客户发现可以满足这一需求的产品或服务，并找到相应公司；3）回应，
 当客户体验到公司交付产品或服务的方式。戴维在这三个阶段都感到很不自在，但墨盒公司在哪个节点都没有找到了解或减轻其不适的途径。公司和客户在整个过程中都不能有效连接，并陷入双输窘境。

但他们完全可以有另一个剧本。我们的四大连接策略可改善戴维在一个或多个阶段的客户体验，还能帮助公司强化自身业务。

现在我们具体探讨一下这四大策略。



回应需求


该策略要求
 尽可能快速且连贯地传递给客户他们要求的服务和产品。这就要求公司有运营层面的能力：快速交付、摩擦最小化、弹性和精准执行。希望有主动权的客户一般都喜欢这一策略。

为提供良好的需求回应体验，公司必须聆听客户所想，让购物过程更简易。在很多情况下，对客户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要花费多少精力——越少越好！

这当然也是戴维寻找墨盒时的需求。所以我们想一下，如何通过需求回应策略，给他优质的体验。

假如戴维意识到他需要替代品，然后上网去找他最喜欢的零售商并输入打印机型号，那么只需点击一两下，就可以下订单并要求当日收到墨盒。他的信用卡号码和地址已经储存在系统中，所以整个过程在一两分钟内就结束了。几个小时后，他的门铃就会响起，而他会得到恰恰他所需的东西。

速度在很多需求回应案例中都极其关键。Lyft和优步（Uber）的用户希望汽车能准时到达。医疗患者希望和提供商在任何时刻都进行连接，不论白天黑夜。零售客户希望尽快收到他们在网上订的产品——亚马逊专注于满足这一需求并赢得美誉，同时重新定义了与客户互动的方式。多年前，亚马逊添加了订购和支付的“一键下单”功能，近几年还有更大动作。现在你可以指挥Alexa订购某个产品，然后她会帮你完成剩下的客户旅程。这就是需求回应。



规划产品


通过该策略，
 公司可以在客户旅程的较早阶段就主动为客户提供帮助，即客户发现自己所需，但尚未决定如何满足所需的时候。产品规划策略只要执行得当，不仅让客户满意，还能给公司带来效益——客户会转向公司可以即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里的关键能力是制定个性化推荐流程。重视建议，但希望由自己做最终决定的客户喜欢这一策略。

产品规划策略会为戴维提供怎样的服务？想一想以下场景：戴维上网订购墨盒，网站自动基于他的购买记录，为他推荐产品。他不必费劲去找打印机的型号并确定自己需要哪种墨盒。现在他只要根据网站推荐下单，几个小时后门铃响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满足这一需求。

Blue Apron和类似的净菜提供商有效执行了产品规划策略。这给了他们相对于Instacart等近年新崛起的生鲜杂货配送商的差异化优势。Instacart这类公司的指导原则是“你下单我配送”，也就是需求回应策略，比花时间在超市收银台前排队更适合你，但你依然要花力气找食谱并列出食材采购清单。这种模式也不能在你购物时阻止你过度消费。Blue Apron就能避免以上所有问题——公司会为你提供个性化定制产品，创建在很多人看来，比自己采购更方便、有趣且有益健康的购物体验。



指导行为


上述两大策略
 都要求客户先及时确定自己的需求，但我们人类往往都不太擅长了解自身需求。行为指导策略有助于应对这一挑战，主动提醒客户留意自己的需求并采取行动，实现目标。

行为指导策略最适用于知道自己需要敦促的客户。有的人想练出好身材，但不能保持健身习惯。有的人需要服药，但常常忘记。在这种情况下，公司可以看护客户并提供帮助。对客户需求的了解可能来自此前他们与公司分享的信息，或者通过观察多个客户的行为所得。其中的关键能力是对客户需求的深刻认知（“客户真正想实现什么？”）以及收集和解析海量场景数据的能力（“到目前为止，客户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现在她能做出让自己更接近目标的行为吗？”）。

以下是行为指导策略可能在戴维案例中的应用：也许打印机本身能够追踪到戴维最后一次换墨盒时生成的页码，并将这一信息回传给制造商。随后制造商就会知道戴维需要换新墨盒，并发一封电子邮件给他，提醒他重新订购。此外，制造商还可能建议戴维启动打印机的清洗功能，避免之后出现问题。受到这类指导后，戴维会在旧墨盒还没用光前就换用新墨盒，中间几乎没有宕机时间，而且他还能及时清洗打印机，确保设备处在最佳状态。

要正确使用行为指导策略，公司必须不断从客户处得到信息，避免错失给予指导的最佳时机。这种关系中的技术挑战在于，与客户进行低价且可靠的双向沟通。过去这是个难题，但正变得越来越简单。比如可穿戴设备的出现让医疗公司得以全天候观察客户，持续监控他们的行为。

耐克的新商业模式使用了行为指导策略。公司请客户加入虚拟跑步俱乐部并追踪他们的跑步数据，从而得知客户下一次健身的时间，并通过自己的应用软件，为客户提供健身音频指导和方案。这种及时且私人的联系可以建立信任，并引导客户将耐克当成健康和健身教练，而非仅仅是制鞋商。在这种关系中，若耐克敦促客户跑步，客户会更愿意听从并因此获益——他们有更大动力保持身材。当然，耐克也会获益，因为客户越常跑步，就会买越多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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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执行


以上讨论
 的所有策略都要求有客户参与。但最后这一大策略能够让公司在客户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需求时，就满足这些需求。

自动执行策略中，客户会授权公司处理一些事情，而从这一刻起，公司就接手了所有事。其中的关键要素是强烈信任感、客户为公司提供大量信息，以及公司利用这些信息准确预测客户需求的能力。对自行执行策略接受度最高的客户愿意将自己设备中的数据源源不断发送给设备提供商，也相信公司会以合理价格并在不损害隐私的情况下，利用这些数据满足他们的需求。

以下是自动执行策略可能在戴维案例中的应用。戴维在购买打印机时授权制造商远程监控墨粉量，一旦变低，公司就会寄给他新墨盒。从这时起，公司就负责管理戴维的需求，戴维则避免了不少麻烦：他不必再确定墨粉量是否变低、如何购买新墨盒以及亲自去买。相反，他只要忙自己的事就好了。到了适当时候，门铃就会响起，而他就能得到自己所需。

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各种自动执行操作都成为了可能。戴维的打印机墨盒场景并不只是种假想：惠普（HP）和兄弟（Brother）都可以在客户打印机发出“墨粉量低”信号时，为客户寄送替换墨盒。很快冰箱也可以感应到牛奶快没了并下订单，要求第二天早上之前送到。当然，这些操作是在检查完我们的日历，确定我们不会去度假，可能根本不需要牛奶的前提下才会进行。

自动执行会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有时甚至能挽救生命。以检测跌倒的传感器为例，很多老人都会佩戴这种小型医疗设备。最开始，公司通过需求回应模式开发了这类产品。佩戴传感器的老年人跌倒后需要帮助，可以按下启动求救功能的按键。但现在，医疗公司通过可穿戴联网技术，持续实时监控患者；也就是说，客户遇到困难时不必主动请求帮助了。假设有一款可以监控生命体征，并用加速度计检测跌倒的手环。如果佩戴手环的人滑倒了，从地下室的楼梯上滚下来，随后陷入昏迷，手环上的传感器会立即检测到紧急状况并请求帮助。这就是自动执行。

我们都对自动执行感到很兴奋，但要强调的是，这并非解决所有问题、适用于所有客户的最佳方案。人们对数据分享和服务商使用数据方式的接受程度，存在很大差异。有的家庭乐意在游览完迪士尼乐园后，收到自动生成的个人纪念册，但有的家庭可能认为，这种纪念册既让人不舒服，又侵犯了隐私。如果公司想让客户以自动化方式持续提供大量个人数据，就必须证明自己值得客户信任。公司必须向客户证明，自己将保障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并诚心推荐产品和服务。到了这一层面，破坏一位客户的信任意味着永远失去这位客户，甚至其他更多客户。

最后要特别指出的是，公司面向的客户可能有不同偏好，所以多数公司都要综合运用多种连接策略，而这要求公司建立一系列新能力。（
详见边栏“你应使用哪种连接策略？”

 ）“一刀切”往往都起不到作用。



重复


此前我们提到，
 个人客户旅程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识别、要求
 和回应。
 但实际上还有第四个阶段——重复。
 这个阶段对所有连接策略都极其关键，因为通过重复，单个经验会转变成具有重要意义的长期关系。也就是在这一阶段，公司从现有互动中学习，进而改变未来与客户的互动方式，同时了解到如何建立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连接策略的重复部分有助于公司掌握两种学习方式。

首先，公司会更擅长将个别客户的需求，与公司既有产品和服务对应起来。通过长时间的多种互动，迪士尼发现，某客户似乎更喜欢冰激凌而非薯条、剧院演出而非畅玩项目。接下来公司就根据这一信息为客户做出更有趣的行程安排。麦格劳-希尔注意到某学生做不好复利计算题，因此引导学生查看正好能帮助他攻克难题的材料。Netflix发现某客户喜欢看政治讽刺剧，于是为他推荐相关电影。

其次，公司在重复阶段可以进行族群层面的观察学习，进而对产品和服务组合做出明智的调整。如果迪士尼发现游客对冻酸奶的总需求上升，就会增加园区内售卖冻酸奶的摊位数量。若麦格劳-希尔注意到多位学生做不好复利计算题，就会改进该课题的在线教学模块。如果Netflix观察到很多观众都喜欢政治喜剧片，就会授权播映或亲自制作这一题材的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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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学习闭环都有正反馈效应。公司越了解客户，就会为客户提供越多定制化产品或服务。客户对定制越满意，就越有可能成为回头客，公司也就会得到越多数据，进而提供更精准的定制产品或服务。同理，公司通过高级定制吸引到的新客户越多，其族群层面的数据资源越丰富，公司也就可以创造更理想的产品，进而吸引更多新客户。以此类推。两种学习闭环都可以无限延展，因此公司能不断扩大自身竞争优势。

这两种闭环还有另一重要影响：公司将在长期学习中处理更深层的客户需要和需求。麦格劳-希尔可能发现，某客户不仅想学习财会，还希望在华尔街有份工作。耐克也许注意到，某跑步爱好者不仅对保持身材感兴趣，还想参加马拉松训练，为自己的第一次比赛做准备。这些知识给了公司机会；公司可以考虑扩大服务范围，与客户建立其他竞争对手难以破坏的信任关系。

当然，我们不能明确告诉你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但我们能确定以下这一点：“所供即所需”的时代已经落下帷幕。如果你想在未来数年中获得长期竞争优势，连接策略势必成为你所在公司的最关键要素之一，不论你是尝试进军现有行业的初创公司，还是想要捍卫自己市场份额的在位企业，也不论你是直接面向消费者，还是面向企业。趁其他行业伙伴还没发起攻击前，现在就开始考虑连接策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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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战略，为未来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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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要意识到目前和将来世界各国的碳排放政策，未雨绸缪在公司内部自行为碳排放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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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挑战


公司通常会考虑气候变化对自身资产和运营的威胁，但尚未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相关政策给公司战略及回报带来的风险。




解决方案


越来越多的公司预见到，将来气候变化政策会让公司缴纳更高的碳排放费用，于是自行为本公司碳排放定价，协助评估投资、管理风险、制定战略。




进展与回报


公司必须预测所在地政府未来的碳定价，制定内部碳定价（internal carbon price，简称ICP），反映碳排放量和大致须缴纳的碳排放费用。ICP计算得当，可以让公司准备好应对未来的监管，并获得长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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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世界范围内出现更多极端化天气，气候变化对公司造成威胁不再是一个理论问题。公司努力保护资产和供应链，免受强烈飓风、气温波动、火灾和洪水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公司将“气候风险”纳入考量，投资者也密切关注。但与之有关的另一个风险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碳风险，即气候变化相关政策对公司战略及回报的影响。全球变暖状况日益恶化，可以想见，政府将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收取更高的碳排放费用。这类措施可能会让未做好准备的公司出局。本文将介绍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为未来发展而采取的方法：内部碳价格（
见图表“内部碳定价的兴起”

 ）。这一方法的核心是给公司碳排放定价，反映外部碳价格。2017年，近1400家公司主动采用了内部碳定价，或计划采用。下文将展开说明，公司自行给碳定价，可以更好地评估投资、管理风险、制定战略。

详细展开叙述之前，先看看当前的背景。特朗普政府要叫停现有的气候及能源政策，美国公司或许觉得压力消失了。但世界其他地区和美国许多州正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60多个地区、国家和次国家政府——代表了全球经济体的一半——已经采取了碳排放收费政策，184个国家签署了减少碳排放的巴黎公约。墨西哥、瑞典、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和其他地区为碳排放征税，中国、欧盟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推行总量管制与交易（cap and trade）项目，为碳排放设置上限，以减少碳排放。（
见边栏“政府如何为碳排放定价”

 ）

因此，即使美国政策退步，公司也要积极管理碳定价上涨可能造成的成本增加，原因有几点。其一，州级总量管制与交易项目，已经让美国大概1/4的耗电须缴纳碳排放费用。其二，联邦和州政府政策，如针对设备、生物燃料和可再生能源效率的法规，会将一个隐性碳价格加诸必须遵守相关法规的公司。其三，向长期使用的设备、工厂和发电站投资时，必须考虑将来政府推广碳定价的可能性。最后，很多美国企业在已经采用了总量管制与交易或碳税政策的国家运营，或向这些国家出售产品。

公司发现很难将这么多政策带来的风险量化，也很难寻找潜在的机会，这是很正常的。政策千差万别、反复无常。例如，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总量管制与交易排放限额，2017年每吨二氧化碳价格5欧元，2018年涨到每吨20欧元以上。瑞典一些二氧化碳排放源也是这个价格，但还有一些排放源要单独缴纳高达每吨90欧元的碳税。加利福尼亚的碳排放限额价格是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中价格的三倍。

碳政策或许千差万别，但有一件事情几乎是肯定的：假以时日，全球各地都会启用碳定价政策。公司设置内部碳价格（ICP），可以提前为将来不确定的外部碳价格做好准备，投资者也能更清晰地看到公司在低碳世界竞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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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始

内部碳价格让公司为排放的每吨二氧化碳定价，即使公司业务目前还不是外部碳定价政策及相关条款的对象，也可以未雨绸缪。内部碳价格有三种重要用途：为有关投资的决策提供信息（特别是在项目直接影响碳排放、能源效率，或改变能源结构的时候），评估、模拟和管理与政府现有及潜在定价制度有关的财务和监管风险，寻找风险和机遇以及对战略做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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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如何为碳排放定价

政府有两种直接的碳定价机制：对二氧化碳排放征税，和基于市场的总量管制与交易体系。政府还可以制定能源相关法规，让公司产生合规成本，间接影响碳定价。




碳税。
 碳税是政府为每吨二氧化碳排放征税，但计算排放量很困难，比如一队货车尾气管排出了多少二氧化碳就很难测量。因此碳税一般不是根据实际排放量决定，而是看使用的矿物燃料里的碳含量，因为固定单位的煤、天然气和汽油完全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量是确定的。

在美国，将碳税加在已有的汽油税和煤税上，手续比较简单。炼油厂和精炼石油产品进口商已经在向石油泄漏责任信托基金（Oil Spill Liability Trust Fund）支付每桶9美分的税费，煤矿商也要付费支持尘肺病伤残信托基金。天然气处理和进口商如果缴纳碳税，会与矿物燃料提供商这方面的开支一致。这一举措可用于美国98%的二氧化碳排放，涉及的提供商仅几千家，不必追踪几百万烟囱、排气管和其他排放源。参考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北欧的上游部门碳税，税费会分散到能源价格上，鼓励提升能源效率、节约和寻找低碳能源。




总量管制与交易。
 这一项目首先限制碳排放总量，即总量管制。政府将总量分为若干份“限额”，允许持有者排放一定量的二氧化碳。限额可以拍卖，也可以免费提供给参与项目的公司，额度取决于过往排放记录。参与的公司必须向政府上报其碳排放量，用掉相应的限额。在这些项目中，公司可以在二级市场买卖限额，买卖价格就可以反映一吨碳排放的成本。


监管暗示的价格。
 政府能源政策不会一直对碳排放明确定价，有时只是给公司设置合规成本，给出隐性价格。举例来说，政府规定公司一部分电力必须来自可再生能源，或者规定某设备必须达到最低能效标准。这种情况下，碳价格不是被税或总量管制与交易决定的，但公司可以计算花了多少钱用于合规，估算隐性价格。隐性价格比碳税或限额市场决定的显性价格更不透明，而且公司之间可能有差异，但依然可以反映公司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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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ICP可能是从公司内部各个业务部门征收而来（后文会讨论），不过一般是用于经济和战略分析的理论价格。对于一些公司而言，内部定价只是目前碳税或相关国家定价的反映。一些公司也许没有在明确为碳排放定价的区域运营，但如果供应链延伸到这些区域，同样会面临碳风险，要耗费大量电力、燃料和能源密集型制成品的公司更是如此。

公司内部定价差距很大，一些公司的碳定价是一吨一美分，还有一些公司一吨100美元。与其他能源对比，每吨二氧化碳10美元，相当于每加仑汽油10美分，以煤炭为能源的发电厂每千瓦时电一美分，以天然气为能源的发电厂每千瓦时0.5美分。碳定价取决于行业、国家和公司目标（
见图表“内部碳定价范围”

 ）。在讲述公司运用内部碳定价的不同方式之前，要先了解公司如何制定碳价格。



评估碳足迹

首先，公司必须弄清楚自家碳排放量。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州）的环境相关法规不同，碳价格也不同，公司应当确定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和所在区域。美国的能源公司和能源密集型制造商已经遵守两项相互独立的规定，向美国环境保护局（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简称EPA）报告直接碳排放量，但其他许多公司尚未能将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化。

直接排放（通常叫做一级排放）来自公司所有或公司控制的来源，例如公司锅炉燃料燃烧或车队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非直接的二级排放来自公司购买及消耗的电力、热能、蒸汽和冷却。其他非直接排放（三级）发生在公司供应链中，比如购买的材料的生产运输，以及废物处理。直接排放与非直接排放的区别表明，即使公司不在碳密集型行业，也可能产生大量二氧化碳排放。例如全球再保险商Swiss Re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量很低，但2017年该公司商务差旅产生的非直接排放量是员工人均直接排放量的15倍。为提升意识，减少非必要的乘机出行，公司在业务部门采用了内部碳定价，让部门为差旅产生的碳排放付费。

绘制碳足迹的方法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畴，但有许多公开资源可以使用（
见“其他资源”列表

 ）。例如，温室气体协议（Greenhouse Gas Protocol）制定了一套评估及管理公司碳排放的标准化方法，还提供计算与上报标准、各部门指南以及计算工具。



[image: ]




预测未来碳价格

确定碳排放量之后，公司应当考查当前碳价格和预计将来碳价格的影响。首先要评估目前所在国家或将来计划进入的国家现有的气候政策。在实施总量管制与交易政策的地区，一吨碳的价格在配额市场（如European Energy Exchange平台）中公开。在其他地区则可以根据当地税法确定碳税率。另外，一些国际组织根据现有政策测算了显性和隐性的碳价格。世界银行在每年的“碳定价状态与趋势”（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中提供各地监管系统的最新数据。OECD前不久发布了“有效碳价格”（effective carbon rates）解释显性碳价格（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配额价格）和隐性碳价格（如汽油税和相关监管规定）。

当前碳价格是重要数据点，但若要制定长期战略，公司还必须预测未来碳价格。由于政府不会提供清晰连贯的碳价格参考，而且将来可能影响碳价格政策的技术和经济发展尚未可知，要预测碳价格十分困难。不过可以运用一种合作方法。

2017年碳信息披露项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简称CDP）和We Mean Business联盟开展了碳定价通道（Carbon Pricing Corridors）项目，让大公司确认达到巴黎公约目标所必要的行业碳定价级别。例如化学工业（根据代表约2000亿美元市值的几家公司高管提供的信息）2020年的碳定价应为每吨30美元到50美元，2035年涨到每吨50美元至100美元。这些数据展示了有关公共政策影响商业的三个重要事实。第一，公司不能只关注当前政策规定，2020年的碳价格比目前多数国家气候政策定下的碳价格高得多。第二，将来会出现更激进的气候政策，平均碳价格会随之上涨。第三，碳价格范围将扩大，时间越长，有关政策和技术发展潜在影响的不确定性就越高。

预测碳价格，须把握气候专业人士、研究机构、同类公司和环境机构提供的数据和分析，并进行仔细评估。学者和政府分析人员的预测基础是非专业人士难以彻底分析的假设。而只依赖同类公司可能会陷入小团体思维，出现有偏差的预测。公司必须培养内部专业人员或委托外部专业人士，明确公共政策以及碳价格可能的变化趋势。理想状态下，公司不仅要预测碳价格水平，还要列出变化时间轴、可能出现的极端价格，以及每种可能的情况带来的其他可能性。（
见边栏“碳价格场景及模拟”

 ）



制定内部碳价格

大致把握了外部碳价格的变化轨迹，就可以制定ICP。这需要公司对碳经济和自身运营及战略两个方面都有深入的了解。

要考虑内部碳价格用于哪个时段。公司为不同时段的决策制定不同的碳价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例如西班牙基础设施开发商Acciona投标合同时制定了以下几个不同的内部碳价格：近期项目每吨二氧化碳36欧元，持续到2030年的项目每吨二氧化碳45欧元，持续到2050年的项目每吨72欧元。

如果是中短期决策，那就根据当前碳价格制定ICP比较好。2016年Alphabet就是这样，向CDP报告的内部碳价格是每吨二氧化碳14美元，与当年度加利福尼亚总量管制与交易体系中的市场交易价一致。假如是有长期影响的商业决策，比如会影响公司商业模式等，那么可以反映未来碳价格走势的内部碳定价更有用。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极易受国内和国际范围内的长期碳风险影响，因此采用了很高的ICP——每吨80美元，比Alphabet的五倍还多，接近EPA、美国能源部和美国交通部过去十年里许多监管影响分析里碳排放的长期社会成本。

一些公司已经制定了具体的碳排放强度目标。仔细思考ICP，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很多时候ICP被纳入“影子价格”，即碳价格与其他成本一样包含在投资选项评估中。这里的碳价格并非当前的实际开支，而是反映公司对投资周期内公共政策和相关法规变化带来的碳排放成本的预测。比如一家公司正在为新的发电厂选择能源，根据目前的法规，矿物能源也许是成本最低的选项，但如果将反映未来气候政策变化的碳价格纳入考虑，那么可再生能源或许更有成本优势。相似地，影子价格可以反映出与投资相关的隐藏成本。康菲石油（ConocoPhillips）表示，将影子价格纳入考虑后，公司放弃了一个原本看似很有经济价值的投资项目。

有时内部碳价格不只是假定成本。就像Swiss Re的案例一样，内部碳价格可以用来真正为碳定价，向各部门收取碳排放费用。制定ICP的目的是鼓励低碳投资和行为，因此一定要设得足够高，推动改变。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根据各部门能耗和排放量收费，收取的费用可以用来奖励减排表现最突出的部门，也可以继续投入公司节能项目。2012年微软采用了内部碳价格体系，让各部门为一级、二级和三级碳排放负责，每吨定价从5美元到10美元不等。各部门缴纳的费用汇入一笔中央基金，重新投入内部能效、绿色能源和减排项目。自2012年至今，微软每年节约能源成本超过1000万美元，减少排放量接近1000万吨。

最后还要考虑公司如何鼓励高管开展减排项目。如果公司制定宏大的节能目标，并为管理者提供相应的奖励，ICP更高会有助于实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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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价格场景及模拟

设定内部碳价格，不仅要预测可能出现的外部碳价格，还要考虑极端价格。评估碳风险时，管理者和投资者应当考虑运用基于场景和模拟的模型，改进评估方法。

标准的评估方法是，根据未来可能的碳定价对成本的影响，模拟未来现金流。场景则可以让公司进行更准确的评估。基于场景的评估需要至少两种可能的场景，不过一般都会有三种：最好的情况，最有可能的情况，最坏的情况。然后估计每种情况下的现金流，获得的不同结果可以当作风险价值（value at risk），表示极端碳价格情况下投资价值的波动。

举例来说，一家公司评估了三种场景，最有可能的情况是项目价值一亿美元（碳价格为每吨15美元），最好的情况是项目价值1.2亿美元（每吨二氧化碳10美元），最坏的情况是项目价值4000万美元（每吨二氧化碳25美元）。这个范围相当大，与最有可能的情况相比，项目价值可能高20%，也可能低60%。但通过这样评估每种可能的情形，我们可以更好地判断向项目投资的潜力和风险。在这个案例中，假设最可能的情况有50%的概率出现，其他两种各25%，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项目预估价值是9000万美元［（1亿×0.5）+（1.2亿×0.25）+（4000万×0.25）］。这样的场景评估显然比只根据ICP得出的评估结果更全面。

这个方法更进一步，就是基于模拟的评估。模拟评估关注的不是几个可能的场景，而是影响未来现金流的重要变量的概率分布。用概率分布图表示出未来碳价格的可能趋势，公司分析人员可以给出反映世界各国情况的项目估值。这种方法涉及复杂的计算，但Oracle Crystal Ball等通用软件都可以轻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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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诸实行

再详细看看公司如何参考内部碳价格进行新投资、风险管理和长期战略相关的决策。


新投资。
 评估投资时，公司可以评估每个选项的碳足迹，并用内部碳价格预测可能的碳成本。例如，为新工厂选择能源时可以应用ICP预测对比矿石燃料发电和可再生能源的碳成本。内部碳定价和预估碳足迹得出的结果作为财务成本呈现在项目的净现值里。

运用内部碳价格，可以对生产成本有更清楚的了解，给能源、机器和材料制定一个将来很可能上涨的隐性价格，从而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提升财务估值质量。2016年，米其林设定了每吨50欧元的内部碳价格。将这个价格与项目全程的预计碳足迹相乘，公司得以预测项目的碳成本和投资回报。如此一来，米其林高管得以在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升级锅炉和后勤相关决定时考虑隐性碳成本（即使目标市场尚未有政策规定碳价格）。米其林有意设置了高于欧洲和中国规定的碳价格，目的在于预先为尚无气候相关法规的市场和现有法规可能变得更加严格的市场做好准备。


风险管理。
 气候政策变化速度很快，政策规定的碳价格也可能突然变化。内部碳价格可以用来评估政策变化的影响，以及在公司直接可控的运营以外供应链各阶段受碳风险影响的可能性。管理碳风险与管理其他财务风险（如货币汇率波动）和合规风险相似。

在有总额限制和交易体系的地区，发电厂和工厂必须付费购买碳排放额度。碳价格更高，使用化石燃料的成本就更高，故而可以鼓励公司转向清洁能源。公司通过能源投资决策和碳排放交易（包括提前购买和储备未来会涨价的碳配额），尽量免受碳价格上升的影响。内部碳价格为许多公司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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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碳定价范围

一些公司的内部碳价格每吨仅一分钱，还有公司高达每吨100美元。碳价格高低取决于行业、国家和公司目标。以下是2017年185家公司的碳价格范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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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P也有助于合规。加拿大金属矿业公司泰克资源（Teck Resources），为了更好地理解公司在多种碳定价和政策法规场景下可能的风险，开展了全面的分析。例如，评估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运营时，公司假设了多种情景，ICP范围从每吨30美元（与当地政府当前的税率相当）到每吨50美元（预计2021年当地税款）。这样一来，公司得以预测，2022年可能的碳成本大致在4500万美元到8000万美元之间——这个信息可以为财务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重要的一点是，碳风险管理不应限于公司运营。内部碳价格可以让公司为供应商设立标准，并设计减少碳排放的合作方式，从而减少供应链各个环节的碳风险。


战略。
 内部碳价格可以辅助长期战略，促使公司实现减排，并帮助公司找到新的市场和盈利机会。举例来说，瑞典包装和加工公司利乐（Tetra Pak）将ICP用在新产品开发中。利乐参考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定价，设置了动态ICP，底价为每吨10欧元。这样的价格帮助公司估计将循环材料和可再生材料用在瓶盖、纸箱和其他包装物上的潜在财务影响，并促进公司在供应链上引入更多可再生材料，还帮助公司采用含铝（生产铝要消耗大量能源）量较低的创新包装材料。高盛采用内部碳定价，以实现碳中立的目标。在更广泛的层面，高盛对碳经济和情景规划的深入了解，使之成为全球清洁能源公司的主要资金提供者及绿色债券等新产品的主要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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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资源

《如何制定公司内部碳价格》 （How-To Guide to Corporate Internal Carbon Pricing: Four Dimensions to Best Practice Approaches），Ecofys、Generation Foundation、CDP，2017 年



《碳定价经济》（The Business of Pricing Carbon: How Companies Are Pricing Carbon to Mitigate Risks and Prepare for a Low-Carbon Future），曼约·阿鲁瓦利亚（Manjyot Bhan Ahluwalia），Center for Climate and Energy Solutions，2017年



《高管如何制定内部碳价格》（C-Suite Guide to Internal Carbon Pricing），Ecofys、Generation Foundation、CDP，2017年



《CDP 最佳碳定价实践》（Carbon Pricing: CDP Disclosure Best Practice CDP），CDP，2018年温室气体协议计算工具https://ghgprotocol.org/calculation-t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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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说服利益相关者

公司应当定期重新评估内部碳价格与运营及战略决策的结合，并利用评估结果对碳价格进行调整。例如，如果ICP未能充分减少各部门的碳排放量，或者公司运营地区的碳价格高于公司内部碳价格，就需要提高内部碳价格。

要为应对碳风险做好准备，公司要下定决心，实现文化上的转变——首先从董事会和高管层开始。领导者必须向全体员工传达公司的减排目标及战略，并考虑为目标提供奖金。公司应当与供应链各环节的合作伙伴分享ICP项目的目标，与供应商及客户合作，减轻碳风险。这样做有助于优化ICP，促进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客户、供应链合作伙伴、绿色基金指向的当地社区，以及最重要的——投资者）的合作。

投资者越来越希望了解公司在气候变化政策下管理风险和机遇的方法。例如世界顶尖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前不久宣布督促公司公开气候变化对其业务的影响。2017年，埃克森美孚60%以上的股东通过一项决议，呼吁公司进一步披露长期的气候变化政策带来的财务风险。

情景规划技术与对气候政策风险的严谨分析结合起来，可以为高管提供广阔的视角，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公司在多个有碳定价的地区可能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发展这几项能力，有助于管理者更有效地与政策法规制定者交流。



开始行动

许多公司尚未为碳排放定价。一些公司碳排放量不大，所以认为未来的碳政策不会对现金流产生大的影响。这种假设往往是错误的。一级排放量很少的公司，二级和三级排放量也许十分可观。还有一些公司无法预测和评估未来可能出现的政策和法规，也没有完全意识到碳危机离自己有多近。

不过，内部碳定价的迅速普及表明，越来越多的公司认识到这种方法在竞争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意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为经济“脱碳”，公司必须理解并主动应对碳风险，才能保持长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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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开始认真对待可持续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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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多年来，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ESG）并非投资人的首要考量。如今机构投资者和养老基金的资产增长，已经大到无法通过多样化绕开系统性风险，所以必须考虑投资组合中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新观点


在采访了43家全球机构投资公司的70位高管后，我们发现ESG是这些高管最关心的事。股东很快就会要求企业领导者承担ESG绩效，有些已经在这么做了。




对企业的意义


企业作为回应，必须公开发表使命宣言，和投资者分享整合报告，让中层管理者更多参与进来 ， 提 升 量 化 和 报 告ESG的内部系统，并进一步分享影响ESG和影响力表现信息。






关于这件艺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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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企业领导者都知道，
 在解决气候变化等刻不容缓的问题上，企业扮演关键角色。


但很多人也认为，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活动违背了股东意愿。因此，一些大型投资机构领导者虽然嘴上说重视可持续发展，但在实践中，投资者、投资组合基金经理和卖方分析师很少和高管讨论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企业领导者的印象，还停留在ESG在投资圈还没有成为主流的时代。

这种看法已经过时。最近，我们采访了43家全球机构投资公司的70位高管，包括全球三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先锋集团和道富银行）以及加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CalPERS），加州教师退休系统（CalSTRS），日本、瑞典和荷兰的政府养老基金等巨额资产拥有者。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涉及了这么多大型投资机构的这么多高管。研究发现，ESG几乎普遍成为这些高管最关心的事。

当然，投资者数十年来一直在表达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忧，但却是近几年才开始落实到行动上。研究中多数投资领导者认为，投资机构正采取行动，企业将可持续发展问题整合到了投资标准中。有一点很清楚，股东很快将要求企业领导者承担ESG绩效，而有些企业已经在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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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议题对长线投资者来说，重要程度极大增强。”道富环球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和CEO赛勒斯·塔瑞普瑞瓦拉（Cyrus Taraporevala）告诉我们，他的观点在其他采访中也得到证明。“我们想分析类似气候风险、董事会质量或网络安全等实质性问题，分析它们对财务价值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我们已经逐渐将这种整合方式应用到所有投资中。”

资本市场正在经历巨变，有数据为证。2006年，联合国支持的负责任投资原则（PRI）问世，资产管理规模达6.5万亿美元的63家投资公司（资产拥有者、资产管理者和服务提供者）签署承诺书，将ESG议题整合到公司的投资决定中。截至2018年4月，签署机构的数量增长到1715家，相当于81.7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规模。根据富时罗素（FTSE Russell）发布的2018年全球调研报告，目前全球资产拥有者超过半数在制定投资战略时，会评估或执行ESG相关内容。

但很多企业管理者似乎对这一新现实缺乏了解。美银美林证券近期一项调研表明，美国高管低估了将可持续投资作为战略的投资机构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比例，平均比例为5%，但实际比例接近25%。

为应对这一转变，企业领导者可以采取的首要步骤，是确定促成变化的背后力量。一旦他们了解了投资者为什么现在如此重视ESG议题，就可以在机构内进行改革，最大化股东的长期价值。



什么带来改变


过去5年左右的时间里，
 投资者对ESG议题越来越感兴趣，有6个因素起到了助推作用。




投资公司的规模。
 投资行业集中程度很高。前五大资产管理者掌握有22.7%的外部管理资产，前十的公司掌握了34%。大型投资公司规模很大，现代投资组合理论（投资者可通过在投资组合中整合风险程度不同的资产类别，降低波动性，最大化投资回报）已经无法用于缓解系统性风险。一家小型投资公司也许可以通过投资“末日”股票，例如黄金或建造庇护所的公司，对冲气候变化等系统级风险。但当公司管理资产达到数万亿美元时，已经无法对冲全球经济。简言之，其规模太过庞大，已经和地球命运休戚相关。此外，类似养老基金这样的大型资产拥有者必须眼光长远，因为他们有长期负债，必须计划好，如何支付接下来100年的退休金。正如拥有1.6万亿美元的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资基金首席投资官水野弘道（Hiro Mizuno）所说，“我们是负有代际责任的典型集体资产拥有者，所以天生眼光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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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很重要

可持续投资和实质性有关。如果企业试图投入大量金钱，解决所有和环境、社会以及治理（ESG）议题相关的问题，那该公司的财务表现可能会出问题，但那些关注实质性议题的公司一般比不关注的业绩好。

实质性在不同行业意义不同。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为其分类系统中的77个行业，都确定了实质性ESG议题。例如，食品零售和分销公司的实质性议题包括，温室气体排放、能源管理、可达性和可负担、劳动公平和公平营销及广告。对互联网和媒体服务行业来说，包括能源管理、水源及废水管理、数据安全和客户隐私、多样性和包容性以及竞争性行为。

莫札法尔·坎（Mozaffar Khan），乔治·希拉费（George Serafeim）和亚伦·允（Aaron Yoon）联合进行的一项研究，用实证证明在实质性议题上表现出色，会带来更高的财务回报。更惊人的是，研究者发现，在实质性可持续议题上评分出色的公司，绩效比评分低的公司好很多，但在非实质性议题上评分很好的公司和评分很差的公司绩效却差不多。

主流投资者希望看到，它们投资的公司专注于对财务表现有影响的实质性ESG议题，而非投入含糊其辞的“可持续”概念。



（返回原文阅读）









财务回报。
 很多企业管理者仍然将可持续投资与之前的社会责任投资（SRI）画等号，并认为从原则上来说，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必然要牺牲部分财务回报。这种观点已经过时。根据哈佛商学院乔治·希拉费（George Serafeim）等人（包括本文作者之一的埃克尔斯）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构建流程，量化、管理并就ESG议题进行绩效沟通的企业，在接下来的18年里，和精确匹配的对照组相比，绩效更出色。在另一项研究中，希拉费和同事证明，ESG议题方面的高绩效和较好的财务回报之间有正相关。

投资者证据也佐证了这点：北欧联合证券研究（北欧地区最大的金融服务集团）在201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从2012年-2015年间，ESG评分最高的公司和评分最低的公司相比，绩效高40%。2018年，美国银行美林证券发现，ESG记录较好的公司，比其他公司三年回报率更高，更有可能成为高质量股票，价格大幅下降可能性更低，破产可能性更低。同年，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Amundi Asset Management）发现ESG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有地域差异。对欧洲地区的资产组合来说，治理方面的因素和出色绩效之间有特别的关联。而对北美地区的资产组合来说，环境因素是最重要的指标。

新一代可持续投资的关键，是关注影响公司价值的“实质性”ESG问题，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对一家电力公用事业企业来说是实质性的，但对于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则不是。供应链管理对于一家在发展中国家雇用低成本员工的成衣公司来说是实质性的，但对一家医药公司则不是。（
见边栏“实质性很重要”

 ）


需求增长。
 养老基金等资产拥有者正在不断提高对资产管理者的可持续投资战略的要求。凯利投资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达1450亿美元的积极管理公司）ESG投资项目主管、资产组合经理玛丽·麦奎林（Mary Jane McQuillen）说，近年来向公司问询ESG的数量明显增多。背后原因是什么？不仅精明的资产拥有者意识到，可持续投资可以带来更多回报，还有就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包括高净值人士也很关注非财务产出。“我们最富有的客户希望看到自己的投资帮助世界变得更好，真正改变了世界。”瑞银集团（拥有高达2.4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规模的财富管理业务）可持续金融部门主管里娜·罗哈斯（Rina Kupferschmid-Rojas）提到。

由于ESG投资选择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很多资产管理公司正忙于推出新的服务项目。自2016年起，瑞士联合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的可持续和影响力投资数量增长超过两倍，资产管理规模达170亿美元。“我们看到可持续和影响力投资产品资产规模激增，”该部门主管迈克尔·保丁格（Michael Baldinger）说，“客户需求在过去24个月间加速增长。”

资产拥有者已经认识到可持续投资的重要性。“过去我们必须花很多精力向投资圈的同事解释ESG的重要性，”瑞典养老基金AP2的CEO伊娃·哈维森（Eva Halvarsson）称，“现在问题已经聚焦于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最有效地从ESG整合中获取价值。”




信托责任的观点演进。
 机构错误地认为，可持续投资意味着牺牲部分财务回报，觉得信托责任仅仅意味着关注回报，因此忽略了ESG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较长时间内的影响。但是，近来的法律意见和监管方针清晰表明，不考虑此类因素违背了信托责任。尽管美国仍然在慢慢消化这一新情况，但加拿大、英国和瑞典等国家已经采取措施，重新定义信托责任的概念。2018年11月28日，瑞典国会批准了四项改革，要求四大国家养老基金在可持续投资领域承担示范作用。PRI

政策部主管威尔·马丁代尔（Will Martindale）对股东直言，“如果不能将ESG议题整合到投资中，就是未能履行信托责任。”



投资公司内部的涓滴效应。大型投资公司CEO或首席投资官支持可持续投资是一回事，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在日常投资决策中践行这种理念是另一回事。过去，投资公司的ESG团队和投资组合经理以及行业分析师（买方和卖方都是）是分离的，情况类似于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和业务部门分离。如今高管正在确保ESG分析被整合到分析师和投资组合经理最基础的金融活动中。荷兰大型养老基金ABP开展了一项计划，在所有资产类别中整合ESG，“社会责任投资是我们投资理念的中心，”APG（ABP的资产管理者）的全球社会责任投资和治理部门总经理克劳迪亚·克鲁泽（Claudia Kruse）说，“投资组合经理要在风险、回报、成本和ESG等各项指标下，评估所有投资。这是内部文化的演变。”

这将改变投资者和公司的互动方式，以及企业高管看待可持续投资的方式。投资团队和企业CEO及CFO之间，投资者ESG团队成员和企业同行之间的关键对话，都将聚焦于关于实质性ESG议题的切实沟通。当买入卖出公司股票的人将ESG融入实践，公司领导者将被迫在内部做同样的事情。

有一个案例很具代表性。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者、资产管理规模达6.1万亿美元的贝莱德集团，将ESG整合到财富分析中。公司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多年来都在倡导可持续投资的重要性，但将ESG标准全面整合到公司投资战略不能一蹴而就。贝莱德公司的可持续投资首席投资官塔里克·方西（Tariq Fancy），把将ESG因素整合到传统金融分析，比喻为改变行为的练习。“一些投资者天生想这么做。另一些由于资产类别、地理位置和投资风格等原因，需要花更多时间看到它的投资价值。”他说。方西曾是一名投资者，没有环境或社会非营利组织的背景，这让他和投资团队打交道时拥有可信度。鉴于贝莱德的规模，改变整个机构投资者的行为习惯需要时间和努力。“但如果我们能在贝莱德做到，就能在整个资本主义市场做到。”他说。

有一个因素有利于方西等首席投资官的工作：企业大多数雇员越来越多由千禧一代构成，ESG在任何业务分析中都是核心。哈维森告诉我们，AP2员工的20%都是千禧一代，“他们觉得在日常工作中融入可持续发展是很自然的事。”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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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的温室；中国罗平县油菜花田；加利福尼亚里士满汽车码头






投资者ESG行动主义增多。
 金融市场中股东行动主义的数量正在增加，ESG日益成为这些行动的中心议题。过去，股权和固定收益投资者并不理会这部分内容，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持有股票或债券，在不想要或认为资产价值达到峰值时卖掉它们。但想要长期持有股票的积极管理者和一直持有股票的被动管理者有了激励因素——可以看到公司解决能够提高其财务表现的实质性ESG议题。积极参与的一种形式是代理决议和代理投票，这是可持续投资积极所有权战略的一个方面。根据ESG研究和咨询公司机构股东服务（Institutional Shareholder Services）数据，截至2018年8月10日，美国已经有476项环境和社会（E&S）股东决议存档。聚焦E&S的所有决议份额从2006年-2010年的约33%，到2011年-2016年的45%。截至2017年，已经超过50%。这些决议的主要议题包括气候变化等环境议题、人权、人力资本管理、员工团队及公司董事会多样化等。

就连一些行动主义对冲基金（actvisthedgefund，也译作维权对冲基金）也开始加入可持续投资。例如，JANA Partners推出了JANA 影响力资本基金（JIC），并联合CalSTRS鼓励苹果公司解决儿童及青少年过度使用苹果手机的问题。（本文作者之一埃克尔斯是JIC咨询委员会成员。）JANA合伙人之一、JIC投资组合联席经理查尔斯·彭纳（Charles Penner）称，施压产生了效果。“苹果公司在我们提出担忧的第二天，很快承诺保证最年轻用户的安全，并在此后发布了新的安全措施。”他说。ValueActCapital公司CEO杰夫·厄本恩（Jeff Ubben）在2018年伊始推出ValueAct Spring Fund，首次买入美国爱依斯电力公司，自从厄本恩加入该公司董事会以来，公司加速了从煤炭到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并根据气候特别小组财务信息披露建议，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成为首家这么做的美国上市电力公司。随着公司碳减排目标的不断发展，它吸引了之前对其没有兴趣的欧洲及加拿大ESG投资者。厄本恩告诉我们，“我们的目标是，让ValueAct春季基金资产组合中的每家公司，都能从长期环境和社会价值中，获得可持续股票溢价。”

一些投资者不具备贝莱德这类公司的规模和资源，也并非JANA这样行动主义导向，它们正在和Hermes股权服务 （Hermes EOS）等类似团体合作，让公司参与ESG议题。截至2018年9月，Hermes EOS已经代理了45家资产拥有者和资产管理者客户，资产管理规模达4680亿美元。2017年，它在关于环境、伦理、治理、战略、风险和传播方面相关的1704个问题上，和659家公司合作，其中1/3取得了进展。“我们并非仅仅搜集信息，”Hermes EOS负责人汉斯-克里斯托弗·赫特（Hans-Christoph Hirt）解释道，“而是试着带来改变。”

另一个团体Climate Action 100+，包含320家投资者，资产管理规模达32万亿美元，正在游说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公司，在更大范围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并设立减排目标。CalPERS的战略主管安妮·辛普森（AnneSimpson）将这种联合描述为“不可抵挡的力量”，向前推进着不愿做出改变的大型碳排放机构“难以撼动的目标”。“之前从未有过目标如此清晰的大型机构投资者的全球集结。”她认为。



什么在阻碍ESG投资的发展

虽然有很多力量在推进ESG投资向前发展，但要克服的阻碍也不少。最大的投资障碍就是，多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并非针对投资者，而是其他利益相关者，例如NGO，因此对投资者来说没什么用处。当然会有一些数据供应商会从各处搜集所有可能得到的信息，包括公司能提供的所有报告或数据，从一定程度上评估ESG绩效。但相比公司直接提供的综合性ESG信息报告，前者是很差的替代。

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和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本文作者之一埃克尔斯是创始主席）等机构正在努力弥合这一鸿沟。但迄今为止，没有政府授权标准化的使用，即使公司选择采用标准，报告涉及的数据也很少受第三方严格审计。

尽管ESG数据领域仍然有点像西部荒蛮世界，但信息的质量和可用性已得到大幅提高，多亏了来自市场、NGO以及监管者——例如欧盟要求所有达到一定规模的公司必须每年报告非财务信息——的努力。“ESG数据的质量并不完美，”贝莱德公司的方西说，“但进步很快。”



为新纪元整装待发


我们的研究发现，
 公司如果想为可持续投资的新纪元做好准备，可以采取5项措施。




清晰阐明公司使命。
 拉里·芬克2018年给CEO们写了一封题为“一种使命感”的年度信，激起热议。信中写道“为了基业长青，每家公司都不应只注重财务表现，而应展现出它如何为社会带来积极贡献”。在2019年的信件中，他详细解释了“使命&利润”，称“使命不是对利润的追求本身，而是实现利润的鼓舞力量”。他进一步阐述，“利润绝不会和使命相矛盾，事实上，利润和使命难以分割。”贝莱德公司投资管理全球主管米歇尔·艾德金斯（Michelle Edkins）说，“一些人认为‘使命’意味着远离盈利能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牛津大学教授、企业使命专家科林·迈耶（Colin Mayer）在近期采访中告诉我们，“公司使命并非仅仅创造利润，而是在创造利润的过程中，为人类和地球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对董事会成员来说，试图向外界传达公司在社会中的位置，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发表“使命宣言”。其中，董事会会详细说明公司存在的原因，列出对公司持续发展最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并列出评估和奖励高管决策的时间框架。关键是这份宣言要来自董事会，因为它的作用是代表了企业的代际义务。Hermes EOS刚刚推出参与度活动，鼓励公司董事会发布此类宣言。“明确企业使命，对董事会的效力有根本性作用，”公司的赫特说，“这是和投资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建设性交往的基石。”




什么是可持续投资？

可持续投资有几个不同的战略，可以结合使用。这里是7个常见战略：


•  负面/排他筛选
 （排除行业或国家中会引起异议的公司）


•  基于规范的筛选
 （排除违反诸如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等通用规范的公司）


•  积极/最优筛选
 （选择ESG绩效特别出色的公司）


•  可持续主题投资
 （例如关注洁净水源或可再生能源的基金）


•  ESG整合
 （在基本面分析中加入ESG因素）


•  积极所有权
 （和资产组合公司深入互动）


•  影响力投资
 （寻找在ESG议题上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获得了财务回报的公司）。



关于可持续投资，有一个值得分析的例子：马茨·安德森（Mats Andersson ，AP4前CEO)，帕特里克·博尔顿(PatrickBolton，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弗雷德里克·萨马马（Frédéric Samama，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机构客户联合主管)共同研究出一项战略，帮助长期被动投资者在不损失财务回报的情况下，对冲气候风险。该战略需要挑选满足以下条件的资产组合公司：碳足迹比标准低50%，搁浅资产（由于管制、需求降低等因素，变成无法产生利润或被废弃的资产，例如化石燃料资产）风险比标准低50%。该模型刊登在《金融分析期刊》“对冲气候风险”一文中，已经被AP4、CalSTRS、纽约州公共退休基金（ the New York State Common Retirement Fund）、新西兰养老基金（the New ZealandSuperannuation Fund）等机构使用。如今，用这一战略进行管理的资产约有500亿美元。






改善与股东的互动。
 全资产类别中所有的主动或被动投资者，都在寻求和资产组合中的公司更深层次的接触。随着“可持续投资”逐渐等同于“投资”，股东们会希望直接和包括CFO在内的C级高管以及董事会接触。“使命宣言”成为良好的基础，但它应当成为为股东提供的更广泛的整合性报告的一部分。正如国际综合报告理事会（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所定义的，“整合报告用简洁的方式告诉大家，企业战略、治理、绩效和远景展望如何在外部环境下，创造价值。”这意味着在实践中，公司发布的报告应当包含一份实质性分析，说明影响公司财务表现的ESG议题。这类报告有效地向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证明，公司正在采用“整合思维”思考其社会角色。这也是一种从短期财务结果导向，向长期价值创造转变的方式。

对企业来说，“使命宣言”和整合报告是和外界沟通长期计划的良好基础。鼓励企业慈善委员会（CECP）的战略投资者行动，是一项CEO同盟，为高管创造出分享公司长期战略计划的框架，并举办了CEO投资者论坛。标普500公司的近20多位高管，向资产管理规模达25万亿左右的机构投资者阐述了他们的计划，这些公司包括3M、安泰人寿（Aetna）、 美国碧迪医疗公司（Becton Dickinson）、葛兰素史克（GSK）、IBM和联合利华。

最后，企业应该自己负责季度电话会议，而不是交给短期卖方分析师。可以从去掉盈利指引标准开始。管理层可以利用这些会议解释ESG目标进展，以及这些目标对财务表现的作用。已经有公司开始这么做。根据高盛2018年的报告，标准普尔公司中近半数在四季度电话会议中提及ESG话题。




提高中层管理者的参与。
 ESG议题正从投资机构CEO和CIO级别，逐渐渗透到分析师和资产组合经理级别。企业需要看到现状，通过确定实质性ESG议题并予以管理，提高中层参与度。毕竟，中层是将资源用于实现战略目标的人。“当业务部门开始关注‘ESG’对自身目标和创新意味着什么，就

会带来真正的改变。”路博迈集团（Neuberger Berman，资产管理规模3150亿美元）ESG投资主管乔纳森·贝利（Jonathan Bailey）说，“投资者和CEO开辟了空间，但为股东和社会创造出产品和服务的，是中层。”




提高中层参与度是董事会和高管的职责。
 在适当的情况下，高管应当让中层管理者加入和投资者的沟通。业务部门的中层管理者也应当参与到决定实质性问题的流程中，找出影响公司业务的ESG议题。高管应当就财务和ESG绩效，评估并奖励中层管理者，并将时间线延长，不再按季度或年度做评估。




投资提供ESG绩效信息的内部体系。
 虽然每家大公司都有复杂可靠的IT基础设施，用于提供财务报告，但几乎没有企业有量化ESG绩效的可靠体系。ESG信息一般来自电子表格，或分门别类的专门性软件解决方案，门类包括二氧化碳排放、供应链或客户留存等。这样导致ESG数据缺乏时效性，且质量很差，为投资者和企业管理者都带来挑战。对很多希望提供整合报告的企业来说，如今主要的障碍之一，是很难同时获得ESG数据和财务信息，两者形式也不统一。为ESG信息提供标准，会对现状有改善，GRI和SASB正在做这件事。但企业领导者可以从三个方面加速进程。

首先，他们可以在外部报告中使用这些标准。其次，企业应敦促提供财务信息的软件供应商增加ESG指标。一些大型软件公司已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如果市场需求清晰，它们会更加高效和努力。第三，企业应当给审计公司施压，要求它们为ESG绩效提供担保，和财务绩效一样。这么做的确有挑战（例如缺乏标准和更出色一体化的IT系统）担忧也存在（例如债务增长），但为了适应投资者的焦点变化，这些问题是必须也是可以解决的。




提高量化和报告。
 一些ESG议题并不影响公司盈利，却对社会有影响。越来越多类型的投资者对此感兴趣，并愿为那些积极采取措施为社会做贡献的公司投资。对于想要吸引这些投资者的企业来说，难题是当下没有量化一家公司“外部性”（产品及服务对社会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的通行方法。比如地理位置的问题，中国一家替代煤电的风力发电厂，对社会的积极影响远超在挪威增加一个同类发电厂，因为后者几乎所有的能源都来自水力发电。

由多家机构联手推出的影响力管理项目（The Impact Management Project），旨在融合影响力的量化和报告。CEO克拉拉·巴比（Clara Barby）将其称为“大帐篷”，让致力于为企业和投资者创造出有用标准的人和公司汇聚一堂。企业和投资者在项目一线，将会共同成长。在分析影响力的时候，有个很好的框架，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这是由联合国确定的为确保地球可持续的未来，人类有必要实现的17个目标，包括消除贫穷和饥饿、确保负责任消费和生产、减少性别不平等等。2016年，普华永道一份由17个国家的470家公司提供的可持续发展报告研究中，62%提到了SDGs，但是只有28%提供了和社会影响力相关的定量目标。




投资者评估企业
 的方式正在发生巨大转变，质变何时到来很难预料，但不可避免。最早感受到这种变化的，将是那些股票掌握在大型被动资产管理者和养老基金手中的大企业，但过不了多久，中型企业就将接受新标准的审视。如果投资者愿意褒奖那些为社会创造长期价值的企业，公司应该抓住机会与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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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衰退中浴火重生的经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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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初，一家刚成立五年的网上书店亚马逊卖出6.72亿美元的可转换债券，稳住了财务状况。一个月后，科网泡沫破灭。此后数年中，超过半数的科技初创公司破产，其中包括很多当时亚马逊的电商对手。假设泡沫早破几个星期，就连亚马逊这样成功的企业也难逃经济衰退的影响。



连两个季度的经济负增长被定义为经济衰退（recession）。经济衰退的原因包括：经济冲击（例如油价暴涨），金融恐慌（如大衰退之前的那一次），经济预期的急剧变化（约翰·凯恩斯所谓的“动物精神”；科网泡沫的罪魁），或三者中任意两点的组合，甚至三者兼具。大多公司在经济衰退中折戟，主要因为需求（和收入）下跌，对未来不确定性增加。但研究显示总有办法减少损失。

在2010年《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战胜衰退》（Roaring Out of Recession）中，作者蓝杰·古拉提（Ranjay Gulati）、尼汀·诺利亚（Nitin Nohria）和弗朗兹·沃格佐根（Franz Wohlgezogen）发现，在1980年、1990年和2000年的衰退中，4700家上市公司中的17%尤其受挫严重——破产、退市或者被收购。但令人同样惊奇的是，其中9%的公司不仅在衰退后三年间复原，而且更胜往日，在销售额和利润上至少比对手高出10%。贝恩最近一次对大衰退数据的分析支持了这一发现。其分析中前10%的公司收益在衰退中稳步攀升，衰退之后也持续增长。此外，麦肯锡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果。

“未雨绸缪”是导致上述差异的关键。贝恩报告显示，大衰退后陷入停滞的企业中，“少有人制定应急预案，或是思考过备选方案。”“当衰退来袭，公司切换到求生模式，大幅削减开支并采取守势。”很多勉强撑过衰退的公司都需要很长时间休养生息，甚至再也无法恢复往日荣光。

公司如何才能提前做好应对衰退的准备，衰退来袭时又该如何行动？对大衰退进行的研究和案例分析给出了答案。有些情况下，它们验证了传统智慧；而另一些情况下，它们挑战了传统智慧。其中最有趣的发现涉及四方面：债务、决策、人力管理和数字转型。这四方面都说明了一件事——应对衰退是变革管理中的高压区域。公司必须保持灵活，并做好调整准备，才能成功渡过衰退期。



衰退前去杠杆

哈佛商学院的瑞贝卡·韩德森（Rebecca Handerson）经常提醒学生，“第一条规则是：别把公司掏空。”换言之，最重要的一点是，别把钱都花了。因为伴随衰退的往往是销售额下降和更少的运营现金，而渡过衰退需要灵活的财务管理。如果亚马逊在科网泡沫前没有筹集足够的现金，那之后的选择就相当有限了。但是亚马逊能够平衡对其他初创企业的投资损失，并在同年年末推出了Amazon Marketplace作为第三方卖家平台，因此在衰退期间和之后都保持了扩张，进入厨房、旅游和服装等新细分市场以及国家（加拿大）。

研究表明，在经济衰退期间，债务水平高的公司尤其容易受到影响。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沙维尔·吉罗德（Xavier Giroud）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霍格尔·穆勒（Holger Mueller）研究了美国多郡的公司停业率与相关失业率和下跌房价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房价下跌越多，消费需求降幅越大，进而导致更多公司停业，失业率上升。但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影响在债务水平最高的公司中最为明显。他们根据衰退前杠杆的高低来划分公司（杠杆高低通过债务与资产比率的变化来衡量），绝大部分由于需求下降而关闭的公司高度杠杆化。

“债务越多，你需要用来支付利息和本金的现金就越多。”穆勒解释道。当经济衰退来临，入账现金减少，“你会面临违约的风险。”为了偿清欠款，债务越多的公司，越需要大幅削减成本，往往被迫裁员。大幅削减成本会削弱公司生产力和进行新投资的能力。杠杆实际上限制了公司的选择，迫使他们做出不情愿的选择，让他们没有太多适时行动的空间。

经济衰退期间，大量债务构成风险的程度取决于多种因素。斯坦福商学院的夏伊·伯恩斯坦 （Shai Bernstein）、哈佛商学院的乔什·勒纳（Josh Lerner）和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菲利珀·梅扎诺蒂（Filippo Mezzanotti）发现，私募股权所有的企业（往往要求它们投资的公司承担债务）在大衰退期间比同等杠杆化的非私募股权公司表现更好。

债务沉重的公司之所以挣扎，部分原因在于经济低迷时期，源源不断的资本注入减缓成了涓涓细流。研究表明，私募股权支撑的公司表现更好，因为其所有者能够在需要时帮它们筹集资金。发行股票是公司可以避免债务负担的另一种方式。“如果你在经济衰退来临前发行股票，”穆勒说，“违约问题将不那么明显。”

当然，现实是，许多公司在衰退时期都有一定程度的债务。穆勒的研究发现，在大衰退到来之前债务水平上升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平均为38.3％。而在去杠杆化的公司中，这一平均值则为19.5％。研究表明，尽管没有一个精确的分水岭数字，但适度负债并不见得有什么问题。尽管如此，穆勒认为，如果公司认为经济衰退即将发生，就应该考虑去杠杆化。麦肯锡最近的经济衰退研究支持了这一点：2007年到2011年间，从大衰退中突围的公司比陷入困境的公司更大幅度地进行了去杠杆化。

麦肯锡的米希尔·迈索尔（Mihir Mysore）表示，去杠杆化有助于提早做好准备，相当于在经济衰退被坐实之前降低债务水平。“你需要仔细研究你的投资组合。”迈索尔建议道，因为清理资产可以减少杠杆率，也不必削减核心运营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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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决策

公司在经济衰退期间和之后的表现不仅取决于它做出的决定，还取决于决策者是谁。在2017年的一项研究中，哈佛商学院的拉法耶拉·萨顿（Raffaella Sadun）、法兰西公学院的菲利佩·阿格伊奥（Philippe Aghion）、斯坦福大学的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和布莱恩·拉金（Brian Lucking），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约翰·里宁（John Van Reenen）研究了组织结构如何对公司走出低谷的能力产生影响。研究者写道，“做出艰难决定的需要可能对权力集中的企业有利”，因为他们更了解组织整体，而且激励措施通常与公司业绩联系更紧密。而权力分散的公司更容易对宏观冲击做出调整，“因为本地信息的价值增加了”。

研究者的调查基于“制造商世界管理调查”数据，其中包括厂长有多少自主权进行投资、引进新产品、制定销售和营销决策以及聘用员工等问题。权力集中的公司中，厂长几乎没有裁量权；而厂长有很多裁量权的公司权力更加分散。研究者还检查了美国人口普查中的类似内容，并将其与公司报告中的销售额、就业水平、利润和其他绩效指标相匹配。他们收集的数据显示了哪些行业受到大衰退的冲击最大。研究人员报告说，“危机期间处境最恶劣的企业中，相对较好的表现与组织放权成正相关。”他们还发现，随着经济形势好转，放权的好处逐渐消失——这表明放权在不确定时期别具价值。

为什么放权有好处？“经济衰退引发了许多不确定性和动荡。”萨顿说。由于权力分散的公司将决策权下放到各层级中，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例如，能更积极地根据需求变化调整产品供给。

“一个建议是，真正地去仔细分析组织结构，因为这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之一。”萨顿说。当然，在备战经济衰退时，迅速调整组织结构并非易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无法从中汲取教训。萨顿说，“去中心化的作用是让决策匹配专业知识。”她还表示，衰退时公司容易犯紧紧抓住权力不放的错误。但经济衰退的不确定性正反映了实验的必要性，这需要组织上下一起做决定。即使公司决定不下放权力，也可以在做出关键决策时更好地收集各级员工意见。“经济衰退提供了变革机遇。”萨顿说。



替代裁员的举措

经济低迷时期，一定的裁员不可避免；大衰退时期，仅2009年就有210万美国人被解雇。然而，蓝杰·古拉提和他的同事在对上市公司的研究中发现，与通过裁员削减成本相比，摆脱危机的公司更多依靠改善运营。

因为裁员不仅伤害员工，对公司而言成本也很高。招聘和培训费用高昂，因此公司不希望经济复苏时还要重新招聘，当衰退周期不长时尤为如此。裁员也会挫伤士气，削弱生产效率，而处在衰退期的公司无力应付这些后果。

幸运的是，裁员不是降低人力成本的唯一途径，公司还可以考虑减少工时、休假和绩效薪酬。2000年股市崩盘后，霍尼韦尔解雇了近二成员工，在随后的经济衰退期处境艰难。当2008年大衰退来袭时，公司采取了不同方法，正如桑德拉·苏凯尔（Sandra J. Sucher）和沙利尼·古普塔（Shalene Gupta）在2018年《哈佛商业评论》文章《平稳裁员》（Layoffs That Don’t Break Your Company）中描述的那样。“霍尼韦尔选择了休假，根据当地劳动法规，为员工提供无薪或减薪假期。”苏凯尔和古普塔写道。这样保住了大约2万个工作岗位。尽管2008年的经济衰退更加严重，但大衰退时期霍尼韦尔在销售额、净收入和现金流方面都比2000年表现要好。

世界上某些地区的政策制定者鼓励缩短工时作为裁员的替代方案。许多国家和美国一半以上的州都有类似“缩短工时”补偿项目，让工时减少的员工能领取部分失业补偿。法国4％的员工和1％的公司在2009年采用了减少工时计划，为员工和公司均带来了回报。在2018年欧洲智库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讨论文件中，皮埃尔·卡赫克（Pierre Cahuc）、弗朗索瓦·克拉玛兹（Francis Kramarz）和桑德拉·涅瓦（Sandra Nevoux）发现，利用减少工时计划的公司裁员更少，而且更可能在大衰退中幸存。在受衰退影响最严重和债务水平最高的公司中，这种影响最为明显。研究人员称，减少工时的方法使处于劣势的公司能保住更多岗位。如果没有补贴，他们很可能不得不进行更大规模的裁员，在衰退后更难恢复，或彻底破产。研究人员估计，缩短每五名员工的工时，就能保留一份工作。他们还估计，每个岗位节约的成本比同类项目所节约的成本要低。由于替代方案有助于降低失业率，补偿计划实际上为法国政府省了钱。

休假和减少工时的另一个好处是：与裁员一样，公司可以自行决定哪些员工受到影响。相比之下，全面减薪或冻结招聘忽略了员工的生产效率，可能起到反作用，有损士气，甚至流失最高效的员工。类似，冻结招聘会不加区分地影响每个部门，没有考量不同职能应聘者的价值。

绩效薪酬，即基于一定生产效率或业务成果衡量标准的绩效薪酬补偿，是在不牺牲生产力前提下控制人力成本的另一种方式。有关高管和一线工作员工是否应采取绩效工资制度的争论长期存在，支持和反对这一管理手段的证据都很多。但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克里斯托斯·马克里蒂斯（Christos Makridis）和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毛瑞·吉特曼（Maury Gittleman）最近的研究记录了一个重要事实。通过研究2004年至2014年全美薪酬调查的结果，他们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间，美国公司更频繁地依赖绩效薪酬。虽然不能断定这一策略对公司奏效，但至少表明，在艰难时期，具体岗位更可能采取绩效工资制。研究者猜测，这是因为绩效工资将员工薪酬与环境变化挂钩，从而让公司更灵活。



投资技术

人们很容易将衰退期视为“闭关求稳”期。然而，经济低迷实际上鼓励采用新技术。在2018年的一篇论文中，Upjohn就业研究所的布拉德·赫什本（Brad Hershbein）和罗彻斯特大学的丽莎·卡恩（Lisa B. Kahn）比较了2007年至2015年网上发布的超过1亿个岗位与经济数据，研究大衰退如何影响雇主寻求的技能类型。他们发现，受衰退影响最严重的美国城市对高阶技能的需求增加了，包括计算机相关的技能。正如东北大学的阿丽夏·莫德斯蒂诺（Alicia Sasser Modestino）、哈佛肯尼迪学院和凯斯西储的丹尼尔·硕（Daniel Shoag）以及新英格兰公共政策中心的约书亚·巴伦斯（Joshua Ballance）研究发现，需求增长部分是因为，雇主以高失业率为由变得挑剔。他们还发现，一旦人力市场回暖，对技术技能的需求将恢复到更正常的水平。

但赫什本和卡恩发现，公司不仅更加挑剔，还变得更加数字化。在美国受到严重打击的地区中，公司也增加了对信息技术的投资，推动了发布职位中IT技能需求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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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公司在资金紧张的经济衰退期间投资技术？经济学家推测，这是因为衰退期的机会成本低于繁荣期。当经济状况良好时，公司有强大动力尽可能提高生产力；如果公司转移部分资源投资新技术，就会白白错过赚钱机会。但是，当愿意购买公司产品的人变少了，公司产能也不再需要马力全开，运营预算可以释放到IT项目上，且不会对销售产生影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衰退期间，应用技术的成本变低了。

这在理论上很好解释，但其他原因对管理者更具实际意义。技术可以让公司更透明、灵活和高效。麦肯锡高级合伙人凯蒂·乔治（Katy George）称，在经济衰退之前或期间，优先考虑数字化转型的首要原因是，提高分析能力可以帮助管理层更好地了解公司、经济衰退对公司产生的具体影响，以及运营改善的具体方面。

第二个原因是数字技术可以帮助降低成本。乔治说，公司应该优先考虑能够快速获得回报的“自筹资金”转型项目，例如自动化任务或数据驱动决策。第三个原因是IT投资使公司更加敏捷，因此更善于处理经济衰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快速变化。在制造业，“我们终于看到了数字和高级分析的应用。”她说。过去，制造商要么在市场上要价最低，要么保持灵活，但不能两者兼具。灵活性意味着高昂成本。然而数字技术让公司能更灵活应对产品变化、数量变化以及世界各地的供应链移动。

乔治认为，技术是决定下一次衰退与过去几次不同的一个因素。已经投资数字技术、分析和敏捷企业实践的公司可能更了解其所面临的威胁，并能更快做出响应。正如我们所见，衰退可能会在公司间造成广泛且长期存在的业绩差距。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也可以导致同样的差距。忽视数字化转型的公司可能会发现，下一次经济衰退使得克服上述差距难上加难。



[image: ]



沃尔特·弗里克
 是HBR.org副主编。





特写 Feature



企业家精神的实质：

激活文脉+打通商脉

赵磊 | 文 李全伟 | 编辑






本文提出，驱动企业创新，主要靠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内涵是两个词：文脉、商脉。商脉要做到以理服人、以利服人，文脉要做到以立服人、以例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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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去40年，中国经济实现了“富起来”，经济动力是大家常说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但仔细想想，如果把动力分成拉动力和驱动力，“三驾马车”是什么力？显然是拉动为主，需要看别人的脸色，而经济要实现又大又强，需要找到驱动力，即创新驱动。在实践中，有些地方的创新很快、很稳，但大多数地方没有进展、停滞不前。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回答这么一个问题：创新需不需要驱动？谁能驱动创新？

2018年，我多次受邀为国内企业授课，常问上面这个问题，发现答案很微妙，广东、江苏、浙江的学员往往首先想到的答案是市场、客户、需求、危机，而北方的一些学员则首先想到的答案是体制机制。强调体制机制的地方往往潜台词是要“等”，等条件成熟

很重要，这恰恰成为经济发展滞后的重要思想原因，也常常成为不作为、难创新的托词和借口。

201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下发。这被称为“史无前例”的文件，是首次以中央专门文件的形式，明确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地位和价值。41个字的题目，核心词就五个字“企业家精神”。谁能够驱动创新？答案是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无疑是今天中国社会的绝对热词，各种经济会议、报告都会谈及。但企业家精神的核心内涵是什么？内涵很重要，没有内涵就不能衡量，就无法对标。企业家精神不能泛化，要有边界。有很多学者探讨了上述问题，说是创新，说是社会责任。我不认同这些答案，企业家精神的关键内涵是两个词：文脉、商脉，两者相互助益、缺一不可。



商脉、文脉：

区分老板与企业家的关键

中国从来不缺老板、商人，缺的是企业家精神。老板、商人的特点是富而不贵，企业很难基业长青。老板同企业家有什么区别？前者对品质、品牌、创新不会自我驱动，后者对品质、品牌、创新是一种自我要求和自我驱动。

怎么区分老板和企业家呢？有两个脉络，一个是商脉，一个是文脉。老板只要找到商脉，能够钱生钱不亏本做下去。但是企业家必须得找到文脉，用文脉的力量去持续地激活商脉。最近几年，国内一直在强调“工匠精神”。有工匠精神绝不意味着有企业家精神，但是有企业家精神必然有工匠精神。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只能处于一种“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变化，这种数量关系无论如何积累，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具有质的飞跃的“经济发展”。

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刺激了大规模的投资，引发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创新行为出现。整个经济体系将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

对企业家从事创新的动机，固然是以挖掘潜在利润为直接目的，但不一定出自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熊彼特指出，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动机来自“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包括4点重要内容：1.坚强的意志。一般人会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顺流而下，而企业家会选择逆流而上，用坚定的意志去征服未知的世界。2.创造的喜悦。企业家是典型的反享乐主义者。在创造中，通过施展个人才能以获取喜悦。3.对胜利的热情。企业家有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利润和金钱是次要的考虑，而成功、胜利本身的象征意义就十分重要。4.建立私人王国。企业家经常“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对于没有其他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来说，它的诱惑力是特别强烈的。

熊彼特对企业家精神的界定更多是从自我层面、精神层面，对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论述不多。被誉为“现代企业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一向承认其深受熊彼特的影响。他与熊彼特同样强调企业家在“繁荣”这个目的上所扮演的角色比资本家更为关键，但德鲁克更多强调精英的社会责任。企业不仅要履行经济契约，也要履行社会契约。

结合上面的观点，我认为企业家精神的关键是通过文脉以持续地激活商脉。只做文脉不做商脉或没有能力做好商脉的是“慈善家”，只做商脉不做文脉或没有能力做好文脉的是资本家、老板。其中，文脉要做到：以立服人、以例服人；商脉要做到：以理服人、以利服人。



激活文脉：以立服人、以例服人

五年的企业靠产品、十年的企业靠技术、百年的企业靠文化。对企业家而言，文脉就是要在企业内部塑造归属和依赖，在外部建立欣赏与认同。对企业而言，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价值。没有价值共振，所有的文化展现都是“花拳绣腿”。评判价值共振的指标，就是看企业能不能激发一种别人分享自己的冲动。对待“美好”的最好态度，就是分享。


1.以立服人：形成文化、理念和价值共振。
 消费者不仅在消费产品，也在品味企业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美国有三位商业管理学家戴维·洛根（Dave Logan）、约翰·金（John King）、海丽·费·莱特（Halee Fischer-Wright）合写了一本书，叫作《部落领导力》（Tribal Leadership）。三位作者耗时10余年，深入全球各大企业以及机构，积累了大批一手调研素材，使此书拥有极为扎实的内容根基。《部落领导力》一书提到，在每一个团队中会有一种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决定了一个团队能够达到的境界，有五个阶段或五种境界。

第1阶段——“生活烂透了”（Life sucks），人生就是个悲剧，没有谁的生活是好过的。常常抱怨别人不行，自己也不行。价值观表现出强烈的反社会情绪。

第2阶段——“我的生活烂透了”（My life sucks），我就是个悲剧，能够看到别人生活美好的一面，只是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糟糕。折射出消极的人生价值观，个人行为是得过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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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阶段——“我很棒”（I am great），话外音是“但你不行”（But you are not）。觉得自己的生活不错，可以登上事业的巅峰，但总是很难和别人合作。觉得周围的人不支持自己，因此无法完成更伟大的目标。这类人自我感觉良好，但内心深处却充满了焦虑。因为在当今时代，越来越多的工作已经不是一个人孤军奋战能够解决的，必须依赖团队力量。

第4阶段——“我们很棒”（We are Great），“但你们不行”（But you are not）。觉得自己的团队很牛，竞争对手都不如自己。在团队内部，人们对企业文化高度认同，整个团队的氛围非常融洽。成员彼此合作，憋着劲想超越其他的团队，要做同行业最优，要成为世界一流。

第5阶段——世界很美好（Life is great），只专注于做崇高的事业，无视竞争对手的存在。《部落领导力》的作者曾经问一家研发型的医药企业“你们的竞争对手是谁？”他们本来以为会听到的答案是医药行业的龙头老大，但这个企业的管理层和研发人员听到这个问题，想了半天，说：“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我们是一家药企，我们的竞争对手是疾病和癌症。”这一阶段，人们已经不关心竞争对手，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他们的竞争对手是自己所选择并且热爱的事业，价值观是：“我们在改变历史”（We are making the history）。

日本著名实业家、哲学家稻盛和夫认为，真正伟大的企业家成长道路上会出现三种境界：一是走出混沌的境界；二是问道求真的境界；三是敬天爱人的境界。

的确，观察全球伟大的企业，它们建立了商业帝国，崛起进程是众目睽睽之下的凤凰涅槃，不仅是令人震撼的经济事件，更是有温度、有筋骨、有情怀的文化事件。企业家要实现突破，必须先放下个人利益得失，要推动整个团队的进步，要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需要拥有崇高的目标和坚定的价值观。


2.以例服人：用说服自己的优秀案例去说服社会。
 一个好案例往往会胜过一沓文件。企业也需要讲好自己的故事，只有坚定的立场，但没有鲜活的案例，这样的企业很难被识别，会被淹没在商海中。企业文化建设本身强调识别效应和错位竞争优势。

企业文化一定要讲忠诚的，但不是忠诚于领导，而是要忠诚于所在的岗位和职位。2016年3月，我在澳大利亚调研时遇到一位成功的华人企业家，他告诉我一个故事，公司有一个老客户买了一个地块，一年后因为种种原因贷款没有批准，就要转手把该地块卖到市面上去。一个当地销售人员负责此事，但他不愿意卖，原因是该地块对面有同样条件的土地，但便宜1万澳元，19万澳元就可以买到。销售希望先把19万澳元的卖给下一个客户，因为20万澳元的地，他没有看出有任何区别。公司的意图是先帮助这个老客户，不愿意让他损失订金，希望这个销售先把20万的卖掉。但这个销售是一个持牌的销售，对职业操守非常看重。华人总裁就派人去查为什么同一地段有1万澳元的差价，调查发现19万的土地下面有管道，因此看上去两边一样大，但19万的利用面积不如20万的多。查明原因后，销售人员才知道两个产品不一样，愿意把20万的先卖出去，他找到了开开心心做事情的理由。可见，虽然销售没有遵守公司的意图，但他遵守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假如公司要辞退这一员工，该员工到下一个雇主那里说明被辞退的原因，这对雇员是加分而不是减分的事情，很多注重品牌的公司也会希望员工这样做。

上述案例是成功的案例，虽然事情很小，但做到了“文化通心”，提升了企业的品牌价值，体现了企业内部每一个节点对消费者负责任的态度，展现了这样一种价值观：企业文化讲忠诚，不是忠诚于领导，而是要忠诚于所在的岗位和职位。

公司进入《财富》世界500强并不意味着有品牌价值。下面讲一个中国企业的小案例。从北京中央党校到首都机场全程36公里，有一年夏天我开车去机场，北五环只有一个中石油的加油站，车快没油了，开到加油站加油。一位加油员打开油箱，表情很痛苦，说油箱内气压很强、燃油不充分，故热情推荐我用他们的燃油宝。我并不信任这个产品，但看他大汗淋漓，有点心疼他，就让他加了。买单的时候，他拿了六盒燃油宝，说要加就需要加一个“疗程”，六盒36支，共1800元钱。离开加油站的时候，加油员还提醒我要按照顺序加，中间也不能停用，否则就没有效果了。半年过去，六盒终于加完了，我又去机场，无意间来到同一个加油站加油。另一位加油员打开油箱，表情依然很痛苦。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告诉他，这个痛苦的表情我见过，只能证明两件事情：第一，我刚加完的六盒燃油宝没有效果。第二，你们这就是一个“套路”。中石油是排在世界500强前五位的企业，但这一件小事没有展现这一500强企业对品质、对品牌应有的立场。对内，员工这么销售会消减对企业的归属和依赖，对外，消费者会丧失对企业的欣赏与认同。



打通商脉：以理服人、以利服人

企业能够解决就业、能够纳税，能够活下来，是首要的生存法则。要想好好活下去，企业需要嗅觉敏锐（以理服人），需要有经济红利（以利服人）。


1.以理服人：找逻辑、规律，找风口、痛点。
 我有很多企业界朋友，学习能力差，老想走捷径，喜欢别人成功之后，立即跟投。但实际情况是，当有人火了，所有人都关注这一领域，风口就过去了。因此，企业需要学习，需要研究经济规律，找到行业发展逻辑，这样的企业不需要等风来，它本身就是风口。

最近几年，很多人抱怨生意不好做，痛点太多。但是换一个角度，痛点就是风口，“风口太多，以致猪都不够了”。人们的体验痛点，就是企业的赢利点。痛点解决了，就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企业家要规避自己成为痛点、成为问题，最好的合作往往是“两厢情愿、一拍即合”。

例如，共享单车受欢迎是因为它能够解决大城市最后一公里的痛点。作为上班族来说，每天需要去往就近的公交站、地铁站，这个距离并不长，通常也就一公里左右，而这个“最后一公里”一直是难以解决的伤痛。共享单车，应运而生，解决了这一痛点。自2015年5月第一辆无桩共享单车首次出现在北大校园起，便得到各路资本的疯狂追逐，各种共享单车公司也纷纷出现，很快演变成一股共享经济的风暴席卷中国。短短2年多时间，共享单车在中国各大城市集中投放量超过2000万辆，在许多大城市里的闹市区，共享单车已车多为患，挤占盲道等公共资源，甚至导致全国多地出现了共享单车“坟场”的奇观。“无处安放”的共享单车，从解决痛点到成为痛点。一个无奈的现象是，共享经济成为融资经济，融资、押金、套现等成为观察共享经济的关键词，共享单车“走偏了”，ofo等昙花一现，一个个倒下。

再如，山地崎岖、没有能源资源是义乌的痛点。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义乌人到各地去收鸡毛、骨头、废旧鞋子等物品，拿生姜糖、针线等东西以物换物。“鸡毛换糖”换出了一个国际商贸城，今天义乌是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但是，义乌出名了，便遭遇新的“痛点”：1.假冒伪劣横行，削弱义乌的品牌效应；2.跨境电商对义乌传统贸易模式的冲击；3.人的状态变了，喝茶、收房租就可以活得很滋润。义乌开始遭遇“资源的诅咒”，这个城市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几十万义乌人早出晚归、披星戴月，敏锐地寻找市场痛点，知道痛点就是机遇。但义乌人有钱了，纷纷买房置地，工作、生活的状态都变了，早晨睡到自然醒，之后约朋友喝茶、打牌，晚上继续消遣娱乐，如此往复，但月末有一件事一定要做，即收房租。所以，今天的义乌要解决新的痛点。

总体而言，痛点发生的频率在加快，人们在系统性生产产品的同时，也在系统性地制造风险、释放痛点。对企业家而言，痛点意味着高风险，但水深、浪急、风大的地方恰恰有好鱼。国内有不少企业常常谈风险，之后“挽着裤腿，在河边溜达”，怕下水被鱼咬、怕湿鞋，久而久之，企业自身免疫力越来越差，这样的企业注定会停留在老板状态。所以，企业家对风险的认识不同于老板，他们天生是反享乐主义者，“嚼痛点”是他们的乐趣所在。


以利服人：路径选择比美好描述重要，要有获得感。
 企业家不能只是描述美好，更要找到实现美好的具体路径。在漫漫商路上，有的人走得轻快、有的人走得折腾、有的人走得遍体鳞伤到不了终点，究其原因不是目标不美好，而是路径选择不同。依然拿创新为例，创新模式至少有三种路径：从0到1、从1到N、从1到壹。

第一种：从0到1，概括为“从无到有”，即“普罗米修斯式”的创新。普罗米修斯把火偷来了，人类便有了火，这种创新近乎于“神话”。特点：属于突破性创新或颠覆性创新，难度极大，需要耐得住寂寞坐“冷板凳”，还不一定成功。例如，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属于新能源领域的突破性创新，英国的石墨烯革命属于新材料领域的突破性创新。中国企业有了渐进性创新，但缺乏突破性创新，一个原因是这类创新是慢功夫，急功近利不行；二是这类创新充满了偶然，要有容错机制；三是要有大师、大家，光是工人、匠人难以实现；四是知识产权要真正得到保护，不尊重知识的社会，不会孵化科学家精神和企业家精神。

第二种：从1到N，概括为“率先模仿”。特点：讨巧、捷径，找准对象以及注重时效是关键。日本企业的崛起历程就是率先模仿的典型，日本的商业文化可以概括为“向强者学习”。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陈东升的一句话广为人知，并且成为中国管理界的经典名言：“在中国，创新就是率先模仿。”通俗地说，就是要善于率先找到学习对象。回想起创办嘉德时，陈东升当时对拍卖一无所知，但陈东升选择了最好的模仿对象，国际最著名的拍卖公司苏富比。做中国的苏富比，嘉德成功了。此外，中国最火的互联网企业“BAT”，都是率先模仿的成功案例。这类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国外情况很了解，英语很好，跟踪前沿、见过强者。

第三种：从1到壹，概括为“顽固坚持”。特点：“不忘初心”，企业提供的不是产品，而是放大了的精品（故是大写的壹）。很多企业一同上路，但途中诱惑很多、刺激很大，所以诸多企业纷纷走丢了、跑乱了，这时还有人在顽固地坚持本行业最精髓的要素，坚持品质、品牌，打造精品，即“剩下的是圣人”。这类创新更像修行，是标准的文化经济学范畴，这类企业会从门槛处走到无人区，开始拥有定价权与话语权。

要有品牌，需先有品质。在国外调研时，问受访者一谈到中国企业他们首先想到了什么？答案往往是高频次的两个词：便宜（cheap）、质量不好（bad quality）。如果“便宜没好货”“会走路的钱包”就等于中国企业，中国企业是不可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也无法赢得尊重。因此，要展现中国企业对品质、对品牌“顽固坚持”的立场。

德国企业是典型的“顽固坚持”的范例。双立人（ZWILLING），创立于1731年；西门子（Siemens），创立于1847年；大众（Volkswagen），创立于1937年；保时捷（Porsche），创立于1931年；奥迪（Audi），创立于1909年；奔驰（Mercedes-Benz），创立于1886年；宝马（BMW），创立于1916年，等等。其中，宝马最早是一家以制造流线型双翼侦察机闻名于世的飞机工厂，该品牌LOGO的蓝白车标象征着旋转的螺旋桨、象征着蓝天白云，表示这一企业会用生产飞机的精工去生产汽车。对德国人而言，对品质的“顽固坚持”就是德国企业拥有全球竞争力的奥秘所在，这一公开的秘密不仅使德国企业有了获得感，也使德国和国际社会有了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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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商业文明时代

谁能成为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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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文明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新商业文明体现在：价值共享而不是相互排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利益，动态竞争、生生不息而不是竭泽而渔、舍本逐末。中国企业家应该成为构建新时代商业文明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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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
 争的本质是顺势应变、生生不息。一家企业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是其参与商业竞争的阶段性成果，而不是其最终目的。不论实际原因如何，当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竞争模式和产品不能再支配人心，或者不能继续满足人性需求并且启迪人性光辉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经营环境在永恒变化，企业自身因时应变也是永恒的选择。

参与竞争的方式不仅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也决定着商业生态的兴衰成败。在长期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不少企业用“刻舟求剑”的方式来参与竞争，甚至幻想“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企业辛辛苦苦、孜孜不倦地用战术上的勤奋来弥补战略洞见的不足，因此在商业竞争中常常陷入被动和困境，难以摆脱或快或慢、或早或晚地黯然离场的命运。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那些暂时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企图利用自己巨大的体量来实现“赢者通吃”，但是最终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不仅毁坏了整个行业生态系统，而且自身地位也岌岌可危。



探求新商业文明

这就涉及塑造什么样的商业文明这一重大问题。2000多年来，从开通丝绸之路到地理大发现，从陆地文明到海洋文明，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化时代，都孕育了不同时代的商业文明。一个时代商业文明的勃兴和演进，同时也推动了当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文明进程。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探求新商业文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

这是因为，传统能源的大量使用正在突破气候变化的极限，国际金融危机演化为对经济全球化的疑惧，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撬动了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正在挑战和改变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种种现象表明，整个地球村迫切需要建立既能创造社会财富、满足人性需求，又能推动社会进步、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的新时代商业文明。这样的商业文明是价值共享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是动态竞争、生生不息的，而不是竭泽而渔、舍本逐末的。

在新时代商业文明形成和扩散的过程中，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制度演进、社会结构、组织关系、价值观念都将出现新的变化和变革。变化和变革，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企业是随波逐流、自生自灭，还是主动适应、勇立潮头？企业不同的选择，决定着未来不同的命运。企业家不同的观念和行为，会造就各自不同的企业发展前景。一个国家企业家群体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决定着这个国家对一个时代商业文明的影响力。

中国企业家应该成为构建新时代商业文明的中坚力量。中外企业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些富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他们对人性的光明和黑暗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科技和人文、历史和现实有清晰的认知，对未来发展趋势有准确的把握；他们具备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定义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在商业实践中又能够及时实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带领自己的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商业竞争中开辟一片又一片蓝海、发现一块又一块新大陆，同时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方法带动更多的参与者共同构建一个良性互动、生生不息的商业生态系统。无数这样的商业生态系统相互连接、协同发展，就构成了新时代商业文明体系。《中庸》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西文化互融的力量

道理既然如此，那么以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价值体系来指导企业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开创商业文明新时代？

人类先贤的智慧仍然可以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大约在2500多年前，西方文明进入轴心时代，华夏大地出现百家争鸣，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学说。东西方先哲们几乎在同一个时期破译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密码。在今天看来，虽然当时各家学说在表述方式和表达内容上各有千秋，但其中蕴含的核心理念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然而不幸的是，事实上古往今来人类不同族群之间在文化和价值观上产生隔阂的历史，与人类自己试图消除文化隔阂的历史同样漫长，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之间“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甚至在许多时光里陷入彼此冷眼相对、见异而不认同的境地。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上，曾经有过大量关于东西方文明相互融通的梦想，也记载过不同民族彼此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具体事实。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这种交流往往伴随着观念碰撞、宗教战争以及对财富的残酷掠夺。其原因可能来源于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惯性、傲慢和偏见，以及个体和族群对自身利益边界的认知、固守和扩张。这大概可以归结到一个“私”字，使得“大同世界”始终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培根曾经说过：“人类心智往往在匆忙的状态下，毫无选择地吸收对事物的第一印象，并加以珍惜，从此之后事情相继发生，当初所犯的错误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不加以修正。”从这句话我们可以深刻体会出文化互融步伐之艰难、天下为公精神之珍贵。

在资讯发达、交通便捷、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的今天，东西方文化犹如一战时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双方持久对峙冲突的那种状态早就应该结束了。当今时代，以商业活动为纽带，人才与物流、信息与创意，伴随着无孔不入的资本，正在穿越数百年来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快速交互流动，可谓千帆竞进、万物互联、时空转换、蔚为大观。当然，在这个进程中，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也相伴而生、层出不穷，人类社会共同面临许多考验和挑战。全球化进程与逆全球化思潮相互对立，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相互抵触，技术进步与幸福指数相互错位，全球总体物质财富急剧增长，但是地区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凡此种种现象，再次被《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言中。这就更需要借鉴东西方先贤的文化智慧，进一步发挥今人的战略洞察能力和创造能力。

世界文明史表明，那些充满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想和智慧仿佛暗夜里茫茫大海上的一座座灯塔，永远都具备独特的价值。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还要让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和智慧具备传播和交融能力，并且与丰富的经济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造更有生机活力的价值体系。这也就好比是构建更为发达的“雷达”，为航海者提供全天候的探测、预警和导引系统。

作为东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拥有自己悠久而不曾中断的历史，具备独特而又普适的人文传统。中西文化互融就是在日益密切频繁的全球商业活动中，搭建起人类思想文化精华互鉴互融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文化传承、观念共享、东西和合、智慧交融和价值再造。

在如今这个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迅猛发展的时代，商业活动几乎涵盖了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并且深度介入人类的生活方式。企业是商业活动的主要载体，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人物。因此，参与建构中西文化互融平台的责任和使命，历史地落在了那些有情怀、有担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肩上。



当代企业“士”的使命

在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时代，如果说遍布朝野的士大夫和乡贤是“士”，承传着一个族群的文脉，铸造了全社会的精神脊梁，那么在后工业文明和信息技术时代，企业家应该当仁不让地成为当代社会的“士”。

与此同时，企业既是创造经济价值的机构，同时也应该办成一所允公允能、立德树人的教育机构。在这样的机构里，每一位管理者和员工、每一件产品和服务都应该也可以发挥传承文脉、创造价值、播撒正能量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建设成这样的机构，才能有新时代商业文明的塑造，才能使人类文明共存共荣、生生不息。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在麻省理工学院2017年毕业典礼上说：“衡量自己对人类的影响，其标准不在于点赞有多少，而在于触动了多少人的生命；不在于人气有多高，而在于你们服务的人。”他还说：“如果科学就是探索黑暗，那么人性就是黑暗中的蜡烛，照亮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前方潜伏的危险。”在商业活动全方位融入人类生产生活的今天，伟大的商业机构和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有唤醒人性光辉、承传优秀文化的历史担当。

曾国藩曾经说过：“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社会进步的力量，通常来自先驱者对于周密思维模式和高尚价值观的塑造和传播。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无论是上游的窄窄浅浅、弯弯曲曲，中游的激流险滩、悬沙飞瀑，还是下游的浩浩荡荡、滚滚滔滔，都不可能是笔直的坦途。然而无论如何，百川最终会东归到海，这个“势”不会改变。但是在曲曲折折的行程中人们往往会忘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迷失根本方向、失去初心信心。每当这个时候，“士”对社会的引导和教化就至关重要。

如何引导和教化？关键在于自己和每一位员工学会内省。其实，中国古代圣贤早已告诉我们要做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因此，有志于成为当代“士”是企业家都要经常自问：“我在忙忙碌碌中丢失的‘一’去哪里了？我在勤勤恳恳里丢失的‘中’去哪里了？”在技术迭代不断加快，商业模式千变万化的经济领域，企业更可能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迷失“一”和“中”，丧失化“繁”为“简”的基本能力。企业家要善于把握千百年来历代先贤发现的那些本质规律，洞悉人性，矢志“精一”，让企业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在市场动态竞争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为全社会生发启迪人心、化民成俗的思想和智慧。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惟精惟一”与参与全球市场的动态竞争其实并行不悖，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守经”就是“精一”和“执中”，“达变”就是在市场动态竞争中求得主动，让自己像溪水一样谦逊，像高山一样坚定，像长弓一样富有弹性和力量。

因此，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他既要拥有中流击水、乘风破浪的实践本领，同时还要具备站在高山之巅判断大河走向的远大目光。这种本领和眼光不可能与生俱来，而是既要融通中西方智慧，更要在丰富的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提炼升华思想，也就是孔子说的“推十合一”为“士”。士者，事也，凡能事其事者为士。所以王阳明坚持“知行合一”，要“在事上磨”。大事小事都能认真做并且做好，在做事中磨砺修行，在做事中体会和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才能让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企业进入一个更高远的新境界。

如今，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正在造就一个近百年来未有的巨大变局，这个变局将催生商业文明迈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企业家作为当代的“士”，当善于学习、勇于探索，奋力开拓、砥砺前行，担负起商业文明新时代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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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被“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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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T BE BLINDED BY YOUR OWN EXPERT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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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管理者容易陷入“专业知识陷阱”，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1.过度自信。认为自己在A领域的才能同样适用于B领域。2.失去好奇心。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容易让管理者失去好奇心，即便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






在职场中，
 专业知识似乎是一种纯然的优点。各大公司将其与高业绩和领导能力挂钩，在关键职位招聘时也会提出这方面要求。但我研究高管群体10年后意识到，专业知识也可能严重拖累业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不妨看看马修·布罗德里克(Matthew Broderick)的例子。2005年8月卡特里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时，他是国土安全行动中心的负责人。作为一名拥有30年应急行动经验、曾在美国海军国家指挥中心任职的准将，他似乎是主持风暴应急行动的绝佳人选。在描述自己为什么适合这一职务时，他说：“既有见识，也有胆识。”

然而，布罗德里克在得知卡特里娜飓风席卷海岸一天之后，才开始采用一些关键救援措施。他低估了这场浩劫的破坏力，部分原因在于专业人士的定式思维。正因如此，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虽然十分擅长处理军事上的危机，但在处理民间自然灾害方面没什么经验。他接受的训练告诉他要先确认每一项事实，避免在战局不明的情况下做出决策，但他并没有意识到在自然灾害面前，速度更加重要。他太过依赖军事情报，而不是相信当地或国家政府信息来源。此外，由于他在海军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知识，他错误地认为主要联邦应急官员会主动向上级汇报。他似乎觉得，在某一领域的聪明才智也能让自己胜任其他领域的工作，这种过度自信便是被我称为“专业知识陷阱”的表现形式之一。另一种情况是，领导者拥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因此失去了好奇心，变得狭隘且脆弱，即使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也是如此。摩托罗拉高管在20世纪90年代固守自己最了解的六西格玛的持续改进方法，所以错过了向数字科技转型的重要节点，大幅落后于竞争对手。大约10年之后，苹果首次推出iPhone时，技术专家立即判定其为失败之作。当时专注于自家计算机和互联计算业务的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声称，一款没有传统标准键盘的设备无法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前不久，大型零售商与亚马逊竞争时遭遇滑铁卢，原因是零售商高管过于依赖已有的商业知识和熟悉的策略，如店面设计、哪些店面需要关闭以及营销组合变化。上述几个案例中，专业人士都认为自己作出的决策是正确的，而且总是正确的。但世界在变化，闭塞的思维会导致执行力不佳，效果低于预期。

我们被当作专业人士时，眼界就会变窄，在日常工作和面临危机时都是如此。我们会变得不愿承认错误和失败，这一点会阻碍自身的发展。我们会疏远“地位”比自己低的人，因此难以获得他们的喜欢和信任。随着形势变化，我们就有可能被事业处于上升期的同事、善于学习新事物的外行人，或能够更快、更好地执行固定任务的人工智能算法超越和取代。时间一长，引导我们走向成功的专业知识可能会让我们失去幸福感、满足感，而且停滞不前。

你是否进入了创造力的枯竭期？是否感觉自己已经老了，跟不上自己所在行业的发展？同事是否不愿意再质疑你的观点？市场发展步伐是否开始让你感到吃惊？这些只是人们陷入专业知识陷阱时出现的警示信号一部分（其他信号见边栏）。解决办法很简单：让自己重回学习和成长轨道。在思想上让时光倒流，重新找回佛教所说的“初心”。

如何做到这一点？我遇到的很多高管说，他们并不希望被专业知识束缚，但在无止境的会议、邮件、截止日期和目标中，他们找不到时间来学习新技能和新方法。他们可能会参加一两个培训班，在工作之余阅读最新的商业畅销书，但依然无法摆脱专家思维和陈旧理念的限制。

不过，一些优秀的领导——那些最忙、最高效的领导，已经制定了多种策略来避免专业知识陷阱。我们可以借鉴他们的做法。



挑战自身的专业知识

专业人士固执己见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已经被贴上了其研究领域的“智者”或“最佳”标签。为了打破这一模式，请抛开“专家”的身份认同，谦逊一些，记住自己并非无所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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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自我反思。
 你是否有时通过贬低他人来彰显自己的强大？你是否会命令团队遵从你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依靠他们的能力共同寻找解决办法？你是否强迫自己始终显得“正确”？你是否非常看重自己在公司的荣誉、会议邀请和行业奖项？

如果你过度沉迷于自己来之不易的知识带来的这种地位，那么可以尝试稍微放低自己的姿态。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并没有在公司给自己建一个豪华的私人办公室，而是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隔断来办公。宜家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同样过着简单的生活，旅游时不铺张浪费，而且开着一辆旧车。高露洁前CEO、现任执行董事长伊恩·库克（Ian Cook）经常到访工厂更衣室，以便掌握工厂状况。一些我服务过的高管还会放弃自己的预留停车位，把车停在露天广场，这样便可以与普通员工一起乘坐大巴。他们会在会议、行业活动中发现他人的成就，不会将每一次成功都归功于自己。他们还会花时间倾听团队成员的心声，而不是告诉他们该如何去做。


系统性复盘假设。
 布罗德里克将军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初期做出了一些欠考虑的预设。定期反思和测试自己的固有理念，可以避免犯同样的错误。新项目或新任务伊始，记下支持该项目的三项或更多“理念”。例如，你的目标是通过进入新地域市场来推动营收增长，你可能会预设这个市场十分有吸引力，公司的产品或服务适合这个市场，而且你对它十分了解，就像此前的其他市场一样，等等诸如此类的想法。逐个分析这些预设，判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应该摒弃，并对策略或方法做出相应调整。

我曾辅导过的一名高管是一家中型医疗设备公司的高层领导。尽管该公司有着不俗的技术，但她在帮助公司获取市场份额时遇到了麻烦。我让她做这项练习，她回答道：“医疗专家是最重要的把关人。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已经垄断了与最大医院系统的合作业务。我们的技术是市场上最好的。”对这三项声明进行分析之后，她意识到，尽管最重要的把关者是医疗专业人士，但作为企业应当重视与新合作伙伴开展合作。她的公司可以支持那些希望离开大医院系统自立门户的医生。这种思维让她跳出专业知识陷阱，让她所在的公司能够以一种非传统的方式开展竞争，进而取得了不俗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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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新理念

持续学习的关键在于探索新事物。但如果你是专业人士，就很容易变得与世隔绝。其他人不会或无法像以前那样经常挑战你的观点，而且你的权威或地位可能让你远离了学习和成长的压力。定期练习以下做法，能够让你获得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且不会影响其他重要工作。


三人行必有我师。
 每个月抽出几分钟时间，反思自己从团队成员那里获得的最为重要的经验或洞见，尤其是那些在专业方面不如你或来自不同专业的同事。提出一些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引发他们思考，鼓励他们挑战你的想法并给你反馈意见。随后，确保自己能够认真对待他们的建议。奖励而不是忽略或批评那些敢于发声的人。软件公司Kronos CEO阿伦·艾因（Aron Ain）曾介绍过自己的一个习惯：他喜欢在办公室转来转去，与公司各级别的员工闲聊，或进行临时的专题讨论会，目的是获取员工对公司紧急业务问题的意见，并收集新洞见。

另一项策略是为初级员工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就他们觉得重要、但你和其他高层领导尚未考虑到的话题或问题发表意见。这类对话不仅会为年轻人提供绝佳的成长机会，还会提升你对与市场相关的趋势、技术或环境的了解。凯文·科克斯（Kevin Cox）于2016年在美国运通担任首席人力资源官时采用了这种方法：他让公司一些年轻高业绩员工参与了一个为期三天的构思研讨会，将他们提出的最佳方案上报给公司高层。这类活动无需如此正式。对冲基金天才朱利安·罗伯特森（Julian Robertson）召集的非正式讨论会常为外界乐道，讨论会期间他手下的初级分析师都有机会在同事面前辩论。尽管他经常否定一些观点，但大家都十分理解并欣赏他试图营造的这种现场辩论氛围。


重视人才的多样性。
 专家之所以创意枯竭且无法学习，原因在于他们身边的人说话、做事的方式都跟他们自己一样。当然，此类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聘请拥有不同能力、行业背景或文化背景的人。有着传奇色彩的旧金山淘金者队的主教练比尔·沃尔什（Bill Walsh）聘请了非洲裔美国助理教练，他还打造了实习项目，让这部分人才资源充分发挥作用，并让联赛受益于此，一举成名。总部位于波士顿的东方银行于2014年建立创新实验室，聘请了一群此前被业界其他金融机构忽略的人才：穿着牛仔和人字拖的有创意的年轻人。

想想你自己的团队、公司和行业，是否存在未得到重视的多元化特征，如种族、经验或其他问题？你的公司能够从来自少数群体的员工那里获得什么独特的理念或观点？不要过多干涉通过非典型渠道招聘来的少数群体的员工，保留他们原本的特质和好奇心。如果你现在不能招人，那就在会议或公司中寻找不一样的声音，让他们参与对话，并引入到自己的圈子中。


树立榜样或寻找学习伙伴。
 纽约知名餐馆Red Rooster厨师长、埃塞俄比亚裔瑞典人马库斯·萨缪尔森（Marcus Samuelsson）会与年轻人和老年人共事，以此激励自己不断学习。萨缪尔森说，有一位名叫李·切兹的厨师，来自新奥尔良，90多岁了依然“以同样的兴奋劲头提出各种问题”。哪些人能够成为你学习的榜样？你的公司或所在行业是否有人在创造力和成长方面投入异常？你要向这个人看齐，效仿其做法，并询问能否定期碰面交换意见。这个人在思考什么，阅读什么？这个人如何拓展事业，跟上潮流？

你还可以培养“学习伙伴”，例如挑战你想法的同事，以及能够让你产生新点子的人。Scripps Health CEO克里斯·范·歌德（Chris Van Gorder）会咨询一群机构内外“忠实的朋友”。他知道这些人会提供“有关自己表现的诚恳意见，尽管有时听起来比较刺耳”。你下一次与其他业务部门的人一同参加高管拓展项目时，首先就要认识一到两位可以交换意见的人。



接受实验主义

陷入专业知识陷阱的领导者与管理者不仅对新理念视而不见，而且还会停止实验，更不会冒风险。这样最终会让他们走向失败，因为他们很少学习新事物。走出舒适区，不畏惧失败，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十分重要。


经常为自己设立创意挑战。
 不要等待他人催促你进行实验。接受一切不熟悉或不寻常的任务，将其看作“科学实验”，以此来挑战自己。允许自己跳出既定规则，尝试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完成任务。以不同的方式行事不一定会花更多的时间（而且可能会提升效率），但最好还是先征求一下上级的意见，告诉他们自己正在为造福团队积极地进行实验，并承担了一定的风险。要抵制否决新事物的冲动。

通过工作之外的新追求来挑战自我大有裨益。很多成功的高管依然保留着自己的创意爱好，借此保持新鲜感和“年轻”的心态，也会将这种思维方式带到办公室。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据说一直在自学中文，高盛CEO大卫·索罗蒙（David Solomon）喜爱在曼哈顿夜店当DJ，微软前高管内森·米哈沃尔德（Nathan Myhrvold）则喜欢写食谱。


从错误中吸取教训。
 很多专家型管理者并不重视自己犯的错误，这可能是为了保护其自持甚高的能力。我研究过的优秀领导者都认为，人应该承认错误，而不是掩盖错误，对自己犯的错更应如此。你在这方面有多少自觉？每个月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思考自己所犯的大大小小的错误。是否发现了规律？你是否误解了团队成员的意见？制定决策时是否会草率做出决定？实验时是否出过错？如果是的话，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为了改善绩效，你会尝试什么新实验？

不要害怕将反思的结果公之于众。举行季度“述错”会议，讲述自己在最近几个月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以及吸取了哪些教训，然后邀请团队成员做同样的自我剖析。印度工业巨头拉丹·塔塔（Ratan Tata）曾尝试通过名为“勇于尝试”的年度大奖将这一举措制度化，该奖项旨在表彰那些将精力投入到有价值但未能成功的项目的员工。




优秀的领导者
 深知学无止境。学习是终身的追求，既能让人更加谦恭，也能够带来快乐。这些人最害怕的并非是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权威受到挑战，而是自满。幸运的是，我们都有能力将学习变为日常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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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专业知识陷阱广泛存在且十分危险，但我们可以通过重新平衡对自己的职业认知，系统性复盘假设，倾听团队成员的心声，听取不同的意见，树立新榜样，通过新追求来挑战自我以及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来彻底走出或规避专业知识陷阱。我们可以培养“初心”，作为自己专业人士视角的补充，从而迈上创意和业绩的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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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尼·芬克尔斯腾
 是达特茅斯塔克商学院管理学Steven Roth教席教授，著有《超级老板手册》一书（The Superbosses Playbook,Penguin Portfolio出版社，2019年），也是新播客The Sydcast的主持人。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这句“玩笑”

算骚扰吗

WAS THAT HARASSMENT?

尼尔·比尔登（J. Neil Bearden)| 文

夏琳 | 译 刘筱薇 | 校 腾跃 | 编辑






三位销售员入选公司领导力项目，其中一位男性用开玩笑的口吻对唯一一位女性表示，她入选该项目是因为长相。当人力资源部介入此事后，她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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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逊

如果杰克逊·皮尔斯有自知之明，就知道自己其实没资格进入领导力项目。他业绩当然很不错，但销售人员通常是看业绩说话，很明显他并不算最顶尖。所以，当老板通知他入选2019年最具潜力人员名单时，他还是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他在跨国饮料公司Coltra有望进一步发展。

杰克逊走进会议室，准备和其他成员一起参与CEO的项目启动电话会议，他很高兴见到了雷纳·沃尔夫森。雷纳做什么都很得力，不管是推销公司里最不受欢迎的饮料产品线，还是跟人相处。三年前，他从Coltra的慕尼黑办公室调到休斯顿。

“我就知道你也会参加。” 雷纳说。

杰克逊在电话上按下“静音”键，开起了玩笑。“除了手头其他工作外，还要忙这个领导力项目，真能做到吗？”他说。“这些天我忙得连邮件都快回复不过来了。”

“能做到的，你不觉得吗？”雷纳真诚地说。“听起来这是个挺不错的机会。”

“当然是个好机会。似乎你越优秀，接到的工作就越多。你知道他们是怎么选人的吗？”来自世界各地办事处近50位销售人员入选这个项目。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准
1

 ，但杰克逊认为销售业绩是重要因素。“你能来这是有道理的，但其实很多人上季度并没完成任务。”

“不过，有些销售目标太疯狂了，”雷纳安慰他说。“不知道目标是怎么定的，几乎没人达到。”

“你完成了。”

雷纳笑得有些不自然。

“英也完成了，”杰克逊说，“她一直都能达标，每个季度都如此。”

雷纳点点头。“去年她参加了这个项目。”

“还要等谁？”

“泰拉。”雷纳说。

“是的，她最近业绩很好。”杰克逊有点沮丧地说。他的销售业绩没有泰拉优秀。

“也许你能入选是因为你不擅长销售。”雷纳一边说，一边轻轻捶了下杰克逊的肩膀。

杰克逊笑了。“如果真是这么回事，为什么你会入选？把你永远留在销售团队就好了。”

“我入选肯定不是因为我长得好看吧。”雷纳说。

“是啊，没错。”正好这时泰拉走了进来，她看了看表。电话会议马上要开始了。

“嗨。”雷纳一边打招呼，一边倾过身子关了电话的静音模式。

“没准你入选也是因为长得好看，泰拉。”杰克逊开玩笑地说，但另外两人都没笑。
2





雷纳

雷纳立刻感到胃里拧了一下。他看到泰拉脸上明显不高兴的表情，也许更像是困惑，也许不是。她张了张嘴好像要说什么，但最后没说。随后CEO彼得·麦肯齐开始介绍项目
3

 ，三个人换了座位。

雷纳热爱Coltra。像销售团队里很多人一样，他大学毕业就加入公司，此后除了去柏林的欧洲管理技术学院（ESMT）读MBA的一小段时间外，他一直都在公司工作。他很相信公司的水果和苏打水产品，也热爱公司文化。没错，他对高层领导某些决策有些不满，但他很确定自己并不想换工作。公司对他很好，给了他去海外生活几年的机会。他的首选并不是休斯顿，但休斯顿办事处的销售团队实力在全美最强，所以根本不需要考虑。

此时在会议室里，他听得断断续续，不停地看泰拉和杰克逊，想弄清刚才发生了什么。他的脑子里不断闪现出对话：“骚扰”“Me too运动”“旁观者”。

刚才的对话有问题吗？他想知道。算骚扰吗？

电话中传来的彼得的声音让他想起一年前的情景。当时CEO在全员会议上宣布公司对性行为不端采取零容忍政策，呼吁全体员工将Coltra变成安全的工作场所
4

 。所有员工都接受过性骚扰培训。很多人抱怨，但雷纳听得很认真。事实上，他从中了解了女性在Coltra或其他公司工作的感觉。他还仔细阅读了辅导员提供的几项研究，内容是公司环境里哪些因素阻碍女性晋升
5

 。不过在公司大多数部门里，性别平等做得相当不错。连续几年最优秀的销售员都是一位女性：英。泰拉在这里工作当然会感觉舒服，即便有时会碰上杰克逊之类说傻话的同事。

雷纳瞥了一眼泰拉，她正低头看着桌子，皱着眉头。她不高兴吗？也许杰克逊说的正是会让女性感觉被贬低和排挤的话。渐渐地，雷纳的困惑变成了愤怒：为什么杰克逊要说傻话让自己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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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定在10点结束，但却一直开到10点15分。杰克逊匆匆走出房间，说他赶着开另一个会。雷纳跟着泰拉走出会议室，问了句她好不好。他以为泰拉知道自己暗示什么，但她只是说，“我快忙死了。项目听起来不错，但要做很多额外工作。”

雷纳努力宽慰她：“从长远来看也许对事业发展有好处。”

泰拉淡淡笑了下。

他相信自己刚才说的话。问题是泰拉相信吗？



苏珊娜

苏珊娜·比布惊讶地发现收件箱里出现了雷纳·沃尔夫森的名字。他是很少要求被特殊对待的员工，从来没惹过麻烦，工作中基本上只有晋升、加薪和表扬。她告诉雷纳随时可以过来，下午晚些时候他来了，看起来有些难过。

“本来我什么也不想说，但我给一个在柏林的朋友打了电话，她鼓励我向人力资源部报告。”他说。

“报告？”苏珊娜问。

雷纳讲述了杰克逊和泰拉发生的事。他说，尽管他知道杰克逊一直在开玩笑，而且是附和他自己起头的打趣话，但如果泰拉感觉不对，他不想袖手旁观。

苏珊娜其实不太惊讶。她之前就听说过杰克逊说话不过大脑，还经常惹到别人。但这次不一样。暗示女性入选领导力项目是因为长相而不是因为业绩，在公司划定的性行为不端范畴里属于“严重冒犯”。尽管此举算不上“明显不当行为”，更谈不上“极其恶劣”，但她知道必须认真对待。

她又补充问了雷纳几个问题，并感谢他的汇报。“现在怎么办？”他问道。

苏珊娜解释了公司处理此类指控的流程。自从#MeToo运动爆发以来
6

 ，人力资源部接到此类投诉有所增加，所以她非常熟悉相关流程。她和团队花了很多时间一再解释，但很多上报的投诉都是不值得追究的行为。她还是告诉自己，人们主动投诉总比保持沉默好。

她告诉雷纳会先跟泰拉谈，然后找杰克逊，还必须通知到两人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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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会告诉他们是我说的吗？”他问道。

“通常情况下，我们会让投诉的员工决定是否披露自己与此事有关，但由于你是在场唯一的第三人，泰拉肯定知道是你说的。”

“是的，”他说，“刚开始我告诉自己这只不过是随便评论一句，杰克逊可能没有恶意。但我向朋友解释时，感觉事情听起来比想象的更严重。我只是不想夸大严重性。”
7



“我们都不想把事情弄大。”苏珊娜说。但她担心这事可能小不了。



泰拉

泰拉听到语音信箱留言时，第一个想法是：人力资源部打电话来从没好事。加薪，升职，新任务都是经理直接告知。人力资源部只会通知坏消息，尤其是通过电话。

她以前在群发邮件里见过苏珊娜·比布的名字，但从没讲过话。苏珊娜直截了当地说：“有个投诉。”然后解释称她听说了之前一天杰克逊的话。

肯定是雷纳说的，泰拉想。她很生气。他为什么不让自己解决？为什么投诉之前不先跟她说？她想起走出会议室时雷纳脸上关切的表情。

“没什么大不了的。”泰拉下意识地说，尽管一开口她就怀疑自己说的不是真话。杰克逊从入职第一天就跟她竞争，但也没有什么新鲜的手段，她读大学、MBA还有上班时都经历过，无非是开会时打断她，偶尔利用她的想法去邀功。泰拉认为这些都是典型的男性好胜行为，但她确实不太信任杰克逊。

不过，当天这事确实比较小。晚些时候她遇到杰克逊，他笨拙地解释了一通，说只是个无心的玩笑，而且当时她是在两人说话时中途加入，如果听到之前他跟雷纳说的话就会明白。这不太像道歉，更像自我辩护，不过她正赶着开另一个会议，所以没继续谈。

“也许我应该先找杰克逊谈谈，看能不能说清楚？”泰拉说。

“随便你，”苏珊娜回答，“但我们会认真对待投诉
8

 。我建议你也认真对待。如果评论其他员工的外表让别人感到不舒服，这就有问题。”

“如果我继续投诉会怎样？”泰拉问苏珊娜，“杰克逊会被解雇吗？”

“收集到更多信息之前，我也不确定后果可能怎样。如你所知，公司对此类事情零容忍
9

 。估计有些人会建议解雇他，特别是如果你继续投诉的话。但也许事情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严重。”

彼得宣布该政策时，泰拉曾为公司的立场骄傲。不过，现在她开始考虑如此强硬是否真是好事。人人都会犯错，杰克逊的话虽然可能有点刻薄，但达不到解雇的地步，难道真有那么严重？

泰拉回到办公桌前时，感到越来越沮丧。她想到Coltra高层女性少得可怜，除了首席人力资源官外，管理层全是男性。董事会里也只有一位女性。杰克逊的不当评论是否正凸显了问题？她觉得自己可以应付这种玩笑，但一些同龄人可能做不到；又或许杰克逊本意就是为了贬低她，不管是不是潜意识。

然后她想起当时雷纳的手放在静音键上。有没有可能其他人听到了杰克逊说的话？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其他人都没开口说话？她有没有责任指出不当行为，尤其是当别人都知道时？




案例研究课堂笔记


1
 ．模糊的标准可能导致晋升、招聘和发展机会方面的决策出现偏差。




2
 ．如何评价某句话合不合适？是根据说话者的意向，还是根据听话者的理解？




3
 ．2018年，《财富》500强企业中女性管理者人数减少了25%。只有4.8%的CEO是女性。




4
 ．实验表明，领导者明确表明立场可提升或降低员工对性骚扰的关注。




5
 ．最近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升职率的差异与具体行为无关，但和被对待的方式有关。




6
 ．2018年，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发布报告称，性骚扰投诉经历过去六年稳步下降后又出现大幅增加。




7
 ．如何解决道德与义务的冲突？雷纳觉得有必要报告，又担心报告之后会有不合理的结果。




8
 ．研究人员表示，只要出现一例性骚扰，人们对该公司的招聘和晋升公平性的判断便会大大降低。




9
 ．严格政策下，证据确凿的性骚扰投诉将导致犯事者被解雇。有人认为处罚过于严厉，因而会阻碍人们报告不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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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尔·比尔登
 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意见。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泰拉应该继续投诉

杰克逊吗？


 专家回复一



[image: ]






	[image: ]

	

玛利亚·加林多（Maria Galindo）


是独立营销顾问。









泰拉不应该对此事轻描淡写。




也许杰克逊本意不是伤害他人，但他确实造成了伤害，如果人们面对基于性别刻板印象和误解的互动行为而不加质疑，企业文化也不会发生改变。

杰克逊说的话属于灰色地带。雷纳面对如何处理问题的挣扎表明：要搞清楚哪些情况可以接受、哪些不可接受是多么困难。很少有公司能厘清相关界限。即便杰克逊的话并非有意，也不意味着完全无辜。如果你使劲抡胳膊打伤我的鼻子，即便不是有意伤害我，也要负责任。杰克逊在言语和行动上都应该尊重同事。根据我的经验，性骚扰很少是公开行为，很少能让人们指责说，“你做得不对”。通常情况下，被骚扰者和旁观者并不确定发生了什么。我们都是社会的产物，可能在无意中就陷入了刻板印象。有没有人教过杰克逊，恭维女性是得到她们支持的一个好办法？泰拉有没有学过积极应对此类评论，以免被视为过于严肃或不友好，进而影响到职业发展？不幸的是，我曾遇到过类似但更严重的情况，而且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才觉察到。我在一家挚爱的公司工作，其间被提升了三次，感觉自己很受器重。在我加入公司五年后，一位很有魅力的男主管被任命为副总裁。不久之后，他要求和我正负责的活动进行合作。他称赞我的工作，也听取了我的意见。他说我所在部门的高层认为我对进一步晋升还没准备好，建议我加入他的团队。我们开始一起参加活动，虽然他偶尔会碰到我的胳膊，也会问一些关于个人生活的问题，但我并没多想，因为我成长的环境是热情开放的西班牙裔文化。一天晚上客户活动后，他让我在晚餐时汇报。尽管我表示拒绝，他还是鼓励我喝酒，他说了很多有关自己性生活的事情，打听我的婚姻状况，还说他想和哪些同事发生性关系。当时我就知道这场谈话有问题，但我告诉自己没关系，因为我从来没觉得不安全。第二天，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被人操纵、引诱和压制。我觉得恶心，居然没看明白他的所作所为。我告诉直属上级发生的一切，法律和人力部门很快就介入了。一周之内那位男同事就被解雇了。

我认为杰克逊不一定会被解雇，但他应该学会言行更谨慎。我确实担心泰拉职业生涯受到影响，因为每当我分享自己的故事时，都会继续担心自己的职业前途，但这正是必须大声呼吁的原因：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做正确的事情而感到痛苦，骚扰者不应该在骚扰之后还伤害我们的正直感。大家都应重新思考工作中适当交流的方式。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专家回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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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波利欧（Sarah Beaulieu


是美国某风险慈善组织的高级顾问。









可惜，考虑到Coltra的零容忍政策，泰拉只有两个坏选择。




放弃投诉可能导致重要问题悬而不决；继续投诉则可能导致杰克逊受到严重惩罚，也影响泰拉的人际关系。泰拉必须考虑清楚想要什么并且完全理解各种选择之后，再提交正式报告。现在泰拉还不清楚想要什么：让杰克逊学会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帮Coltra打造更具包容性的文化，而不只是制定政策？为了将同事可能遭受不公平惩罚的风险降到最低？尽管雷纳努力做正确的事，但他应该先通知一下泰拉，两人好好讨论一下。他应该告诉泰拉，他认为必须报告此事（如果公司有强制报告政策）。结果却是，雷纳在泰拉不知情的情况下夺走了她的权利和选择。

考虑到泰拉在Coltra的地位和过往业绩，其实她可以借此机会向公司施压，要求提供更多培训。旁观者的干预和反馈可能也是个很好的开始，但她首先必须弄清楚潜在后果。虽然零容忍政策看似给予支持，但存在问题。如果人们担心对同事的惩罚过于严厉，就不太可能报告性质轻微的不当行为或危险迹象，而有些迹象是文化面临挑战和存在知识鸿沟的重要指标。这些政策只提供了高风险且一刀切的解决方案，忽略了被骚扰者决定是否报告时真正面临的财务、社会和专业层面的障碍。在某次的慈善晚宴上，一位富有的捐赠者对我说：“如果我年轻20岁，或者你大20岁，我现在就追你。”我们都笑了，我的回复类似“想得美”。当时我并没觉得不安全，而且像泰拉一样，我觉得自己可以应付。现在我才更明白，如此回复助长了性骚扰文化，纵容骚扰者安然脱身并做出更加恶劣的行为。尽管如此，我也不想让人力资源像警察一样干涉。否则我会觉得自己被弱化，更糟的是手头工作都会受到影响。我希望那个富人的朋友批评他，如此一来我就不用和他对质了。我也希望团队有机会开研讨会认真讨论，这样我们再面对下流笑话时就能应付得更加自如。回应笑话时，在自行抵抗恶劣骚扰和叫来防暴警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中间地带。行为的界定要设置在一定范围内，规训和问责体系也应如此。





杂谈 Synthesis



大器晚成之道

THE ART OF BLOOMING LATE

凯文·埃弗斯（Kevin Evers）| 文

刘筱薇 | 译 蒋荟蓉 | 校 腾跃 | 编辑




如何从成熟到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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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本是
 天选之人，但他在少年时代和20岁出头时与普通人并无二致。虽然彼时他已经是个多产的作曲家，但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在家乡萨尔茨堡担任风琴演奏家和首席小提琴手。收入低、没有成就感，同时受限于自己并不出彩的演奏会，他迫切想要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音乐中。经过一段时间的质疑和权衡后，他采取了行动。先是辞职，之后在维也纳开店，他终于进入了人生中最多产也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

即便你从来都不希望到达莫扎特的艺术高度，但也能理解他想要打破常规的心情吧。也许你觉得自己的工作枯燥乏味。也许你每件事都能做得很好——在学校表现出色、工作努力，最后找到一份高薪好工作，但你厌倦了平淡无奇的生活。也许你渴望去做实现真实自我的事。

如果你想要从事更具个人成就感的工作，比如创建一家公司或将兴趣变成全职工作，起草一份行动计划可能过于艰巨。虽然如此，几本最新出版的书依然表明，你完全可以得到所需资金、勇气，制定明晰的目标，创造属于你的《唐璜》（Don Giovanni，莫扎特经典歌剧——译者注）。

古典学者伊迪丝·霍尔（Edith Hall）在《亚里士多德之道》（Aristotle’s Way）中介绍了古代哲学家的理念：美好生活的基础是首先意识到自己的技能、才华和潜能（dynamis），然后利用我们的资源，在最大程度上使之得到实现（energeia）。如果你还没有为实现你的独特潜能而努力（像莫扎特之前一样），那么你感到不满很正常。如果是这样，如亚里士多德所讲，你有责任找到正确方向。哲学家兼《和尼采一起徒步旅行》（Hiking with Nietzsche）一书作者约翰·凯格（John Kaag）表示同意。“自我并非被动地等待我们去发现，”他写道，“自我意识的形成是个主动且持续的过程。”

是什么阻碍了你？《福布斯》杂志出版人兼《大器晚成者》（Late Bloomers）一书作者里奇·卡尔加德（Rich Karlgaard）指出，我们的文化过度关注年少有为，这阻止了我们追求自己真心向往的事业。这种文化不鼓励我们有多种兴趣爱好、广泛学习和慢生活，而这些正是对自我发现有重要意义的事情。相反，我们要取得优异的考试成绩，马上成为专家，找到安逸稳定且收入颇高的工作。结果大多数人都更重视职业认可度，而不是个人成就感，但我们往往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自我。记者兼《广泛》（Range）一书作者戴维·爱普斯坦（David Epstein）指出，我们对专业化的迷恋已经渗透到青少年体育教练和直升机父母中，而且完全不合逻辑。拥有广泛的技能和经验对你更有益，你会变得敏捷并极具创造力。

《黑马》（Dark Horse）一书的两位作者托德·罗斯（Todd Rose）和奥吉·奥加斯（Ogi Ogas）来自哈佛大学教育学院，他们通过研究出身草莽并取得巨大成功的人，发现较早完成专业化对他们产生了负面影响。“多数黑马都感到烦闷或沮丧，怀才不遇或负担过重，”他们写道，“他们长年累月做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直到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并不充实。”经过一段不甘寂寞的沉寂期后，这些貌似普通的人，如行政助理、工程师、IT经理，将自己的“渴望、兴趣和爱好”转化为成功的事业，比如成为品酒专家、生活方式创业家和知名工匠。

为推动这种人生巨变，罗斯和奥加斯建议确定微动机（micromotive），或者说设立能够激励你的具体目标。举例来说，曾担任政治助理的科林·贝洛克（Korinne Belock）离职后创建了Urban Simplicity，专攻住宅和办公室清理和翻新。她的微动机是“管理物理空间”。注意，她并没有说“做一些有创意的事”或“创建个人公司”。这类声明过于笼统和含糊，不利于采取行动。相反，她找到了能够激发她内在好奇心，同时给她带来很大乐趣的工作，并以此作为自己前进的方向。

你在前进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在任何时候“成为”你自己都不晚。比如亚里士多德直到快50岁时，才全身心投入到写作和哲学中。若通往自我实现的道路漫长且曲折，你还会获得好处。记住，年龄往往带来智慧、韧性、谦逊、自知之明和创造力。这也是高增长初创公司创始人平均年龄为45岁的原因之一。卡尔加德引用发展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研究，指出，“40岁到64岁是一个特殊年龄段，这时候的人会变得既富创造力又身经百战，且渴望追求人生的意义。”

话虽如此，一旦你决定踏上这一征途，就会花上好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但研究表明，日常生活中微小的改变都可能产生复合效应，会缓慢但终将引导你接近你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的那个人。

如果你遇到了阻碍，就想想乔安妮吧。她极富才华和创造力，在20多岁时多次跳槽，担任过研究员、秘书和ESL教师。选择不多又患有临床抑郁症，她觉得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她将这种失望变成了自己的优势。既然不能成功走上一条常规道路，那就有自由去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撰写儿童奇幻小说。她后来这样评价道：“我不再假装自己是另外一个人。”

你可能已经听说过她。她的笔名是J.K.罗琳（J.K. Rowling）

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image: ]




[image: ]



凯文·埃弗斯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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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美国圣公会大主教 孔茂功：


爱是情感，更是承诺

阿妮娅·维茨科夫斯基（Ania Wieckowski） | 访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腾跃| 编辑






孔茂功（Michael Curry）是美国圣公会大主教。2018年英国皇室婚礼上的激情讲道，让他在全球迅速走红。孔茂功是第一位担任美国圣公会大主教的非白人牧师，在当下的分裂时代，他积极倡导爱与团结。







HBR：
 你为什么想成为牧师？



孔茂功：
 上大学时我就意识到，自己想做对大众和社会有积极影响的事。我考虑过公共服务，小时候就参与过鲍比·肯尼迪的竞选工作。但我爸是牧师，我爷爷是浸礼会牧师，我家有这个传承。上学时，我读到马丁·路德·金的文章，认识到我可以在基督教传统之内，做出对社会真正有益的事。




“无私还是自私？我不断请人们思考这个问题。”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你如何争取立场不同的两方的支持？


如果有共同点，就要先强调它。在与全球圣公会领袖讨论同性婚姻问题的过程中，这种方法曾发挥作用。我第一次与他们会面时，美国圣公会刚刚宣布允许同性婚姻，这引起了巨大争议。但我解释说，这个决定来自我们共同的信念：“我相信我们遵从耶稣的教诲，爱邻人也爱自己。”当然，谈完之后我们不会一起唱美国黑人圣歌，但分歧得到了缓和。




你在紧张局面下如何控制情绪？


要对自己坦诚，承认你现在情绪不好。掌控我们的，往往是我们不自知的东西。然后可以想想你情绪不好的原因。佛教在这方面很有智慧：佛祖的教诲是，人类所有困境的根源都在于自我为中心。如果你能克制自我，就能克服那些冲突。当我超越自身立场，就能更灵活地考虑事态。




你领导的组织有170万成员（包括我自己）。你是否曾对承担这个角色产生过怀疑？


除非是傻子，否则任何承担新领导职责的人，都会经历自我怀疑。我现在仍会。但我从不怀疑自己从事这项工作的理由。我的使命是帮助人们与神、与他人建立爱的关系。如果你很相信自己的使命，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多年前，我与一位给我擦鞋的年长黑人绅士有过一次对话。妻子去世后，他一直独自抚养儿子。他儿子很聪明，被一所名校录取。我记得他说：“我已经厌倦擦鞋了，这工作很辛苦，得整天弯着腰。但只要能供儿子上完大学，我就会一直干到基督降临。”




你如何鼓励人们把爱带到工作场所？


过去几年中我逐渐开始认为，爱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对某种共处方式的持守。作为情感，爱更多关乎你的感受，而非对方的感受。但作为承诺，爱意味着把对方的利益看得和你的利益同样重要，甚至高过你的利益。这种无私，就是耶稣在新约中谈论最多的爱（agape）。在为你无私奉献、带来积极影响的人身上，你能看到这种爱，比如父母、老师、童子军首领、教练等。继续思考，你就会意识到，任何主动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身上都有这种爱。诺贝尔奖里没有自私这一项。我们认可那些不计付出奉献自己的人。因此每当我要做一件事，我都会想，这是自私还是无私？我不断请人们思考这个问题：自私还是无私？




你如何回应批评者？


有人问我，爱的道路对生活是否有现实意义？作为CEO或议员，我真能围绕爱构筑生活吗？如果我是见惯人性之恶的检察官呢？我的回应是：如果你把爱看作一种情感，那不行；但如果你明白爱是一种承诺，答案就是肯定的。




像英国皇室婚礼那种场合，你的听众人数众多且非常多样，你会如何准备？


我会有点焦虑不安！不过我会像普通牧师准备周日讲道一样去准备。我在俄亥俄州的教众里有律师、博士、医生，还有几位在夜间做清洁的70多岁女性。在同一场讲道中，我必须兼顾所有人。我发现需要有几种不同的阐释方式，但我传达的信息是相同的。是教众教给我如何同时对王子和平民讲道。




你对其他少数群体领导者有什么建议？


坚守你最初听到的召唤。我碰巧是非裔美国人，碰巧是男性，碰巧已婚。但在牧师这份工作中，我的动力来自对自己使命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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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S


THE AGE OF CONTINUOUS

CONNECTION


Nicolaj Siggelkow and

Christi an Terwiesch | page 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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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to technologies that enable constant, customized interactions, businesses are building deeper ties with their customers. Firms can now address customer needs the moment they arise—and sometimes even earlier. By employing connected strategies, companies are dramatically improving their customers’ experiences, boosting their own operational efficiencies, and gain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 their research the authors have identified four effective connected strategies: Respond to desire, which entails filling customers’ requests quickly and seamlessly; curated offering, or presenting personally tailored recommendations; coach behavior, or reminding people of needs and goals and nudging them to act; and automatic execution, or anticipating what people want and delivering it without even being asked.

To get the most out of these strategies, firms must understand customers’ privacy preferences, build new capabilities, and use the learning from repeated inter-actions to shape future ones.


HBR Re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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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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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 issues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of secondary concern to investors. But in recent years,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nd pension funds have grown too large to diversify away from systemic risks, forcing them to consider the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mpact of their portfolios.

Analysis of interviews with 70 executives in 43 global institutional investing firms suggests that ESG is now a priority for these leaders and that corporations will soon be held accountable by shareholders for their ESG performance.

To respond to this shift in focus, companies must publish a statement of purpose, provide investors with integrated financial and ESG reports, increase the involvement of middle managers in ESG issues, invest in robust IT systems, and improve internal systems for measuring and reporting ESG and impact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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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led by Ranjay Gulati, during the recessions of 1980, 1990, and 2000, 17% of the 4,700 public companies studied fared very badly: They went bankrupt, went private, or were acquired. But just as striking, 9% of the companies flourished, outperforming competitors by at least 10% in sales and profits growth.

A more recent analysis by Bain using data from the Great Recession reinforced that finding, showing that the top 10% of companies studied didn’t merely survive; their earnings climbed steadily throughout the downturn and continued to rise afterward.

Among the companies that stagnated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Great Recession, few had made contingency plans, according to the Bain report. “When the downturn hit, they switched to survival mode, making deep cuts and reacting defensively.”

How should firms prepare for a recession, and what should they do when one hits? This research roundup examines advice in four areas: debt, decision making, workforce management,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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